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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資源對於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以東南亞來看，湄公河是一條極為重

要河流，也因為其存在跨國界特性，導致這條流域面臨衝突並產生戰爭的機率更大。

然而，從歷史到現在，這條流域卻未產生這種現象。 

 

本研究認為這歸功於該流域存在相關合作機構，包含三個主要機構湄公河委員

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下游湄公河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和瀾滄江-湄公河合作（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以及大國如：

美國、日本與中國的資金及技術援助。其中，大國的援助不只為了區域穩定，同時

也意涵著其戰略意涵。 

 

本研究主要採取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制度之觀點作為研究途徑，討論慣例、建

制以及國際機構互相作用的效果，以及這些因素對於合作的重要性。除了從學者的

文獻理解流域相關研究，同時針對官方資料進行搜集以分析各機構運作的重點和方

法。 

 

本研究有三個發現。首先，湄公河流域三個主要機構都對區域合作做出了貢獻。

雖然著重項目不同，如：MRC著重環境問題、GMS和LMC則較強調經濟發展，但各機構

也因為存在這些差異而產生互補性，但這種互補式的合作關係是湄公河區域合作的

特點也是誘因。再來，第三方的參與，對於湄公河發展與合作亦存在重要性。除了

資金，大國也為湄公河流域的環境與基礎建設做出努力。在這之中也體現出大國的

政治戰略，尤其美中兩國在流域合作機構中的互動，其政治戰略展露無遺。 

 

最後，從上述兩項發現找出了湄公河流域的合作限制。強調主權的沿岸國家，

導致該流域制度建立面臨挑戰，以及合作項目的局限性。此外，沿岸國存在的經濟

發展差距也導致公共產品分配不均的問題，進一步阻礙了區域合作與整合。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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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的政治競爭成為一個雙面刃，良性競爭可以促成區域發展，而惡性競爭則會導

致區域進一步的不穩定。 

 

關鍵字：湄公河、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大湄公河次

區域經濟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下

游湄公河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瀾滄江─湄公河合

作（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新自由制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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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 

國際上關於跨國界用水的協定較少，各國也較少提到水資源經常由政府大

量補貼的事實。水資源本身的特性也讓國際貿易通常以不同形式如農業、工業等

進行。水資源的特點乃稀少、可再生、但公共資源有限，以及供應量隨著時間會

有變化，這些特點讓水資源也成了類似石油的地緣政治資源，並可帶來相對的經

濟優勢，形成一種政治權力產生出的水外交的模式。水外交（water diplomacy） 

是一種透過在水議題上的雙邊和多邊協議以調解沿岸國的利益衝突的外交模式，

它包含機構的能力和國家的政治權力，而其主要目標是在外交戰略、計畫以及國

家安全下達成的水資源協議（Hefny, 2011）。雖然河流涉及多國的狀態導致治理

與管理充滿挑戰，但是透過水外交作為各國交涉的工具成功減緩了邁向衝突的可

能。 

 

湄公河全長 4350 公里，面積超過 795,000 平方公里，亞洲地區中只有長江

與恆河的流量大過它（Jacobs et al, 2021）。它擁有的豐富生態資源與水源對

於東南亞國家的生存，尤其是在維持沿岸人民的漁農業等至關重要。然而，它的

跨國界特性也使得這個地區的治理問題更加困難。東南亞地區，除了地理上各國

緊鄰，更重要的是他們都靠近一個大國—中國。與中國的關係不只影響他們的經

濟，安全問題更是不可忽視。不只中國在此流域是關鍵角色，湄公河下游的各國

如柬埔寨、寮國、泰國與越南等，在水資源議題上也存在著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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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流域及其排水網絡 

資料來源：Encyclopæ dia Britannica, Inc.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Mekong-River. 

 

由於跨國界河流本身存在難以定義分配的公平性、流經地區與國家複雜，亦

涉及多層次包含地區、區域及國際等特性。在此之下，能讓各方一起討論並協調

政策並合作的相關機構，就變成了重要地溝通平台。相關機構不只在幫助各國做

意見整合，同時也能夠將參與國約束在制度中，以確保相關規則被遵守以及更有

效管理資源。在湄公河流域的治理上，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 GMS）以及瀾滄江—湄公河合作（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等都對湄公河的運作與現狀維持有所貢獻。1992年由亞洲開

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發起的GMS，成員國包含了下游湄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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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以及中國。作為一個合作平台，除了在農業、能源、運輸以及貿易等等作出

努力，GMS也透過戰略框架將計畫從基礎建設延伸到多部門投資，目的是希望促

進更多經濟發展空間，且利益相關者能更有效地參與等等。GMS計畫的機制管理，

涉及成員國的政治及營運，主要是透過對話與協商作為基礎，其機構制度可分為

領導人峰會、部長級會議以及優先部門的工作組與論壇等（GMS, 2021）。 

 

除了GMS，1995年湄公河下游四國寮國、柬埔寨、泰國與越南也主導並成立

了MRC，該機構的重點在對湄公河的開發、水資源保護、安全等，多項領域合作。

在促進水資源管理的同時，也因為中國並非正式會員，導致許多如大壩建設、水

資訊公開與透明化的問題無法有效協調的狀況產生。雖然地理位置處於上游的中

國未能被納入相同規範，這是下游國最憂慮的，但為了協調和維持跟下游湄公河

的關係，中國也並未無所作為。中國在2015年成立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作為一

個新的次區域合作架構，該合作目的是希望跟湄公河國家一起促進經濟，並縮小

國家發展間的差距，協助地區一體化之進程。機構在確保河流合作上已得到許多

充分證明，無疑為流域之間提供安排以及提高各國因應河流變化的能力，進而減

少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如Williams（2021）提到的，制度仍會受到行為

者的權力，特別是話語權以及其他因素影響，兩者是相互並存的。在此之下，湄

公河機制的建立，除了協調各方利益外，研究該流域也必須注意到是否有其他因

素？影響各國思考方向？以及最後的決策。 

 

除了上述的沿岸機構，第三方的區域外大國也是管理流域的重要角色。美國

在2009年建立了《下游湄公河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這個

倡議不止幫助湄公河流域制定環境計畫，更透過開發預測工具，希望在面對氣候

變化及其他挑戰下，使湄公河流域仍可持續發展。不只如此，該倡議也幫助了MRC

和密西西比河委員會簽署姊妹協議，目的在於建立夥伴關係去改善跨境水資源管

理（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除了美國，日本從90年代

就是湄公河援助的最大國之一，尤其是透過ADB建立的GMS，對該流域做出經濟上

的貢獻以及水資源管理。同時，日本也跟湄公河委員會以及中國針對水資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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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多次討論與開會。舉例來看，2018年日本與湄公河沿岸國家的外交部長確定

了新戰略的合作領域，其中確定了幾個合作領域：縮短國家發展差距、加強一體

化以及參與全球價值鏈。此外，各國外長們也重新審查了於2016年建立的倡議，

並查看各項項目的進展（GMS, 2018a）。 

 

從上述很明顯可以看出大國挹注資金以及技術，對於湄公河跨界流域發展

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筆者也發現大國希望拓展自身權力的跡象。以美國來看，

與中國在許多領域都有權力競爭，而湄公河就是其中之一。面對中國在上游建立

大壩，並透過一系列政策控制下游河流資源來主導該流域之作為，美方不只透過

史汀生研究中心（Stimson Center）關注相關議題，更在2020年將原本的《下游

湄公河倡議》升級為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而這項舉動無疑是對東南亞國家的

新承諾。對於這些質疑和舉動，中國並未全盤接受，反而是在新一輪的瀾湄合作

上，主動提出與下游湄公河國家共享水文數據，進而避免外界的批評，鞏固自身

在上游之影響力與地位。以這個角度來看，大國介入流域的管理與發展，不只是

單純為了區域發展與經濟等等，反而是隱含了更深層的政治意義。 

 

跨界水治理比起一般領土的固定性質更加複雜，使得爭執更容易發生。然而，

湄公河區域卻未有過激烈水資源衝突的爆發，這也是啟發學生想要以該流域作為

個案，試圖了解該流域是如何透過各種方式來促進合作，以避免各方的矛盾升級

成衝突或戰爭。相較於傳統安全，作為非傳統安全的水資源可能成為本世紀引起

爭奪的目標下，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也上升，並無疑會對亞洲區域造成一定的動盪。

筆者認為湄公河流域之所以不會產生戰爭，最主要歸因於該流域存在相關管理部

門以及重要第三方介入，以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然而，建立機構與創造制度不

只是單純透過各國想要更完善的管理方式，而是包含許多利益在其中運作。同樣，

第三方參與不只純粹希望流域發展，同時也存在其自身政治考量。 

 

本研究希望以新自由制度主義角度出發，輔以水外交方式，探討湄公河流域的

相關政策，除了解釋國家利益的考量、安全以及生存情況，更探討機構與制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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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如何促進沿岸國家的合作關係，也會分析區域外大國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參與

其中之考量因素。首先，針對流域合作方式與因素上，筆者將透過採集流域機構在

兩個十年間著重的流域管理項目，分析在這兩個時期，對於該流域樹立了何種規範

與哪些成果，透過這些規範與成果解釋流域機構如何讓各方進行合作。其中，針對

上述資料進行探討，以理解流域機構合作的相似與相異處，並透過說明這些差異，

解釋是什麼原因推動湄公河沿岸國家合作。 

 

再來，針對大國參與的影響，筆者將透過參與流域事務的三個大國：美國、日

本與中國，分析他們在兩個十年間的作為。除了以其投入之資金與技術等相關貢獻，

說明大國對於流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作用外，同時也會以國際大環境解釋大國採取

這些政策的目的和考量為何。最後，則是會透過前兩個問題的研究與分析，即從過

往機構運作、政策以及大國相關戰略考量等等，分析流域合作仍存在何種限制，以

利拓展之後研究的方向。筆者主要想回答三個問題： 

1. 流域機構如何促進各方合作？合作的關鍵因素為何？ 

2. 第三方對湄公河流域合作的重要性與政治意涵為何？ 

3. 湄公河跨界流域的合作限制為何？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研究主要採取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觀點作為研究途徑。 Keohane 在 1980

年代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作為新自由制度主

義的大師，他認為慣例(conventions)、建制(regimes)以及國際機構(organizations)

是互相作用的，以互相監督、管理以及調整的方式進行運作（Keohane, 1989, 5）。

和新現實主義最大的差別在於，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由於世界政治受到權力與分歧

侷限，只有在互惠的國際制度才能夠建造持久和平。此外， 他們也認為國際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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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就是在存在衝突時，透過建立法律、提供訊息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去因應

政治市場失靈的現象，降低不確定性以促成合作（Keohane, 1984）。對於現實主義

的霸權穩定論，Keohane 和 Martin（1995）認為這種說法不斷定義權力與領導權之

間的關係，形成國家夠強大就能夠維持管理的規則太過於侷限。如同不對稱理論所

提到，即使霸權擁有強大的能力，他也必須面對不對稱依賴的挑戰，意即強大的國

家仍然必須和其他國家配合來制定和執行規則（Womack, 2004, 359-362）。 

 

強調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並沒有認為權力不重要，他們認同存在絕對利益以

及利己的立場下，對立與紛爭是不可避免，但是紛爭本身也會伴隨著和諧，特別是

在經濟互賴下，合作相比武力更具吸引力（Keohane & Nye, 1977）。同時，他也不

否認霸權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國際建制的建立需要霸權國家積極參與並發揮領導

的角色（Keohane, 1984, 51-52）。以 Joseph Nye 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他對於權

力、利益與國際制度的關注。不同於傳統著重於具體的軍事或經濟力量，使他國與

自身國家目標一致，或是操控使得其他行為者無法表達偏好的能力，這種軟實力也

成為重要的權力形式（Nye, 2002）。本文希望以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途徑，看湄公

河區域的相關組織如何透過機構與制度提升合作關係。一方面本文希望透過了解機

構建立的背景和運作，分析制度對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本文也會觀察並分析

組織內的大國如何透過思考，在談判中提供其他國家能夠妥協的要素，提升自身利

益的同時也進一步促成合作。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文獻研究法以及個案研究法。在文獻部分會先搜集學

者針對跨界河流之特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之文章，以理解水資源本身可能造成之

問題與衝突。其次，說明學者針對跨界流域之合作與互動的看法，看流域相關機構

運作與第三方參與對湄公河水資源問題有何重要作用。在理解這些問題後，再透過

了解湄公河區域的國家如何在鞏固自身利益的條件下，仍可透過機構與第三方達到

合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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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法則是主要針對湄公河流域，分為三階段：「敘述與解釋」、「並列」

以及「比較」。在敘述與解釋部分，本研究將蒐集各方官方資料，對湄公河的政策

及相關作為，以有系統的方式方式陳述，盡量以正確而客觀的角度了解研究對象。

除了介紹湄公河區域的組織發展、政策與相關作為外，本研究也會解釋採集資訊的

意義與影響。在並列部分，本研究將在此階段將列點比較各機構與第三方國家在湄

公河的資金挹注情形;再個別列出其著重的重點。最後，對收集到之資訊進行比較。

本研究將在進一步將歸類後，根據項目對照研判，了解其中異同，並依此作為模板

來解釋各組織在不同時期對該區域之作為及政策變化，詳細說明湄公河區域如何在

水資源議題上合作。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 跨界水特性、衝突與外交 

 水資源的特性複雜，以跨國界水資源來說，水量可能固定但流量變化情況不定，

且需求往往多於供給，導致水資源分配成為一項挑戰。從以色列與約旦之跨界河流

之研究發現，水資源競爭存在三種不確定性，包含資訊、行動與角度（Susskind & 

Islam, 2012）。在資訊部分，各方對於可能發生之事件存在不確定性，也會因為缺

乏信任導致不安全感; 在行動部分則是難以預測特定政策是否會出現相對性的結果;

最後，角度的不確定是基於人類往往只著重自己想看到的，而忽略真實存在之狀況，

導致決策者因為誤信或是專注在自身利益，而不著重在解決鄰國的憂慮。 

 

 由於水資源有限，它本身的管理、使用與分配就可能導致衝突，尤其水資源的

近用性涉及國家安全，這往往是各國最在意的關鍵。在Islam 和 Repella（2015)的

研究概念中提到水資源是複合型問題。所謂複合型問題乃指難定義或是定義模糊，

且涉入之各方無太大共識之問題。另外，由於存在跨領域互動，即自然、社會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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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範圍（時間、空間、制度等）和層次（長短期、跨城市以

及組織內部）中的情況不同，導致有關水資源體系之相關運作更顯得複雜。許多人

提到在21世紀，若缺乏水資源管理，將會導致暴力與衝突，例如1995年世界銀行副

總裁提到：「如果本世紀是為由而戰，下個世紀會是水。除非我們改變管理這個珍

貴和重要資源的方式。」由於水短缺可以很快形成衝突，進而威脅本地與國際安全，

因此如何確保水資源安全是十分重要的。Conca（2008）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兩個全

球化改革將會導致或影響水衝突，包含溝通與民主改革。由於全球網路的產生以及

使用資訊的便捷與快速，導致水資源議題更容易被各國民眾看見。再者，民主改革

則會使人們更容易去捍衛原則，並對抗傷害他們利益、文化等政策，這兩個原因都

可能透過國內輿論影響到決策者制定政策。 

 

 水資源具有幾種特點，包含廣泛性、多層次以及時間上之不確定性（胡慶和，

2007）。在廣泛性上，水量變化及污水等狀況往往會造成多方受害。由於衝突不只

發生在國與國間，也可能是在個體或是公司與個人間，導致水資源是一個多層次的

問題。另外，由於存在各項自然與社會因素，導致相關衝突往往很複雜。最後，隨

著氣候變遷或是經濟發展之時程不同，也會讓衝突的規模變化。從世界水壩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WCD）的報告調查發現，密集水利設施的建立使40-

80萬人必須遷移而沒有獲得補償，這個現象導致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暴力衝突產生

（WCD, 2000）。供水基礎設施的融資困難度上升，加上國際金融機構給予之壓力，

使政府將某些水資源項目外包給私人企業，市場化現象也導致使用水的價格提升、

限水的狀況出現。生態系統方面，當水污染或污水排放加劇，對於生命的危害更加

嚴重。其中，若出現長期與重複的抗議也會體現出國家政策失敗。為了解決上述問

題，Conca（2008）提出了幾項建議，包含加強人類的水資源相關權益、國家重視尊

重、保護和滿足人民水資源的使用權利與義務，以及提升國家管理資源的能力。 

 

要達成這些目標，除了了解水資源權益權相關之法律與實踐外，也必須建立更

有效的一致使各方行為者能遵守，於進行經濟改革之際符合水方面的人權。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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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必須將水資源相關項目視做手段而非目的，如果只單純將水計畫作為最終目的，

其他的替代方案很容易被忽略。政府應該將其目標定為減少貧窮、增加人類安全，

而非單純只著重以經濟為目的之計畫。為了有效運作，國家必須建立擁有仲裁、解

決和改變爭議的機制，該機制必須有多方參與者包含政府間組織、企業和非政府組

織等等……。最後，只透過傳統國內機構無法根本解決跨國水資源問題，利益相關

者進行跨國對話和學習才是最有效，如現存的WCD就提供了各方如何成功建立全球

共識的範本。 

 

 每一個水資源衝突都有明顯的個案性，因此很難賦予相同的解釋，但大致上仍

可歸納出幾個要點。首先，水資源之所以複雜是因為有許多利益相關者參與;再來，

這個過程中很有可能有新的參與者加入，其中包含國家、地方或是民間團體。第三，

由於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權力差異，包含國家間，政府與個人或團體之間也是如此。

最後，價值觀的差異，這取決於各角色對水資源的發展與公平正義的重視。雖然水

資源衝突的發生會對國際與國家產生衝擊，但是有學者主張歷史上水爭議中真正存

在暴力成分的案例並不多。根據Aaron和Wolf教授團隊之研究發現，妥善治理將會驅

動合作而非對抗。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的報告也指出，自西元805起，已經有超過3600件有關水資源協議的簽訂，協議目標

從單純解決邊界劃分，轉移到發展與保護水資源。關於跨界水資源合作的優點，包

含為區域穩定奠定基礎、效預防衝突。多層次水資源合作不只在國際上有意義，也

能防止在當地邊界產生溢出效應。相比不合作的敵對狀態，投資跨界水治理的收益

較高。 

 

Zeitoun 和 Mirumachi （2008）將跨界流域國家的水互動分成四類：積極型、

兩種中性型以及消極型互動，從表 1 可見。他們認為在跨界水治理中，衝突跟合作

是共存的。事實上，就算是積極型的互動也存在衝突，而消極型的互動並非只存在

衝突，可以透過強制與支配的方式，轉化為合作方式。Wolf（2008）也認為衝突與

合作的共存，是跨界水治理的重要特性。由於水議題對各國的重要性提升，流域間

的互動也會伴隨更多衝突與合作。從一方面看，衝突有可能會朝向非零和之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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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而孕育合作機會;另一方面，合作也可能因為雙方之規範出現問題，引發衝突。

根據他的看法，跨界水的衝突與合作存在四階段：敵對、反思、整合與行動，如 

表 2。在敵對階段時，由於各國以國家利益至上並注重邊界，因此是否能建立

互信並且互相聆聽，對於衝突之轉換有著重要作用。進入反思階段時，各方為了將

訴求轉變為實質政策，流域各部門如何進行專業性技能合作與建構技能成了關鍵。

整合階段，主要是透過建立共識來促進整體流域的發展，包含經濟與社會。最後的

行動階段，則是希望各國超越地理上之疆界，建造一個持續和有效率之機制，來為

整體流域利益做貢獻。 

表 1：跨界水互動之類型與面向 

資料來源：Zeitoun, M., & Mirumachi, N, “Transboundary Water Interaction I: Reconsidering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8, 

no.4(2008): 310. doi:10.1007/s10784-008-9083-5. 

 

 

 

 

 
 

衝突-合作特徵 互動類型 具體案例 潛在因素 

低衝突-高合作 積極型： 

條約制訂合作、 

合作議題廣泛、 

協商溝通為主 

落實與旅行原

則、 

創立跨界水資

源合作機制、 

基於條約之談

判與簽訂 

 

利益共享/擴大利益 

 

減少環境中的不確

定因素 

 

經濟/發展目標 

 

議題聯繫 

 

實質不信任 

 

提升國際聲譽 

 

共享資源 

 

對稱性權力改變 

 

資源控制 

 

低衝突-中等合作 中性型1： 

有限合作（只在特定議

題上合作）、 

溫和言語表達衝突 

水資源污染管

理、 

建立水域基礎

設施與流域組

織; 

基於條約共享

利益 

低衝突-低合作 中性型2： 

極少或零互動;臨時合

作、自利合作、功能性

戰術合作、不穩定合作 

訊息交流少、 

成立技術委員

會或召開專題

會議 

中/高衝突- 

低合作 

消極型： 

安全性衝突、 

強制性合作、 

支配性合作、 

暴力衝突 

被動控制衝

突、非在國際

法基礎上進行

水條約談判資

源獲取導向、

單邊環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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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水衝突轉換的四階段 

談判階段 對水之共同要求 協作能力建構 地理範圍 

敵對 權利 信任建立 國家 

反思 需求 技術建立 分水嶺 

整合 利益 共識建立 流域 

行動 公平 能力建立 區域 

資料來源：Wolf, Aaron T. Healing the Englightment Rift: Rationality , Spirituality and Shared Wa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1 no.2(2008), 65.  

 

為了促進合作，水外交或水外交框架（water diplomacy framework）成了一種

解決方式。依照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公眾外交研究中心的定義，水外交是由水資源領

域的各種不同國際行為者推動，目的在於促進和外國公眾的關係，不只能夠在拯救

生命上有作用，同時也增加一國的影響力。不同於公眾外交的定義，（Hefny, 2011）

認為水外交是一項理解國家利益的工具，它透過對話、協商和調和沿岸國利益上之

衝突。另外，水外交對於解決複雜的水治理問題也十分重要。Hefny（2011） 整理

出水外交三種最基本的要件。首先，透過水外交解決共享水資源需要各領域專家，

包含經濟、工程、政治和社會學者等，以及各利益相關者一同參與以了解水需求和

爭端的多方面性質。再者，協商、調停和溝通的重要性，透過科學與科技組成的協

商方式去解決有關水分配、質量和競爭上的問題。最後，水外交有助於促進更廣泛

的外交進程。除了提供一種建立實質關係和國際夥伴的機會，也通過科學和能力建

構方面的合作，為其他形式的政治對話提供途徑。 

 

依據Islam和Repella（2015）之見解，他們認為水外交框架是在提出解決方式

前，透過區分價值、利益及工具作為思考模式。所謂價值（value）指的是利益參與

者如何看待水資源，其提供了政策排序的邏輯與優先權; 利益（interest）乃是相

關者重視的利益，以水談判而言，農業發展往往是最常見的選項;最後，工具（tool）。

雖然在提供持續解決方式上作用不大，但有助於理解決策程序上複雜的問題。他們

認為了解水資源問題必須從原因開始，即透過價值與利益如何塑造該問題，進而找

出使用何種工具去解決。簡單來說，水外交框架就是透過各方參與找出共識，再利

用工具去解決他們之間的競爭與衝突。比起一般的僵固方式，水外交框架更適合解

決衝突中存在的多種價值、利益與風險等。透過水外交框架解決水爭議存在幾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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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要素，包含擁有挑戰一般對水資源管理之想法、認為水是彈性資源、水網絡由

科學、政治與政策組成，故在觀察該網路時必須將其視為一個開放且不可預測的體

系。 

 

 Hefny（2011）提到在區域跨界水域以及發展這兩種情況下，有助於解釋水外交

如何控制水衝突和促進合作。第一，區域跨界水域，無論是共享河流或是地下水，

透過水外交的方式，可以成功促進國家和國際夥伴的合作，為跨界水治理提供新的

機制，進而增加該資源帶給各國的利益。他認為通過水外交建立區域管理是必要的，

同時可以對區域和平建設作出貢獻。第二，發展方面，他認為水資源會影響生命、

人類安全與糧食供給，由於對於人類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水資源能夠使人們為該項

議題努力，並有助於實現人類發展的目標。水外交不只能夠為國家找到共同努力的

目標，若能成功建立夥伴關係與協定，也會為發展添增助力。 

 

Islam和Susskind(2012)認為協議有助於建立有效的水外交框架，其作用在於提

供管理以及聯合事實調查。透過重要平台讓各方參與，有利於制定未來之計畫。當

然，這種合作關係必會存在信任問題，但透過集體找資料的方式，會提高利益相關

國對該訊息的信任度。至於如何有效推動水外交，學者 Michel J.Butler（2020）

認為第三方（third-party）是重要的促進角色。所謂第三方包含鄰國、非沿岸國、

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非直接和水資源有關聯之國家。第三方的參與有可能以多軌的

方式強化水外交外，也可以透過協作制度化治理方式，塑造和水資源合作的相關環

境。同時，這也有助於解決特定的領域問題，通過調解、非正式談判、研討會或是

能力建設等方式減少衝突。  

 

水外交可以以不同形式呈現，一種是意識到衝突產生，選擇延緩的衝突管理。

另一種則是以水合作避免衝突可能。首先，衝突管理指的是第三方與爭端方共同努

力，限制衝突蔓延或升級，減少痛苦和創造不訴諸暴力的環境。相較於衝突解決較

具野心的方式，衝突管理主要希望減少對參與各方的衝擊與損害。衝突管理對於國

家主權以及武力威脅的程度十分重視，其方法如圖 2所示。Michel J.Butl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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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衝突管理可以透過維持和平、執行和平、裁決和調解與談判來實現。首先，維

持和平大多發生在軍事衝突之下，透過維和部隊進行介入，他們的任務包括觀察、

調查與監測等等。再來，執行和平是由於認識到維持和平的侷限性，使得特定形式

的和平行動不足以管理某些類型和形式的衝突而誕生的，目的是希望促成和平條件

並阻止暴力的再次發生。 

 

第三，裁決結果，將提供衝突各方，把案件或是爭端交給國際法院，以協調各

方並對爭端點進行釐清和判決。當然，並不是所有案件涉及的國家都會對結果滿意，

但主要目的是希望法院在爭端中發布具有約束力的決定，以控制衝突的繼續。最後，

調解指的是在各方國家都陷入僵局時，透過個人、國家、團體或組織進行對話與談

判來降低衝突升級的可能。以國家來看，各國將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調解作為外交

政策工具，雖然政府間組織或是非政府組織的調解方式常受到國家影響，如各會員

國的考量以及權力，但他們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個平台給予各方發表意見與交流。以

湄公河流域水資源之利益分配與衝突管理來看，各國並不期望武力介入，反而是較

期望透過例如機構的仲裁，以及調解與談判達到妥協與合作。 

 
圖 2：衝突管理領域概念圖 

資料來源：Michael J. Butl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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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el等人(2006, 384-411)將跨界河流的衝突管理分為兩種：和平與軍事化的

衝突管理。軍事化的衝突管理源自於稀缺性，如同現實主義所描述的，當上游獲益

導致下游損失下，會產生零和關係，加劇了衝突的發生。特別是在上游國家有能力

改變下游的水量，又或是雙方本就存在對抗的歷史。在和平管理上，雖然水稀缺會

降低各國提出和平管理的主張，但是相比第三方的介入，在水問題嚴重的地區，雙

邊談判對於沿岸國是相對可行的方式。湄公河確實存在上下游問題，以及符合上游

是大國的狀況，但是由於存在經濟之誘因，使各方大多傾向利用談判與機構，希望

促進合作以避免衝突發生的可能。 

 

除了衝突管理，確保各方對於流域不安定因素有共識才是有助於推動區域一體

化與社會和平，在這之下謹慎的管理跨國界水資源以及強化水資源合作成了重點。

長期下來，缺乏水資源管理將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必須推動水資源合作作為一項預

防政策。不只學者這樣認為，在實踐上2003年的京都部長聲明中也呼籲各方合作，

提及分享水資源者可以在其他議題上合作，但也提醒現有水資源治理仍有缺失，包

含在達成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目標上缺乏共識或是批准聯合國國際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公約的國家並不多(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03)。從歷史

或是經驗上看來，水資源較容易促成合作還是衝突，最根本原因在於「是否存在管

理該資源之方式與機制」。Koebele（2015）也提到治理之所以可以解決水資源問題，

主要在於其能夠整合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並產生共識。Islam 和 Repella（2015）

則認為設計一個擁有政治正當性的決策程序，並且透過水資源治理的相關案例，能

夠解決衝突並且提供未來決策做改進。下面將針對湄公河流域如何運用合作的概念

促成流域發展以及管理。 

 

二、 湄公河流域管理與合作 

湄公河由多國共享，從上游的中國流經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最後從越

南出口流至大海。涉及多國情況下，如何管理水資源成了一項挑戰。河流沿岸的行

為者會因所處位置差異而有不同考量。例如寮國和中國相對是下游國家，對於水壩

建立和引水工程較無太大反應，而傾向考慮自身利益發展相關建設（Ostro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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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rom的研究中指出，中國之所以想要開發湄公河建立水壩，主要是為了建立水力

發電和農業灌溉以想擺脫作為穀物最大進口國的狀況。然而，這對於下游國家來說

卻是災難。以柬埔寨而言，雖然相比他國擁有較充裕之水源，但其乾濕季特性導致

其時常面臨洪水與乾旱損害，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以及農作物受傷害。另外，還有容

易受到漲退潮影響的湄公河流域生態中心——柬埔寨洞里薩湖（Tonle Sap），其自

然規律也因上游人為建造的大壩遭到破壞。作為人口第二多的湄公河國家，每年只

有11%之水流入柬埔寨，由他國獲得的剩餘水量與波動變化導致灌溉水的不足與水

災頻繁出現，對於倚靠湄公河三角洲這個米供給主要來源地的農民而言影響極深。 

 

流域治理與合作的挑戰源自於水資源的特性，包含極度稀有、對於人類生存是

必須的以及可以被控制（Critchley & Terriff, 1993, 302）。湄公河區域確實面

臨這些問題。首先，在安全與乾淨能源上面臨供給不穩定的狀況。根據ADB（2008）

統計，大部分沿岸國人民仍依靠傳統能源如木炭、木頭，但這些能源的問題在於對

人類健康有危害。以寮國來看，他們預計在2029年增加水力產能，而泰國則是希望

促進鄰國水利發展，以便他們在使用水資源上更加方便。然而，增加該能源卻必須

以人類和生態系統永續作為交換。再者，生態問題，而其問題根源在於水壩。水流

受到大壩影響，除了蓄水與調節水量的改變，魚類也面臨無法回到繁殖地而受到外

來種威脅、沉積物在水壩後累積，導致下游流速上升等……。生態問題不只對物種

產生影響，人類也因為化學物質、重金屬等等，增加其健康風險、水土流失造成的

下滑坡也使其生存受到威脅。 

 

湄公河提供的漁獲量十分龐大，價值也高（Sneddon & Fox, 2006, 181-202）。

魚類不只提供經濟動能，也是人類蛋白的重要來源。隨著水壩建立，漁獲量也在近

年內減少10-26%（Orr et al, 2012,925-932）。不只對生態產生問題，水壩可能侵

蝕了沿岸地區的文化（Matthews, 2012,349-366）。例如漁獲量若下降，原先依靠

捕魚為生的家庭可能轉向觀光業，導致傳統在此之下可能消失。Keskinen（2020）

等人認為，研究大型水壩對於湄公河管理是必須的，尤其是在水力發電成各國發展

的趨勢。以中國與越南狀況來說，雖然雙方尚未因水資源爆發衝突，但以上下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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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存在因果關係下，衝突或戰爭仍可能發生。在東南亞地區，水壩工程可能同時

提升環境與政治的緊張關係。水壩一方面提供發電作用，另一方面也會帶給河流系

統負擔，是形成衝突的潛在因子（Chen & Trias, 2020, 10）。 

 

由於水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大壩建設往往影響著流域管理與合

作（Campbell, 2009, 403-419）。從國家安全角度切入可以理解為何下游國會對上

游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特別是資源累積夠多時，國際政治會更加競爭與暴力。與之

同時，國家也會更努力維護他們所有的，並防止他人得到更多（Van Evera, 2008）。

不過，對於水壩建設可能影響他國安全並引發衝突的說法，Li 和He （2008）則認

為河流變化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人為因素或氣候變化，而水壩只是其中一項原因。

另外，相比印度與巴基斯坦在水資源一觸即發的衝突，湄公河尚未有如此緊張之狀

況，反而較有可能建立自由與和平（Uitto & Duda, 2002, 365-378）。  

 

針對跨界河流問題時，沿岸國可以透過內向與外向式的政策降低不安全感。內

向代表減少對跨界河流之依賴，主要通過調整本國的資源結構;外向則是透過防止

外部威脅來改善（Buzan, 2008）。對於湄公河沿岸國來說，比起減少依賴該流域，

外向性的政策成為各國主要的選項，特別是其能夠讓各方集合在同一個平台上互相

訴諸看法與政策討論。以外向政策來看，機構是一個重要媒介。機構雖然沒有享受

跟政府一樣的權力，但卻提供了一個架構來減輕軍事衝突，同時確保機構內成員遵

守條約（Sowers, 2002）。 

 

湄公河流域國家也是透過相關機構進行了管理，並試圖以解決流域發展問題為

宗旨作出相關協議，其中，《1995年湄公河流域永續發展合作協議》（Agreement on 

the Coope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ekong River Basin），

簡稱湄公河協議，就是一個代表。雖然該協議因為建立在湄公河精神1（Mekong 

                                                
1  湄公河精神指的是湄公河委員會成員國依據共識做決策，它象徵在於化解成員國歷史悠久的衝突

走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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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上，常被視軟法框架而缺乏有效性，其仍然建立起三層治理結構，包含秘

書處、理事會以及聯合委員會以有效管理水資源。秘書處主要提供技術與行政性服

務給理事會與聯合委員會，並接受聯合委員會的監督。 

 

機構在作用上還包含提供沿岸國糾紛提交的平台，減少各端訴諸威脅或使用武

力，並且透過定期論壇來促進成員之間雙邊談判（Russet & Oneal, 2001），最明

顯的例子就是東協模式，其也被認為是湄公河沿岸國有效管理水資源的方式之一

（Laohasiriwong & Oishi, 2020, 143-161）。東協模式主要存在兩種特徵：（1）

極端的國家中心方法;（2）在國家衝突間達成協議。從這個角度切入，當湄公河各

國將下游所進行的水壩計畫，會被視為各國的內部事務，而當地社會、非政府組織

與學者的反對意見，往往會被重視經濟發展的政府所吸收。至少目前為止，並沒有

因為大型水壩受到大眾抗議而停擺。 

 

以東協模式來看，締約國可以透過妥協來避開衝突，但往往導致當地社區必須

吸收這些負面影響。這種模式存在兩項重要的概念：（1）不相容管理和;（2）調解

機制（Oishi 2020, 2-13）。所謂不相容管理指的是國家為了達成目標，無法不造

成他國的損害，而為了解決這種狀況，可以透過協商、讓步或是連接其他議題之方

式調整，為了有效達成協商，產生利益是必須的。不過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消極的

方式就是置之不理，以期待問題會隨著時間消失與減緩。調解機制目的是希望衝突

方在不相容立場上發生改變，使得這些立場與目標共處。 

 

水合作主要透過集體行動實現流域協作，李昕蕾（2016）提出水資源合作的三

個視角，包含水機制、水談判與一體化水資源管理視角，為水資源合作過程做了充

足的解釋。首先，水機制是對跨界流域的一系列原則與規範，主要出現在國際水資

源的條約中，目的在於實現高層次的制度化合作。雖然條約不一定會阻止衝突發生，

但是可以緩解訴諸武力的衝動。以湄公河來看，除了上述所的湄公河協議外，2003

年的「通知、事前協商與協議的規定」（The Procedures for Notification, Prior 

Consultation and Agreement, PNPCA）也是一個調解與協商的例子，該規定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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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流域大規模發展相關之談判，無論一個或多個沿岸國的提案是否通過，其主要

目的在於取得各國討論後才能執行。 

 

2010 年由寮國提出的沙耶武里大壩（Xayaburi Dam）案即是第一個提交給湄公

河委員會 PNPCA 流程的提案。依照該程序，不只評估了該水壩的環境議題，提出有

關流域權衡之問題，包含漁業成本、農業損失以及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退化等，

也提出建議希望再進行更多研究之前，寮國先關閉該水壩十年。雖然在下游國包含

政府以及民間社會的反對導致該工程延緩，且寮國最終仍在 2012 進行動工儀式，但

可以看到湄公河委員會正透過 PNPCA 流程減少水壩建造的衝擊。此外，MRC 各國也

在 2004 年將水資源管理計畫更名為水電計畫，針對水力大壩建設作出新承諾。另

外，湄公河委員會也推動了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例如寮國—泰國航行安全法規、柬

埔寨和湄公河三角洲越南邊境地區的洪水管理等等……（MRC, 2021a）。 

 

再來，水資源條約之簽訂不只涉及國際因素如國際法、國際形象等，國內因素

如官僚、領導人認知與地方性政策也對條約之簽訂有著相當作用。要成功促成條約

簽訂，談判是必須的，方法可以透過協商與辯論，針對流域水資源如何分配進行調

解與妥協。在談判過程中，議題聯繫是一種常見的方式。這種方式是透過跟談判無

關的議題加入議程，主要是為了確保談判籌碼以及消除反對國家的意見，為國家計

算成本與利益後的選擇，而最常見的就是領土議題或貿易等經濟議題。經濟措施對

於合作有著重要作用，不只可以透過將貧窮的惡性循環轉成繁榮和平的良性循環，

也因為存在經濟互賴下，各國會考量成本而使選擇武力的機會降低（Uitto & Duda, 

2002, 370）。在看待東南亞區域問題時，經濟往往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從這個角度

出發，由於湄公河區域大多都是東協成員，也因為經濟大量受惠於中國，在東南亞

國家領導人進行決策或是發展時，經濟因素是必須考慮進去的。 

 

Chen 和 Trias（2020）認為除了 MRC，ADB 領導的 GMS 以及中國主導的 LMC 提供

的經濟動能，也是促進流域合作的重要機構。首先， 1992 年 ADB 成立了 GMS，主要

目的在於支持農業、環境、健康等發展議題。GMS 以成員國之間的磋商與對話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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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召開了領導人峰會、部長級會議以及優先部門工作小組與論壇，並由 ADB 作為

秘書處協調，為該區域的合作進行努力（GMS, 2021）。再來，成立 LMC 後，中國不

只透過經濟激勵，也在適當時間展現出合作之意願，以此削弱下游政府的反對聲音，

避免衝突產生。例如中國也因 2016 年沿岸國發生的乾旱問題，啟動該合作機制之一

部分，將自身大壩抽水以調節水資源之使用。除了因為經濟對談判的重要角色，使

得在討論湄公河水資源管理時，必須將 GMS 和 LMC 納入考量外，這兩個機構也包含

了未參與MRC的中國和寮國，使得該流域在討論上能更加廣泛。無論是GMS或是LMC，

基礎建設的推動是其重要建樹。Jeuland 等人（2017）從尼羅河的研究發現，雖然

基礎建設可能引發爭議，但也可同時推動合作，尤其在開發時可能包含補償、利益

分享機制以及限制不利下游的規定等等的情況下。 

 

除了議題聯繫，沿岸國間的信任建立，也是將環境與社會風險轉換並促成合作

與發展的方式，而一體化水管理（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WRM）

是達成此成果的關鍵。IWRM 是將整個跨國流域當作一個系統，將複雜的地緣關係與

利益者融合到同一體制中，以做出整體的考量與政策。透過這個框架，各國可以確

定目標，並確保相關者作出承諾。不過，要達成這種廣泛的國際合作並實現 IWRM 不

容易，必須要確保框架內的各國獲得利益。Sadoff 和 David（2002）將河流合作利

益分為四種：管理生態、河流開發、緩解緊張以及催化劑角色，這四種利益並無高

低之分，只要擁有其中一種，利益就會自動聯繫起來。 

 

根據他們的研究，合作的可行性與成本收益會隨著流域而有所不同，如果水資

源權益本身存在爭議，初步的合作成本高且十分具有挑戰性;反之，如果流域存在機

構，那麼合作成本，包含財務、制度以及政治等（Sadoff & David, 2002, 425）會

相對降低。從他們的角度看，國際河流合作必須要確保利益的延續才能成功，如圖 

3 所示，只有在形成一種循環下，才能夠讓各國願意繼續推動合作。以 MRC 的湄公

河協議來看，其確實存在上述提及的利益，包含維持漁業、可持續的水電、確保航

行自由、改善乾旱洪水以及保護生態系統。同時，其也針對長期需求做規劃與調整，

包含因應氣候變遷等挑戰。為了流域發展，MRC 也積極納入相關國家，希望達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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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設以及跨部門整合的效果。湄公河的 IWRM 主要透過三層治理，結合了區域、跨

流域以及國家層次（MC, 2021）。在區域上，主要透過澳洲政府的援助，推進相關

程序與技術應用;在跨流域上，則由秘書處推動成員國跨國家的雙邊與多邊合作;國

家上則是支持各國改善治理與相關技術，以調解邊界的水資源問題，這部分主要由

世界銀行提供資金。 

 

 

 

 

 

 

 
圖 3：國際河流合作：保障和分享利益的連續 

資料來源：Sadoff & David, 2005, 427. 

 

除了區域內的組織與各沿岸國互相協調，第三方的參與對於合作也十分有效

（Gleick, 1993, 79-112）。以湄公河流域來看，美國與日本對於該流域之發展與

治理上有著重要作用。美國從 2009 年和下游湄公河國家建立起長期夥伴關係，稱為

《下游湄公河倡議》（The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以 Nexus 支柱（涵

蓋環境、水、能源和食品）以及人類發展和連通性支柱（USAID, 2020a）作為主要

支柱，目的在於穩定該區域經濟永續發展。 

 

針對下游湄公河國家共有的一些疑慮，包含跨界水資源管理問題、疾病以及氣

候變遷帶來的負面影響，LMI 也協助找出該區域共同理解，並促進有效的協調。為

了確保大型基礎建設和利用土地之項目的可持續發展，LMI 也在湄公河區域推廣湄

實施 分析

談判

 提供合作的好處 

 通過合作加強信任與建設能力 

 通過具體成果提升合作 

獲取利益： 

單獨或共同

實施項目 

 確認可行性/接受度 

 談判增加信任 

 利益共享機制促進合作 
同意解決方案： 

協商、利益安排與法律協議 

識別潛力： 

合作區域與項目評估 

 找出機會 

 加強信任與建設能力 

 區域合作評估的結果

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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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河智能基礎建設（Smart Infrastructure for the Mekong, SIM）。另外，該倡

議也透過美國內部以及相關專家舉辦各項研討與培訓，針對水電環境保護、大壩安

全、水文培訓等作出努力，舉例來說，美國就透過 LMI 和柬埔寨環境部一起促進了

新的環境法（USAID, 2021）。 

 

日本對湄公河的官方援助從 90 年代開始就是最大國之一，其主要涉及之領域

包含基礎建設、環境保護、經濟制度改革等。從 2009 年開始，日本經濟產業省和流

域各國的日本—湄公河經濟部長會議就每年舉行。從表 3 可見，日本對於湄公河區

域的經濟與發展關注極大，並且隨著每年的狀況進行調整與推進。除了經濟以外，

日本也十分關注湄公河區域的水資源發展。例如 2020 年日本政府向湄公河委員會

撥款 4.12 億日元，希望更精確的通知各國政府有關洪水與乾旱的公共訊息，改進

沿岸國有關洪水和乾旱監測和預測的能力（MRC, 2020），以減少損害之發生。日本

長期以來是該流域發展的夥伴，不只洪水與乾旱管理，其通過撥款資金支持多個項

目，包括氣候變化、水資源管理等等。除了 MRC 的成員國，對於不在組織內的中國，

日本也一直在進行對話。從 2008 年開始到 2019 年，日中雙方就針對湄公河區域進

行多次政策對話，相關內容見表 4。 

表 3：日本─湄公河合作項目 

時間 項目名稱 

2009 年 湄公河-日本經濟產業合作倡議 

2010 年 湄公-日本產業政府對話 

2011 年 綠色湄公河論壇 

2015 年 湄公河工業發展願景 

2018 年 東京戰略行動計劃 

2019 年至今 湄公河工業發展願景 2.0 

資料來源：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2020,”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regional_affai 

rs/southeast_asia_picific/mekong_japan_cor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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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日本─中國湄公河地區政策對話 

時間 大致內容 

2008 年 首次舉行對話，主要希望針對湄公河發展、貿易投資等問

題進行討論。 

2009 年 中方宣佈重視在 GMS 內之合作，雙方針對日-中-湄公河

三方的對等關係進行意見交流。 

2010 年 中國宣布在GMS框架下的基礎建設和農業等領域之成果。

雙方另外針對援助、環保、公衛與人力資源領域作交流。 

2014 年 日本展示 2015 年與東協針對湄公河的成果，而中國仍針

對 GMS 與一帶一路做說明。另外，雙方對於國家和國際機

構協調推進該流域發展達成共識。 

2019 年 日方說明根據東京戰略下，2018 年湄公河-日本合作之進

展。中方介紹 2016 年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綱要與該框架

下的合作進展。 

資料來源：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2020,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regional_affairs/southeast_asia_paci 

fic/mekong_japan_corp.html. 

 

 除了美日，其他第三方如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也對於湄公河的跨

國界問題、社會經濟問題、水力發電與水壩建設、環境與人權考量，甚至到湄公河

委員會的治理也都投入相當大的關注。作為長期為 MRC 的最大捐助者之一，自 2003 

年以來，歐盟委員會和其簽署了多項資助協議，除了支持對湄公河下游自然資源的

綜合和可持續管理，以促進湄公河地區的發展和減貧外，也支持《MRC 2016─ 2020 

年戰略計劃》（MRC 2016-2020 Strategic Plan）的通過，促進和協調湄公河水資

源的可持續管理。歐盟針對不在 MRC 與 LMI 中的中國也有所關注，其關係主要是建

立在《2003 年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03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和 2013 年通過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議程的基礎上（European Parliament, 2019）。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擁有上述機構與政策的推行，但是湄公河流域的沿岸國合

作仍然存在限制。這些限制不只來自於河流本身的特性，更因為各國存在國家利益

的考量，導致整合各方需求變得困難。跨境合作會隨著議題增加而變得更複雜，舉

例來說，合作限制從初期的避免政治敏感問題，到後期隨著項目增多，如何維持政

治中立可能成為阻礙各項行動與政策的挑戰。此外，合作需要的是相關參與者願意

採取具體行為才可能產生，但這之中可能因為國家主權、內部民主合法性以及成本

等問題讓參與者猶豫不決（Wiering & Verwijmeren, 2012,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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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限制使得如何推動沿岸國家合作成了一項挑戰，然而，霸權角色似乎成為

了一個解決方法。依據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其主張國家

間權力分配是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當單一國家佔居主導地位，將有利於建立穩定

與開放的體系（Krasner, 1976, 321）。這源自於 Kindleberger（1974）的見解，

他認為國際經濟的穩定是一種集體的行為，各國無論是否作出貢獻，都會從中受益。

不過也因為這種特性，搭便車的現象成為常態。為了穩定世界經濟，霸權成為了重

要角色。霸權除了必須帶頭組織貿易自由化，同時也必須管理國際貨幣系統以及提

供資本來促進發展。從霸權穩定論的概念出發，河流跨境合作需要大國才能化解這

些限制，同時有效並成功建立合作框架。 

 

湄公河由於其特性導致管理困難，雖然存在不少可能導致衝突的因子，但其也

並未真正因為水資源問題而爆發戰爭。本研究歸因於該流域機構各國的合作與第三

方之協調。有學者指出，即使在其他議題上存在爭議，也會因為水這個共享資源而

促進談判及對話（MacQuarrie et al, 2008, 175-184）。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對於

管理水資源有重要影響，而上下游的水戰爭只存在特定情況並非常態。另外，歷史

上也顯示關於水資源的合作多過於衝突，而最近一次因水而戰的情況甚至遠在 4500

年前。Bencala & Dabelko（2008）認為太專注於預測水戰爭的可能會忽略了合作的

可能，水資源的管理與合作不僅有助於建立各國的信心，更可以讓和平延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ㄧ、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分為二，包括時間與地理範圍。在時間部分，本研究的時間範圍限

縮在2000起到2020年，主要原因希望涵蓋該區域各組織成立的時間。從1992年成立

的GMS，到1995年建立的MRC、2009年出現的LMI以及2015年成立的LMC。透過時間範

圍之限縮，除了可以了解湄公河委員會、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以及《下游湄公

河倡議》在中國尚未成立瀾滄江—湄公河合作前的作為，也可同時觀察到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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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中國成立該合作後對於原先的流域機構和沿岸國有何改變與影響。在地理區域

部分，本研究主要範圍侷限在湄公河流域，對象則限縮在中國、緬甸與MRC的四國，

包含柬埔寨、泰國、寮國與越南，以及重要第三方美國與日本。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有幾點，首先，針對湄公河區域作為主體探討，故研究結果只適

用在湄公河上，因為地理特性與各國情況仍有所差異，可能會導致本研究之分析無

法完全適用每條跨國界河流。再者，討論權力與治理問題時仍須考量組織之外的國

家與其餘外在因素，然本研究只針對湄公河區域之主要沿岸國以及兩個外在行為者：

美國與日本作為主體，故在研究結果上可能不夠周全。最後，由於該河流流經之國

家複雜，對於各地之研究方面存在語言差異，可能導致在資料搜集上只能著重學生

熟悉的英文、中文與越文部分。 

 

 

第五節 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 

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章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文獻回顧與研究限制

做詳細說明。本研究認為水是重要資源，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下容易導致矛盾，

但以湄公河來看，各國並未爆發衝突，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存在合作。故本文

希望了解沿岸國如何透過機構與政策，使自身利益被滿足的同時促進流域發展與合

作。本文採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視角分析湄公河流域的各國互動，研究方法則是利用

文獻和官方資料作為主要分析，文獻回顧部分會針對水資源特性、水外交及湄公河

區域衝突管理的相關研究做說明，希望找出之前學者曾經做的研究以利本文延伸討

論。 

 

第二章將首先介紹湄公河流域的特性，包含該流域對各國人民生計、社會與經

濟以及生物的重要性，也從這些特性中理解該流域之複雜性。再來，針對流域發展

歷史與流域存在的問題做分析，從歷史中可以看出各國對於自身經濟利益與安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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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驅動合作和形成競爭的關鍵因素，透過耙梳該區域問題的來源與過去的演變，

以助之後的分析。此外，本章節也將說明湄公河流域合作存在的問題，包含大壩引

起的氣候與非季節性天災，以及連帶影響到沿岸國的經濟等問題，試圖在分析區域

組織的運作之前理解流域合作問題所在。 

 

第三章與第四章則是以時間序的分割，從2000年開始分兩個10年對區域合作做

描述。第三章從2000年到2010年，主要先說明MRC與GMS如何透過協商與制度設計來

推動區域合作雛形。再來針對大國中、日與美參與湄公河流域合作的目的與動機作

說明。此外，也分析此時期沿岸小國如何在大環境下發展區域建設。最後，在2009

年美國成立了《下游湄公河倡議》，本章也將針對其成立的目的與相關考量做說明。 

 

第四章從2010開始到2020年，除了說明原本的MRC、GMS在管理與制度上的改革

外，也加入沙耶武里大壩案做說明，試圖看機構如何在原則下運作以及存在的缺點。

在域外大國部分，針對美國在成立LMI後所作的舉措，以及日本如何透過與湄公河的

合作發展相關治理概念作說明。此外，此時期也可以看到沿岸國小國的態度變化和

考量。在這章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看中國在2015年成立的LMC如何影響流域管

理以及其戰略考量等等。這兩章最重要的是研究在爭取利益與維護價值的同時，這

些相關的治理機構或機制如何透過共同管理以避免走向戰爭與衝突，或者它們其實

並不像外界想得那麼有效，但仍勉強維繫著區域合作、減少衝突的架構。 

 

第五章是結論，根據前幾章的分析確定研究結果，說明湄公河流域因為存在合

作，使得衝突得以被避免，還能促進區域發展。研究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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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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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湄公河流域簡介 

第一節 流域特性與重要性 

湄公河（Mekong River），柬埔寨的 Mékôngk、寮國的 Mènam Khong、泰國的

Mae Nam Khong、越南的 Sông Tiên Giang 以及中國的瀾滄江。作為東南亞第一、世

界第十二大的河流，全長約四千三百五十公里，湄公河大約四分之三的水主要流經

下游四個國家。其流經的地形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長約一千九百五十五公

里，佔該流域面積四分之一，上游穿越狹長的山谷;第二部分則是大約兩千三百九十

公里，從下游緬寮邊界，流經泰國東北、寮越的安南山脈到柬埔寨，最後到越南胡

志明市往南的三角洲流入南海。湄公河流經的區域非常複雜，不只形成各國邊界，

如緬甸與寮國、寮國與泰國等，也延伸出眾多支流，包括南塔河（Nam Tha River）、

蒙河（Mun River）以及南康河（Nam Khan River）等等。同時，提供養育生物的重

要場域，如柬埔寨的洞薩里湖（White, 2021）。  

 

湄公河流量受到季節性的變化，除了上游較涼爽，湄公河流域下游的氣候屬於

熱帶季風氣候，以西南季風為主，使其雨季和旱季的長度大致相同（MRC, 2018a）。

無論在乾旱或雨季，從巴色（Pakse）到上丁（Stung Treng）以及桔丼（Kratie）

監測站測量，可以發現湄公河流域中游對水量的貢獻度高。由於存在乾濕季之循環，

湄公河許多生態系統會隨著季節性產生變化與發展，例如每年洪水在河流氾濫的平

原上形成濕地以及在過渡期間內可能會造成魚類遷徙的現象等等。 

  

被稱為河流之母（Mother Mekong）的湄公河，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內陸漁業，並

存在豐富物種與生物多樣性，甚至可以找到瀕臨滅絕的物種如巨型湄公河鯰魚、邏

羅鱷魚等。對於人口稠密的下游國家， 80％以上人口的糧食安全與生計大多以靠這

條河流（Ore, 2017）。湄公河提供的經濟動能使其成為不可或缺的河流，尤其以漁

業與農業影響最大。作為最大淡水之一，湄公河擁有八百五十種淡水魚，一年的總

貨量是兩百五十萬噸，這對於當地人民的生計十分重要。除了經濟外，沿岸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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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也跟該流域息息相關（Bouapao, 2017）。下游湄公河國家中，最依賴漁獲的就

是柬埔寨。漁獲除了為國內生產貢獻外，也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MRC, 2018b, 60）。

其他國家如泰國與越南，雖然依賴度沒有柬埔寨高，但漁獲對其國內消費、出口和

糧食安全不可或缺，不單能使漁夫賺取收入，更能提供販售的商店、製造漁具的供

應商等一連串經濟動能（To, 2020, 78）。 

 

在農業部分，該流域貢獻的產值為超過六千五百萬人提供生計。其中，稻米是

東南亞國家主要的出口產品，而其種植極度仰賴灌溉水。從表 5 可以明顯看到，

2019 年泰國與越南的產量分別為 1553.8355 噸和 1318.4311 噸，明顯高於柬埔寨以

及寮國的產量。以越南來看，直到今年前四個月，稻米出口將近 190 萬噸，雖然數

量相對下降，但因為出口價格上漲，使得其仍維持世界第二大出口米的地位（Thuy, 

2021）。除了灌溉水，湄公河還能夠將上游含有營養的沈積物帶到三角洲平原，這

將促進三角洲的肥沃，湄公河流域的氣候調節也都仰賴雨水和地下水（To, 2020, 

79）。這些跡象都表明出湄公河對沿岸國生計的重要性。當然，不只漁獲以及稻米，

這條河對於沿岸地區的其他經濟活動，如水產養殖、旅遊、林木等產品，以及木薯、

糖、咖啡和橡膠等經濟作物都有幫助。 

 
表 5：下游湄公河稻米種植量 

國家 產品 時間 產量 

柬埔寨 稻米 2019 468.3789 

寮國 稻米 2019 77.0055 

泰國 稻米 2019 1553.8355 

越南 稻米 2019 1318.4311 

資料來源：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ice Cultivation.  

8 July, 2021. 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GR. 

 

  

除了對沿岸居民生活與經濟方面相當重要，湄公河也提供了生物的棲息地。作

為跨界流域，其有 18%的區域被指定為重要鳥類和生物多樣性區及 16%被指定為關

鍵生物多樣性地區的所在地（Fancourt et al, 2015, 26）。該流域至少存在四百

三十種物種、一千兩百種鳥類、八百種爬蟲類和兩棲動物（Davis et al, 1986, 300）。

除了柬埔寨洞里薩湖是擁有世界上豐富魚種的湖泊外，越南與中國的稻田也存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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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種類的水生脊椎動物（Baran et al, 2007）。對於這些物種而言，湄公河流域提

供的無論是水源或是營養都是使得生態得以延續的重要因子。由於存在跨國界特性，

湄公河水資源也涉及國家安全。以環境資源來看，其相關安全議題包含了自然資源、

社會結構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如果環境退化，不只會引起國家內部，甚至會導致國

家之間的衝突（Elliott, 2003, 47）。Ribka（2017）也提到水資源安全必須有效

管理，不只是對經濟，也對國家間關係的維持十分重要。 

 

 從上述可以發現，湄公河流域擁有跨界特性和地理樣貌多樣，導致與其相關的

治理變得複雜。此外，由於存在上下游的關係，一國的行為都會影響到另外一國，

而湄公河流經六個國家，這種狀態更加複雜化它原先就存在的特性。湄公河之所以

對各沿岸國至關重要，不只是因為孕育了該地區的生物，更是和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東南亞地區多靠農業與漁業為生，湄公河提供的水已變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其不只對於個人生存以及國家經濟提供動能，更與國家安全緊密連結。在了解湄公

河的特性與重要性後，將針對湄公河流域的治理組織做介紹，目的在於了解歷史上

該流域之發展。 

 

 

第二節 流域組織發展歷史 

隨著冷戰的衝突到中後期，湄公河水資源管理建制才開始發展。1950 年中期，

聯合國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Far East, ECAFE）和美國首先派了研究小組到湄公河區域探索其水資源發展

的可能。這個研究小組發現可以在該流域建造水壩以及水庫來發展水力能源，同時

增加乾旱時期的水流量（Browder, 1998, 38）。除此之外，連同美國在內的西方國

家，也希望透過湄公河的發展去團結因二戰而分裂的東南亞各國。1957 年，在 ECAFE

的幫助下，湄公河下游國家成立了協調下游湄公河投資的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in Lower Mekong Basin），簡稱湄公委員

會（Mekong Committee, MC），其資金主要來自歐洲、美國以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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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以下游湄公河作為名稱，在於缺乏了上游的中國與緬甸參與。中國之所以被

排除在外，是因為其當時並非聯合國的會員，而緬甸的缺席是源自於其政府缺乏意

願。MC 由湄公河國家、聯合國及捐助國組成的秘書處支持，其職能在於希望透過技

術和資金資源去幫助流域的發展。該委員會從數據收集著手，希望標準化沿岸國家

在數據收集上的方法，包含投資潛力與工程可行性評估、經濟和社會研究以及財務

前景之分析（Jacobs, 2002）。MC 有兩項原則：（1）任何建設的進行，不得減少湄

公河現今的排水量，以及（2）上游的河流應儲存一定流量以因應灌溉需求。雖然第

二項原則明顯對上游的泰國不利，但是 Joseph(1989）認為各國都預期大型水庫會

有助於緩解這項問題。MC 在 60 至 70 年代大多著重在水資源投資與計畫等大型建

設，隨著時間增長，各方對湄公河發展的重視也上升，如 1965 年美國詹森總統將挹

注一百萬資金至湄公河，以及當時聯合國秘書長也認為湄公河發展是聯合國重要的

政策目標之一。 

 

第一個出現在湄公河的水壩建設計畫是巴蒙水壩（Pa Mong Dam），主要目的在

於提高乾旱的水流量以及預防水災。為了該水壩以及往後的建設，1975 年湄公委員

會擬定了《1975 年聯合聲明》（1975 Joint Declaration），規定流域內所有建設

必須通過該機構同意才能進行。然而，這項聲明也體現出了流域各國的合作問題，

尤其在沒有通過各國批准下，它幾乎沒有強制的拘束力。雖然如此，這項聲明仍是

湄公河流域相關建設的一個里程碑（Browder & Ortolano, 2000, 509）。 

 

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美國是該委員會最重要的援助方，主要希望透過促

進湄公河發展的合作取代武裝衝突。然而，湄公河下游發展的進度並不如預期，這

是由於沿岸國家有限的資源、擁有多重目的以及國際河流發展本身的複雜特性 

（Jacobs, 2002, 357）。雖然為了改善現有狀況，湄公秘書處建立一個 1970 指標

性流域計畫（1970 Indicative Basin Plan），這個計畫包含 17 個主要水壩的項目

提案等等，不過，即使集結各國合作的願景，湄公委員會仍不抵政治現實的變遷。

在北越贏得勝利，共產勢力的擴張以及各國政治變動下，該委員會也因此瓦解。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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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最終是失敗並解體，但湄公委員會仍為湄公河發展願景奠定下基礎，為水利發展

找出了一個方向，也為合作提供了有效對話的討論平台（Jacobs, 2002, 358）。 

 

在湄公委員會解體後，ECAFE 更名為聯合國亞洲與太平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並繼

續致力為該流域國家建立合作架構，並重新促成寮國、泰國與越南成立臨時湄公委

員會（Interim Mekong Committee, IMC）。雖然缺少因國內政治考量而未參與的柬

埔寨，但 IMC 的三個成員仍盡力完成水利數據蒐集、水質採樣、洪水警告等等不需

要全部沿岸國參與的項目（Jacobs, 2002）。同時，IMC 也成立了新的項目，如環

境研究、低流量預測以及鹽分控制計劃、評估氣候變遷對水利發展與水資源的影響

等等。《1987 指標性流域計畫》（1987 Indicative Basin Plan）是該委員會重要

的里程碑，該計畫保留了 1970 年的願景，但也要求建造更小型的水壩以減少對環境

和人民的影響。這項聲明仍是一個反映出湄公河地緣現實的新制度性框架，各國政

治考量無疑展現在這項新的框架中，各國關係也在它成立不到一年內複雜化。 

 

舉例來說，1957 年經濟成長下的泰國，明顯相對印度支那國家穩定，這種經濟

發展程度差異使得泰國對於湄公河發展項目的熱情開始減弱（Jacobs, 2002, 358）。

另外，越南跟柬埔寨爆發戰爭以及寮國與泰國也常因為邊境產生衝突等等，都造成

彼此之間的談判更加困難。面對湄公河流域合作上的困難，湄公建制主要靠著《聯

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和其他捐助國的幫助存

活下來。在捐助國上，以歐洲，特別是北歐國家為主要捐助國，而美國角色在此時

期消退，主要原因在於越戰的結束。為了因應預算減少的狀況，IMC 也將其目標從

大壩建設轉向在單一國家進行數據蒐集、訓練等等。此外，成員國如泰國與越南也

開始發展自己的水資源發展計畫。泰國在 1990 年開始就在湄公河流域建造了至少 7

座水庫，而其孔至門計畫（Khong-Chi-Mun Project）也引起最下游的越南警惕，特

別是這將使面對乾旱所苦的越南農業受到更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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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MC 與 IMC 後，1995 年成立的 MRC 開啟了湄公河發展的第三階段，其不只為

合作建立明確原則，同時也針對流域水資源應用列出相關合理和公平的使用規則。

雖然仍缺乏中國與緬甸的參與，但不同於前期的委員會，MRC 是一個約束沿岸國主

權的政治決策主體（Jacobs, 2002, 361）。在希望沿岸國針對水資源進行對話與合

作的願景下，柬埔寨的重新加入變成了一項核心問題。在 1991 年簽訂柬埔寨巴黎和

平協議後，柬埔寨積極希望重新加入湄公河委員會。雖然因為當時的環境變化、經

濟發展的差異以及中國開始在上游建造水壩等等，使得接納柬埔寨進入委員會並非

一帆風順。但下游沿岸國仍努力進行對話與協商，最終在 1995 年於泰國簽訂協議，

建立了新的合法框架。 

 

由於強調聯合發展、生態系統保護以及動態水資源分配，《1995 年湄公河協議》

成為國際水資源管理的重要成果之一（Radosevich & Olson, 1999, 1）。該協議針

對幾項重點，包含環境保護、水資源使用、促進流域發展以及在主權平等和領土完

整基礎上合作（MRC, 1995, 3-5）。在水資源上規定使用流域必須事先協商，取得

一致共識後才能執行。協議第 15 條至 33 條也對於 MRC 的組織有明確規範，將 MRC

組織分成理事會、聯合委員會以及秘書處。理事會的組成由各沿岸國的部長和內閣

級成員組成，一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以決定政策或是解決沿岸國成員糾紛;聯合委

員會則是執行政策、制定流域發展計劃、與捐助者協商、定期獲取訊息以及設立常

設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去執行任務等等;最後，秘書處負責制定與評估年度項目、籌備

會議以及維護相關訊息數據庫。 

 

在協議第 14 條也規定委員會的預算批准程序和來源，要求 MRC 的預算應該由

聯合委員會制定並經理事會批准，除非有其他狀況，其捐款來源應源自成員國、國

際社會與其他來源（MRC, 1995, 5-9）。雖然倡議並未具體提及，但是湄公河流域

個成員國也各自設立了國家湄公河委員會（National Mekong Committees, NMCs），

其負責人代表各自國家。NMCs 雖然可能在各自國家中的職能遠低於國內主要機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1
  33 

但是在湄公河水議題上，MRC 仍必須要和其維持良好關係，以利流域發展（Dore & 

Lazarus, 2009, 359）。 

 

在 MRC 2001 年的工作報告中，闡述了從 1970 年到 1987 年計畫的重要改變，

以及反映出有關湄公河治理的新視角。原先強調建造獨立水資源計畫，開始發展到

更全面的整合和科學導向的管理方式。這份報告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領域，包含核心、

支持與部門計畫。核心部分包含流域發展計畫、最大水資源的使用效益與環境項目; 

支持計畫著重在水資源能力建構與人力資源和財政管理等等; 最後，部門計畫則是

希望拓展秘書處在蒐集數據的能力與水質監測（MRC, 2001）。透過上述計畫有助於

促進區域合作、更有依據的科學資訊等等。雖然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MRC 在將來

也確實面臨許多問題，但作為建立在科學知識與外交基礎上的組織，MRC 在推廣湄

公河流域永續發展與合作是重要角色。如同 WCD 所說：「即使不完美，在充滿衝突

和不信任的環境下，湄公河委員會仍是一個流域良善治理的好例子。」。 

 

從 MC、IMC 到 MRC 的組織歷史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並未成為這些組織中的成

員。不過，隨著經濟與能源的需求，中國對湄公河也有做出一系列規劃，而其積極

參與也使得湄公河的水資源問題變得更加複雜（Browder & Ortolano, 2000）。中

國對於瀾滄江的水電開發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早在 1956 年就由中國水電昆明工

程公司的計劃之內。雖然因為國內政治與經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導致發展停

擺（Nathaniel & Stew, 2013），但在意識到能源的重要性下，中國便開始重新規

劃在湄公河流域上的大型水力發展藍圖，特別是以雲南省為主提供發展戰略，希望

成為綠色經濟與電力發達的主要省份（Zhu, 2010）。Urban 等人認為( 2013）湄公

河提供的能源之所以對中國如此重要，是因為相比在非洲或是南美洲的水力開發，

湄公河下游國家因為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可以透過建造的這些電網直接將電力輸往

中國城市並促進發展。 

 

在上述考量下，中國從 1989 年後期就開始了建造大型水壩與建設的行動。這些

開發大多都在瀾滄江的中下游，中國最早在湄公河建立的大壩是於 1995 年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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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灣（Manwan）大壩，其餘大壩則是自此迅速建造並發展（Magee, 2012）。值得注

意的是，中國建造這個水壩的時候並沒有通知下游國家（Nathaniel & Stew, 2013）。

在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儘管與下游湄公河國家有政治、經濟與環境的連結，中

國仍迅速推進在瀾滄江的水力開發，該行為也引起下游國家的關注與擔憂。對於這

些質疑與擔憂，中國也透過一系列的政治手段，試圖淡化各國在水資源上的不滿。

舉例來說，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提供的資金援助，讓泰國度過難關，又或者是透過

海外投資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基礎建設提供（Urban et al, 2013）。此外，面對開發

政策常未顧及環境保護問題而引起當地人民的批評，中國甚至修訂有關銀行的規定，

要求海外的投資項目必須遵守國際規範（Nathaniel & Stew, 2013）。 

 

1990 年代湄公河除了 MRC 的演變，東南亞區域本身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如東協

的變化，包含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納入柬寮緬國家等等。1992 年，ADB 也透過區域

技術援助計劃成立了 GMS。該項援助計畫目的希望提供框架促進沿岸國之間的經濟

合作，鼓勵各方對話並在必要時在水電項目與開發上合作（ADB, 1993, 11-12）。

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勢與貿易需求上升，都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動力。

Than（1997）認為發展中國家主要透過三個動機達成歷史性協議，包含增加市場准

入以促進貿易收益、增加政治凝聚力以及促進貿易與經濟政策目標，而 GMS 的成立

就是受到這些因素影響。不僅如此，GMS 也受到成長三角理論的薰陶，希望發揮湄

公河投資開發水資源，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所謂成長三角理論（Growth Triangles）

是緣起 1980 年代後期，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形成了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合作形

式，他將具有互補性的鄰國連接起來，透過各自優勢如資本、資源以及技術等等，

以形成經濟潛力區域（黎爾平，2006）。 

 

有趣的是，這個次區域合作的成員國並非經濟發展程度相同，如柬埔寨、寮國、

緬甸被歸類為最不發達國家，其他成員如越南當時也因為陷入戰爭無法發展經濟，

而泰國則是明顯高於其他成員國之發展（Krongkaew, 2004）。ADB 認為 GMS 成立的

目的是幫助不同經濟發展的國家促進區域一體化，增長三角形（Growth Triangle）

的概念之所以適合亞洲國家，不僅是因為出口導向的貿易模式，其政治與經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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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低（ADB, 1992）。GMS 雖然因為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常使得其建立的

有效性受到質疑。不過，Pomfret （2013）認為 GMS 合作是彌合東協成員發展的重

要機制。邵建平與劉盈（2014）也認為 GMS 合作擁有幾項特點，包括弱制度合作; 

ADB 的主導以及次地區與新地區主義的實踐，使得經濟差距不會是一項發展阻礙。 

 

首先，弱制度是源於 GMS 合作是開放與結構鬆散的，這種非正式多邊的合作方

式，讓各國能在合作項目如基礎建設、能源建設等等進行自主合作，以形成更開放

的貿易市場。在這種框架內，決策必須透過成員的協商與討論，透過主權讓渡有限

的方式保持各國的自主性（邵建平、劉盈，2014，13）。再者，由於有 ADB 領導，

通過其協調、資金與技術援助，要求各國在部長會議上磋商與形成協議，使得 GMS

在合作領域的範圍擴大。最後，次地區的意思是參與國不一定是整個國家的疆界，

而是國家的一部分。以中國來看，雲南與廣西就是中國參與 GMS 的推動角色。而新

地區則是由私有企業與跨國公司推動的合作關係，GMS 在合作中也確實重視私營部

門的參與作用（邵建平、劉盈，2014，14）。綜上所述，GMS 的成立是會讓該區域發

展走向更進步，雖然經濟差距會讓推動上產生挑戰，但基本上是可以各國的合作更

加有效。 

 

對於 GMS 的合作有效性，成員國之間也存在各自考量。陳潔與駱華松（2012）

就針對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與泰國態度作出分析。從他們的研究發現，經濟

動能、水力發展都是讓這些國家對於 GMS 重視提升的關鍵。以越南來看，GMS 不只

帶來更多的外國援助、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這種對外政策的實施也讓越南無論在經

濟發展或政治事務上，獲得更多知識與資訊。從柬埔寨的狀況觀察，不只是經濟，

在基礎建設和能源發展上，GMS 都帶給其利益。為了實現次區域的發展與繁榮，GMS

使用了三管齊下的發展戰略，包含加強區域連通性、提高區域競爭力以及建立廣泛

的共同意識（ADB, 2015）。在 ADB 的幫助下，GMS 的經濟發展與合作迅速增加，不

只是商品與服務專業化，這些成員更可以有效利用資源在國際市場上貿易，與之同

時，這種經濟前景也吸引更多外資流入（Krongkaew,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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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Krongkaew（2004），儘管區域各國存在發展差異，但這些國家仍有共同利

益。首先，貫穿六國的湄公河是區域經濟的核心，其不僅提供農漁業之水源，在交

通上也有所貢獻。再來，六個成員國中，所有經濟體都希望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

走向更開放的市場經濟。隨著區域間的貿易增加以及需要外資投入的東南亞國家，

也提供了合作的誘因。當然，除了共同利益，六個經濟體也有各自對 GMS 的期望與

考量。舉例來說，作為經濟發展較健全的國家，泰國希望消除成員國貿易的障礙，

並透過各種政策調整、完善法規與制度減少人為障礙等等。以中國來說，不同於前

面的委員會，GMS 經濟區帶來的是更大的經濟誘因，對於縮短自身沿岸省分與內陸

省份的經濟差距有助益。對於剩下在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國家，如柬埔寨，重組的民

主政府面臨政治問題，而區域的合作可以幫助柬埔寨在基礎建設、資金上獲得幫助，

以穩定國內。無論從共同或是各自利益，GMS 確實帶給了個沿岸國合作的契機與誘

因，並針對相關概念與技術達成共識，透過各種制定規則與促進六國間的協商進行

合作。 

 

GMS 的合作項目包含基礎建設、運輸、能源、旅遊、貿易與投資以及人力資源

發展等等，同時整合成員國現存的機制並將環境問題融入發展議程中，例如分析在

其項目下環境發展的意涵以及國家和地方關於自然的保育問題（ADB, 1998a, 1）。

在 GMS 中，有關環境的倡議主要有三：（1）大湄公河加強次區域選定優先領域的次

區 域 環 境 培 訓 和 機 構 加 強 （ Subregional Environmental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in Selected Priority Area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2）次區域環境監測與信息系統（Subreg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SEMIS）以及（3）偏遠 GMS 流域的減貧與環

境管理（Poverty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Remote GMS 

Watershed），而這些倡議主要提供了有關環境與社會的資訊（ADB, 1998a, 2）。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SEMIS 是 ADB 對於湄公河跨界問題而想出的解決方案，這個系

統針對GMS成員國數據共享建設能力、消除數據交換的障礙以及透過會議協調各方。

舉例來說，1998 年召開的環境工作組會議上會員國提議實施次區域環境訊息系統就

成功在 1999 年獲得批准並執行（ADB, 2006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1
  37 

在 GMS 中，技術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 TA）對於其發展與運作有著重

要作用。TA 主要是希望提高資源效率，透過互補的機構與政策分析去促進合作內容，

其援助項目包括環境、疾病、生態等等跨流域與跨國界的問題。對於 GMS 來說，他

的主要合作機構是MRC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UNDP）。

從 MRC（2007）的報告中可以看到，MRC 的成功需要強大的政治和財務權利;成員國

對組織、機構和秘書處的領導;具有較強專業技術能力和公信力的秘書處;與上游國

家的合作；與主要區域倡議的密切聯繫，例如 GMS。 

 

自湄公河委員會成立以來，雖然存在缺陷，但是他在整個流域與水相關的開發

方面積累了豐富和專業的知識，這讓 MRC 成為一個資訊中心並對所有成員國都是互

利的。雖然 MRC 計劃不一定是針對所有成員國。但每個成員國都可以在其發展優先

事項的任何特定領域尋求 MRC 的技術援助。GMS 作為另一個重要的區域合作論壇，

在該地區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推動 MRC 與 GMS 的合作讓他們可以分享經驗並

擴大合作範圍將是重要課題（MRC, 2007,16）。 

 

從上述 MRC 與 GMS 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湄公河沿岸各國本身就存在歷史性的問

題， 因此安全是他們最重要的考量。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各國也開始意識到安全

的維持與流域管理和合作不可分割。流域組織開始於 MC，目的希望減少各國衝突發

展合作，雖然最終不敵越戰的摧殘而結束，但仍奠定了合作的基礎。戰後在聯合國

幫助下，這個基礎讓其得以重建臨時 IMC 繼續為水資源管理作出努力。即使缺乏柬

埔寨的參與，在這期間各國仍針對水利監測及水質檢驗等做出行動。最後，1995 年

成立的MRC結合了前面委員會的成果與基礎，創造出更有結構的運作與明確的目標，

即使存在缺陷，但也為湄公河流域發展建下了里程碑。 

 

當然，這些委員會都存在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缺乏上游國的參與，特別是在經

濟與能源發展的需求下，快速擴張並建立水壩的中國。為了因應下游國的批評，中

國也透過一系列政策去緩解，特別是在 1992 年 GMS 成立後，更加強了其與下游國家

的連結。在結合 MRC 與 GMS 下，滿足了各國的共同利益並促進合作關係。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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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章節將提到的 LMI、LMC 等等組織的成立，也使得湄公河合作關係仍得以延續並

前進。在了解湄公河管理背景後，下一節筆者將針對該流域存在的問題做說明，目

的在於說明合作對於這些問題解決的重要性。 

 

 

第三節 流域問題與合作 

湄公河存在龐大的生態、經濟以及社會利益，但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

集合（Sergiy, 2015）。在水壩以及各種專業化、工業化驅動下，不只威脅到湄公

河自然資源基礎，更侵蝕到小型農漁業人民的糧食安全（Fullbrook, 2017, 61-104）。

本節將針對流域存在的各種問題，包含水壩建設、非季節性變化、沈積物等問題作

說明，試圖分析並了解流域現存問題與影響，進而說明跨界水管理與合作對於保護

湄公河流域的生存、經濟與生態的重要性。 

 

建造水壩與水力發電站已經成了湄公河流域的常態，史汀生研究中心的研究指

出，現今建造在湄公河沿岸的水壩大致分成中國建造的 11 座、下游湄公河即將在寮

國與柬埔寨建立的 11 座、寮國在 2020 完成的 2座，包含沙耶武里（Xayaburi）和

東沙洪（Don Sahon）大壩，以及已經通過 MRC 程序並隨時可以動工的三座，分別為

北本（Pak Beng）、巴萊（Pak Lay）和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水壩。該中心

也提到，湄公河流域存在之水壩遠多於該地圖所顯示，帶來發電的同時也造成經濟

性與環境的破壞。面對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以及對能源需求的上升，湄公河沿岸國將

水電視為一種解決的方案，同時有助於多樣化能源的來源。水電能源之所以受到重

視，是源於傳統化石燃料的發電方式，已經對人民健康造成損害，環保意識抬頭的

狀況下，政府若是不找出解決方式，終將使自身內政動盪。 

 

湄公河水力發電提供沿岸國大約 10％的電力需求，從個別國家狀況來看的話，

柬埔寨超過三分之一左右的電力來自該流域發電站（MRC, 2018c），而被稱為「東

南亞電池」的寮國，幾乎所有電力都來自這些建設，其在支流上有 60 個發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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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湄公河主流遇上也有 9 個發電項目，構成了該國每年大約 7％的 GDP 成長

（Kedsadasak & Königshofer, 2021）。水電作為湄公河重要的能源，沿岸國政

府也積極發展大型到微型的水壩項目，一方面要滿足國家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也為

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作努力。從圖 5 可以就明顯可以看到，湄公河沿岸國建造的水

壩數量非常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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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下游湄公河水電項目位置 

資料來源：Mekong River Commission. State of the Basin Report,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Vientiane.    

          2018c. https://www.mrcmekong.org/assets/Publications/SOBR-v8_Final-for-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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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建設目的是希望為各國帶來替代的能源與經濟發展，但建造這些設施無疑

會對水源與流量造成影響。在此之下，監管與評估就變得十分重要。水壩或水力發

電的類型與大小，是影響到其受監管與評估的重要因素。相較於大型水壩項目，往

往被視為單獨項目的小型水壩受到的監督較少，使其容易被忽視（Opendevelopment 

Mekong, 2017）。除了水壩本身的類型，由於建設涉及多方投資者，包含政府以及

私人企業如跨國公司、銀行等等。水壩產生的電力很大部分都用來出口，從圖 6 可

以看到寮國出口水電從 2003 年出口不到 5％，至 2017 年快速成長至 30％。由於水

壩建設會影響漁民的捕獲，而這些大型建設產生的水力發電又只有少量留在國內，

更加劇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問題。舉例來說，長期以來寮國就經常面臨環保人士的

批評在考慮經濟卻遺忘當地社區的生存，特別是在建造的大壩破裂使得沿岸居民家

庭破碎後，這些問題更加嚴重（Rodion, 2018）。 

 
圖 6：2003-2017 年寮國電力出口價值與份額 

資料來源：https://www.oecd.org/dev/asia-pacific/saeo-2019-Lao-PDR.pdf. 

 

 

水壩本身並非致命的，而是它衍生出來的其他議題往往衝擊著人類的生存。首

先是非季節性的洪水與乾旱等氣候變遷問題。湄公河的水循環主要受到區域性季風

氣候驅動，每年洪水規律地出現帶給農漁業、生態系統提供水源外，也帶來營養的

沈積物，成為湄公河流域各種生命的重要驅動力（Arias et al, 2013, 864-876）。

當不規律或非正常的洪水出現時，會改變農、漁業、生態系統以及沈積物流量。洪

水衝擊著湄公河沿岸國的經濟。從 MRC 的統計來看，2010-2014 年因為洪水造成的

經濟損失可能從兩千萬美元到五億美元，平均每年兩億美元（MRC, 2018b, 47-48）。

除了洪水，由於雨季隨著氣候異常縮短，導致氣溫升高，乾旱期延長的可能性提升。

這些非季節性的波動又受到海平面上升以及異常低的水量影響，更使得三角洲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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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帶進一步受到鹽水入侵的衝擊，進而影響農業的產出（CGIAR, 2016）。另外，由

於湄公河上游沒有較大的河港，大部分的運輸都是靠天然河床完成，旱季帶來不可

預測狀況，更導致航行困難與不安全（Mekong Institute, 2016, 24）。氣候變遷

導致的漁獲量下降，各國開始用水產養殖替代並因應，但由於缺乏管理，污染和破

壞濕地等生態問題也頻傳（MRC, 2018c）。 

 

除了天災，第二個水壩帶來的問題就是沈積物的減少。沈積物不只是作物與漁

業的養分，更提供建築和土地復墾的材料，塑造適合居住與耕種的環境（WWF, 2016）。

舉例來說，湄公河提供的沈積物為洞里薩河以及湄公河三角洲提供巨大的生產力。

以洞里薩湖來看，其每年大約會收到七百萬噸的沈積物。Baran 等人(2015)就發現

如果湄公河輸入該湖泊的泥沙若減少 80%，估計將會使這個湖泊的魚類產量下降 36%。

湄公河三角洲則是接收了大部分河流的沈積物，並嚴重依賴伴隨之營養來產蔬果與

稻米。Kondolf 等人(2014)模擬了現存以及計劃中的水壩，發現其存在將會導致未

來三角洲約莫 51％的泥沙量減少。無論從氣候變遷或沈積物觀察，水壩帶來的問題

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該流域各國的人民、經濟，甚至到國家安全。 

 

除了水壩建設問題，湄公河流域各國也受愛滋病、毒品使用衝擊。從 ADB（2007）

的統計，湄公河多數國家的女性和青年病毒感染比例每年都在增加，而其來源主要

是注射吸毒或是性工作。在毒品上，種植、銷售和吸食鴉片是湄公河區域許多社區

長期的文化模式，例如寮國北部來看就是他們主要的生計來源，但當此舊有文化被

定為犯罪時，人民就開始轉向用注射毒品的方式。在色情行業上，隨著社會結構的

變化以及城鄉人口的遷移等都促進了該行業的發展，從 ADB 的研究發現，貧困與缺

乏經濟機會更是加劇此產業興盛的主要原因（ADB, 2007, 6）。疾病與毒品的肆虐

會使得人類的生產力下降，並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而經濟問題往往是讓各國

最擔心的事情。根據 ADB 和 UNAIDS 的研究發現，包括柬埔寨、越南及泰國等國家，

貧困家庭最容易受到愛滋病在內的疾病影響，使得收入減少而損失土地的現象成為

常態（ADB, 20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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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湄公河流域存在跨領域的特性，使得水壩、氣候變遷以及疾病等相關問題

必須透過各級以及跨部門參與管理，整合不同利益相關者以達到合作。合作有助於

各國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問題，透過交換訊息去評估並建立模型，同時也會

提高流域的效率與有效性（UNECE & INBO, 2015, 2）。水資源的合作帶來的利益，

包含以更有效的利用水資源去改善生活水準、克服不平等的水資源獲取以達永續發

展目標、透過數據交換幫助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以及在不同層次上建立信任，克服

緊張局勢並創造和平（UN, 2013）。以水力發電項目來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就認為，瀾滄

江─湄公河沿岸的水電項目的開發需要定期評估，包含對沈積、流量、水位波動以

及漁業需求的影響，才能有效管理並減少傷害（OECD et al, 2020）。在疾病與毒

品問題合作上，湄公河區域無論是沿岸國或是國際發展夥伴都為此項議題不斷添增

資金、研究及計劃等等，雙邊與多邊的捐助及公私部門的合作，都對於疾病問題能

夠有效預防產生關鍵的作用（ADB, 2007, 11）。 

 

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由於它和社會經濟緊密連結，湄公河國家也必須要加強合

作關係去因應，作為包含實施全流域氣候適應計畫與措施，以預防對人民的生計產

生威脅，進而削弱個沿岸國可觀的經濟收益（OECD et al, 2020）。UNECE 提出可

以透過既有的一體化水管理在應用上的優勢，連結機構去開發更具靈活度的管理技

術，此外，建立法律與制度框架對於氣候變化問題也很重要，主要原因在於其提供

了有關水資源治理的基本規定，如水質標準、目標、解決爭端和談判的機制等等

（UNECE & INBO, 2015, 21）。以湄公河來看，《湄公河流域可持續利用合作協議》

（Mekong River Basi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Cooperation Agreement）就是

代表之一，MRC 也另外制定五個程序以提供更詳細和資訊的指導。 

 

雖然沒有專門針對氣候變遷作出規定，但是這個協議包含一系列重要原則，如

第 5條公平合理利用原則以及第 7和第 8條有關不構成重大跨界傷害的義務（MRC, 

1995, 3-4），都是確保各沿岸在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傷害下，維持互相尊重的例子。

在氣候變遷問題上，最著名的倡議就是在 2009 年創建的《湄公河委員會氣候變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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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倡議》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itiative)，這個倡議的目的希望將成員國納入有關氣候變遷的發展計劃中，試圖

利用研究來設計適應框架與監測程序（MRC, 2009, 51）。 

 

利益相關者的認同對於合作至關重要，在制定相關的合作時，必須要考量：（1）

設定明確目標; （2）結合關鍵問題並綜合現有知識，解決各國之間的差距;（3）確

定利益相關者的角色與能力，找出意願度最高和最有影響力的人。透過利益相關者

公開協商和討論，除了可以找到解決方案，也可能互相激盪想法，促進信任與尊重

（UNECE & INBO, 2015, 33-34）。然而，跨界河流合作就意味著各國必須以超越國

家利益的方式思考。以湄公河來看，Hirsch 等人(2006,45)將國家利益分成三種理

解方式，分別為客觀的地理位置、政治與社會利益以及體現在 MRC 結構上的國家利

益。依照客觀的地理位置來看，上下游就有不同的利益與考量。作為上游國家，中

國在水電或是航行都佔有優勢，而寮國主要對水電而非旱季的汞灌有興趣，這種情

況下，這兩國對於河岸監管約束的興趣就明顯低。相比下來，下游的國家如泰國則

希望可以透過跨界分流彌補乾旱損失，或是柬埔寨希望維持魚類生產、防洪及灌溉，

以及越南考量三角洲利益下，希望減少鹽水入侵等。 

 

水壩等基礎建設往往是推動機構規則和談判的關鍵，同時也影響中國和下游國

家的關係（Hirsch et al, 2006, 46）。然而，依據 Hirsch（2006）等人的看法，

國家利益往往側重於可以從湄公河中得到何種利益，同時也是他們選擇應該優先執

行何種事項的看法。湄公河流域機構除了 MRC，水資源合作上還涉及其他如 ADB 以

及 LMC 等其他機構的貢獻。以 ADB 創立的 GMS 《核心環境計畫》（Core Environment 

Program, CEP）來看，就為減少碳排放、提供農村適應氣候變遷的方案以及環境評

估等等作出努力。同時，也和 MRC 建立夥伴關係和聯盟，目的在確保能戰略性的使

用資金與資源（ADB, 2018a）。無論是 MRC 還是 GMS，這兩個機構都存在比較優勢，

GMS 存在經濟優勢，而 MRC 則負責知識支持與水治理，透過各自發揮最大效用將有

助於提升合作效率（Hirsch et al, 2006,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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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水壩建設、氣候變遷或是疾病問題，這些流域組織的運作很大都取決於

捐助者的支持，依賴程度的多寡也影響著這個區域的機制（Sembiring, 2018）。組

織外的大國，特別是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等，其提供的資金對於水資源合作機制

也至關重要。大國之所以願意提供幫助，一方面除了希望流域發展，另一方面也將

自身政治利益反應在湄公河戰略中。以美國來看，受到印太戰略驅動下在 2019 年制

定了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而日本則是在 2018 年擴大湄公河-日本合作計劃等等。

不過，不同於抗衡中國的目標，日本似乎偏向創造獨特的湄公河政策，一方面保持

謹慎，另一方面也增加和中國的合作（Gwen, 2019, 58）。Gwen(2019)認為，無論

是美日的新計畫或是透過 LMC 不斷增加的中國投資計畫，都為湄公河下游國家提供

在談判時的選擇。在認知到西方與中國利益，下游湄公河國家在這種雙邊與多邊的

基礎上利用這個優勢，特別是泰國通過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

略（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ACMECS），

更幫助下游五國在大國競爭與組織運作上有更大實力。有關區域外這些重要第三方

的具體作為，以及隨著時間變化的戰略考量，將在後續章節中說明。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我們可以首先了解湄公河的地理特色以及跨界特性。湄公河流經的地形複

雜，孕育多種生物的同時，也因為流經多國使得水流分配不一。湄公河提拱的動能

也不僅單純是水源，而是包括各國的人民生存、經濟、生態以及國家安全。在生存

上，促進了農業與漁業;在生態上，其水源與夾雜的沈積物帶給了生物營養，使多樣

化得以延續;最後，由於存在國家安全考量，各國在對該流域如何使用都十分謹慎，

希望在最大化該流域帶來的利益的同時，確保該流域之永續使用。 

 

當然，因湄公河佔據重要位置與豐富動能，這也衍生出許多問題，特別是當各

國都想要利用該流域發展。這些問題主要包含水壩、氣候變遷、沈積物減少、毒品

與疾病等，長期以來對流域人民生存和沿岸國經濟及安全都會造成損害。雖然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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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的歷史衝突，導致沿岸國在決策上面臨困難，但是各國並非豪無所作為。從流

域歷史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嘗試要透過機構解決和因應。在面對問題多元，涉

及國家複雜下，區域機構間的互動成為合作的關鍵因素，而各國利益就是驅動合作

的重點。 

 

另外，本章可以發現大國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對於這些機構的運作有著關鍵作用，

使得其參與之意義與目的也成了值得關注的現象。隨著時間演變，《下游湄公河倡

議》以及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也因應區域發展需求及各國考量成立，不僅對於湄公河

合作提升發揮影響，也反映出主導國的戰略。故筆者接下來將透過第三與四章，以

時間序做為分界，說明現存以及後來建立的流域機構，在制定規範及合作上的成果

與挑戰。同時，分析這些機制中美國與日本的角色，試圖去了解大國如何幫助機構

運作？選擇參與的利益又為何？目的在於解釋湄公河區域即使存在權力競爭，在找

到共同利益下，仍然有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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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00-2010 年：合作的雛形 

從第二章我們可以從歷史看到沿岸國對於湄公河管理的願景成型，特別是在沿

岸組織包含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及大湄公河次區域經

濟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 GMS）成立

後，雖然仍面臨許多挑戰，但至少為該流域的管理、發展與經濟奠定了基礎。本章

將針對 2000 年至 2010 年的部份，看 MRC 和 GMS 運作一段時間後的成果以及探討美

國在 2009 年成立《下游湄公河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的動機與

戰略，目的在於了解他們在流域發展如何透過建立制度維持各國合作，其成果與挑

戰為何。另外也希望觀察這三個組織運作的效果，以分析下個十年是否有所變化與

對沿岸國合作的影響。透過時間序的切割，不只可以有助了解成員國之間的互動，

也可以看到區域外大國在資助的同時，其戰略思考又如何隨時間變化反映在組織上。 

 

 

第一節 探索規範與相關成果 

一、 MRC 規範與成果 

自從 1995 年《湄公河倡議》簽訂後，就奠定了 MRC 成員國在數據分享、用水監

測、合作以及維護水質的基礎。此外，在 2000 年正式執行的水資源利用項目（The 

Water Utilization Project, WUP）也給予湄公河流域合作一個穩定框架。WUP 是

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UNDP）協助下成立的，主要

是希望透過建立機制、促進協調包含呼籲各國公平合理使用水資源及訊息交換等，

幫助 MRC 成員實施 1995 年簽訂的倡議。該項目為期七年，主要希望針對流域開發的

監督以及建立訊息共享的機制;起草規則並透過審查與通知程序，協助談判協商;加

強區域與國家的連結，促進會員國承擔管理職能和上游國的參與;以及加強與捐助

機構的合作（GEF, 19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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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P 的發展源於兩項原因。首先，由於湄公河流域缺乏連貫性的管理，即使蒐

集了大量有關流域的訊息也無法有效整合，使得推動 MRC 的發展與改革變得緩慢;

再者，向來依靠捐助者推動的發展，也開始隨著 WUP 的建立轉向由 MRC 驅動（GEF, 

1999, 13）。這兩項原因是塑造 WUP 的核心，除了為訊息交流提供了有效工具，也

透過制定制度來管理流域水資源，結合 MRC、NMC 以及國際經驗去發展。WUP 的主旨

為兩大部分：盆地模型知識建構以及規則建立（圖 7）。前者希望提供一種分析工

具，讓成員國對於該流域之地形與生物特徵有更好地理解，同時也將支持當地與國

際顧問相互合作;後者主要從初期重視的程序規則如水資源利用規則，負責水相關

的協商與監測協議，往物理規則如主流域上的流量管理和水質規則（GEF, 1999, 43）。

無論是何種規則，主要都是希望改善訊息管理，拉近各國數據蒐集的差距，並為交

流奠定基礎，從圖 7 可以看到 WUP 整體的架構。WUP 項目的啟動不單純只是框架，

在 MRC 未來六年中有關監測、旱季流量規則以及臨時雨季最低量的規則與報告中也

反映出績效。 

 
圖 7：水資源利用項目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除了 WUP，MRC 也成立了《流域發展計畫》（Basin Development Plan, BDP）

為該流域合作建立了發展框架。雖然從 1995 年就提出，但由於資金不足，導致該項

計畫也耗時了 7年之久才成功運作（Dore & Lebel, 2010a, 68）。第一階段中，國

家作為主要談判對象，而其他非國家行為者則是被視為外部利益相關者。直至 2007

年第二階段開始運行前，該計畫已經磋商了 400 多項提案，重點是針對潛在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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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項目作討論。第一階段的 BDP 成果很少，如同 Pech 和 Sunada （2006）提到的，

真正整合的原因在於 MRC 和沿岸國內部對話存在脫節的現象。雖然存在失望，但參

與者仍在 2005 年通過了第二階段計畫，該計畫期間為 2007 年到 2010 年，旨在將

第一階段的計畫制度化。此外，這個時期的計畫也提供了更多非國家行為者參與的

機會，例如 2008 年在寮國舉辦了相關論壇，除了邀請水治理網絡 M-Power 的成員

外，也讓網路上的專家參與流域開發的草案評估等等（Dore & Lebel, 2010a, 69）。 

 

除環繞於湄公河倡議所建立的 WUP 及 BDP 外，與之相隨的 5個相關程序與技術

指南也替湄公河合作提供了系統與統一的工具，分別為：（1）《用水監測程序》

（Procedures for Water Use Monitoring, PWUM）;（2）《數據和信息交換和共享

程序》（Procedures for Data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Sharing, PDIES）;

（3）《通知、事前協商與協議的協議》（The Procedures for Notification, Prior 

Consultation and Agreement, PNPCA）;（4）《主流流量維護流程》（Procedur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Flows on the Mainstream, PMFM）以及（5）《水質程

序》（Procedures for Water Quality, PWQ）。PWUM 是在 1999 年簽署，目的在於

重申《湄公河協議》確定的互利與合作方式，希望提升水監測的效率，讓各國在公

平合理的基礎上使用與開發水資源。在 PWUM 中，對於水的使用、跨界水調節與用水

監測列出相關定義，但以文字上的使用來看，還是希望以取得共識與柔性的方式規

勸各國。舉例來說，在水使用上 PWUM 程序認為只要對湄公河流域的水質或流量可能

產生重大影響的使用，委員會可以透過審查和根據實際要求而修訂該定義，然而，

該程序在監督系統的設置上，依然是各國所控制與管理（MRC, 2003）。 

 

PDIES 在 2001 年經 MRC 理事會批准，同時建立了湄公河委員會訊息系統（MRC-

Information System, MRC-IS），希望推動下游湄公河四國之間的數據與訊息交換，

將數據與資料公開給各方，以促進成員之間的合作與理解。也透過結構化的 MRC-IS

更有效去支持湄公河協議框架內有關規劃、開發、決策與監測的活動（MRC, 2021c）。

訊息交換一直是湄公河流域管理上的一大重點，只有在對訊息有可信度下，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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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合作。PDIES 的訊息蒐集和交換過程如圖 8，主要是透過 MRC 秘書處、NMCs

以及其他參與者，將蒐集到的數據放入 MRC-IS，並在必要時拿出來參考。作為直接

訊息交換的機制，PDIES 雖然擔任起了數據共享的重要中介站，但是也廣受批評，

例如訪問數據的困難或各國監測站在蒐集時仍存在時間差的問題等等。MRC 也意識

到這些問題，並在接下來 2011 年和 2016 年的五年戰略計劃中，將改進 PDIES 設定

成目標。無論如何，PDIES 至少建立了一個數據系統，雖然存在缺陷，但至少為合

作建構了較為明確的框架。 

 

 
圖 8：PDIES 資訊蒐集程序 

資料來源：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17. 2017a, 62.  

https://www.mrcmekong.org/assets/Publications/MRC-Annual-Report-2017- 

final-for-web-19June18.pdf. 

 

除了訊息交換機制，MRC 以 PNPCA 作為協商程序。PNPCA 在 2003 年通過，其功

能在於管理流域發展的水項目如大規模灌溉、水電及供水等，希望在最大化利用水

資源的情況下，減少上下游沿岸社區的環境與生計的負面影響（MRC, 2016a, 2）。

不過，就如同其他程序，PNPCA 並不涉及硬性的批准或提議的程序，而是一種支持

區域用水合作的機制。依照其規定，通知是各國在提出水項目之前必須將詳細訊息

通知他國;事先磋商則是以六個月為期進行技術評估與問題解決;最後，具體協議則

是在要求正式開啟項目前，會員國可以就條款與條件進行徹底談判並達成共識。成

員國會依照河流類型、季節與用水範圍應用不同程序，舉例來說，涉及主流域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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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相比支流開發更加複雜，因此必須有具體協議或是事前磋商而非單純通知（MRC, 

2016a, 3）。PMFM 則是在 2004 年批准，其成立主要是認知到湄公河流域的永續發

展要有適當維護。在此基礎上，成員國同意在乾濕季變化下，接受一定流量的限制

與管理（MRC, 2006）。 

 

以 MRC 為主衍生的各項計劃與規則，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各方能在水資源議題

上取得共識並促進合作。然而，此時期的湄公河水資源議題不只存在下游國家並未

全心投入的困境，缺乏上游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參與更使得流域發展面臨挑戰。雖然

存在問題，MRC 仍在推動合作上有成果。舉例來說，在 2008 年寮國主動向 MRC 提供

流域發展的訊息，這項行動也讓流域共享的行動上有了新希望，以期其他成員國也

會採取類似的措施。此外，雖然並非成員國，中國並未停止與下游湄公河國家進行

交流與對談，實質性合作也確實慢慢增加。例如 2001 年中國與寮國、泰國和緬甸簽

署了一項商業航行協定，該項協定使得泰國在經濟上受益。 

 

除了貿易互動，2008 年中國與下游柬埔寨的水科學專家也進行訪問舉交流，雖

然內容有局限，但這些舉動無疑都是一種合作方式（Dore & Lazarus, 2009, 363）。

然而，無論是項目的模糊規定，或是條文本身盡量以不侵犯各國自主性為原則，都

顯示國家利益仍是阻礙流域發展的最大挑戰。然而，就如同 Keohane（2005）提出

的，即使存在利益競爭或是制度化薄弱這些問題，透過建立規範仍可以創造激勵措

施，以促進各國參與並提升有效性。另外，因為其他捐助國的資金和幫助下，MRC 也

在 2008 年後開始越來越多的參與，給流域發展多了一道曙光。 

 

2008 年，為了權衡經濟、環境與社會領域，MRC 提出了《可持續水電倡議》

（Initiative on Sustainable Hydropower, ISH）。由於水電項目已不能單純作為

基礎建設，而是與流域發展息息相關的角色，故 MRC 從原本單純支持成員國以水電

作為經濟增長手段，開始轉向促進水電管理與開發，基於希望沿岸國針對水流、沈

積物及漁業等等合作，進而在 2009 年批准了 ISH（MRC, 2010a, 10）。ISH 從 2008

年至 2009 年就針對魚類迴游、環境評估、航行規範、能力建設與增加各方對話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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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此外，在 2009 至 2010 年也擬定了一系列的指南包含戰略環境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 Assessment, SEA）、主流水電的初步設計指南（Preliminary Design 

Guidance, PDG）、水電可持續性評估工具、MRC 和國際的持續性聯繫以及中國參與

水電可持續性考量（MRC, 2010a, 12）。 

 

在中國與下游湄公河關係中，ISH 扮演著重要橋樑。儘管雙方仍存在歧異，但

透過 ISH 的協調至少維持了初步的交流與聯繫。在 2009 年，中國與 MRC 達成了五

點合作計畫，分別為資訊交換、技術交換、MRC 可以去對瀾滄江湄公河計劃訪問、

國際河流組織的參與以及研究合作（MRC, 2011a, 140）。在此時期，MRC 也對中國

瀾滄江─湄公河大壩進行了技術訪問。對中國而言，這些合作除了為雙方提供了解

的機會，也替接下來 2011 年至 2015 年的合作奠定了基礎。ISH 也為各國在 PNPCA

的程序上做好心理準備，增強訊息的交流，以及尋求 MRC 和 GMS 在水電倡議上的連

結，希望透過合作加強面對水電可持續性發展上的挑戰作出努力（MRC,2010a,14）。 

 

上述的各個主要項目以及相關計畫，都是為了強化一體化水管理的概念去規劃。

該概念的目標是基於社會公平、經濟效率以及環境可持續性的原則，希望透過多部

門去協調對資源的需求（MRC,2017b,4）。在這個基礎上，MRC 在 2009 年建立了《湄

公河水資源綜合管理》（Mekong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M-IWRM），

以確定尚未決定之水資源利用程序與技術指南促進實施外，也通過了在有關用水、

數據分享與流量監測的管理程序。M-IWRM 主要是透過結合層級的方式，包含區域、

跨界與國家三個階層去做推動。在區域部分主要是由澳洲資助，開發了流域規模水

資源利用的工具; 跨界則是針對成員國之間雙邊、多邊以及跨國項目的合作，成功

制定了五個聯合項目;最後，國家部分則是著重在改進成員國的機制與技術，在國內

進行水資源相關規劃，主要是由世界銀行資助（MRC, 2017b, 5）。由於該計畫真正

的實施與具體成果在 2010 年後才見得，故詳細資料將在下一章節才做說明，不過可

以看到，從 2000 年開始的 MRC 確實在落實相關流域政策，為合作立下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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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MS 相關規範與成果 

合作成功與否，常常取決於各國能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好處。利益共享機制被

視為一種促進湄公河流域合作的核心工具，該機制強調對水的依賴以及未來利益之

間的權衡。其中，社會經濟效益是各國最重視的（Lee, 2015, 140）。由於國家極

需發展，對於湄公河流域各國而言，經濟仍是被放在國家利益最上層，在這種情況

下，GMS 成了各國流域合作的另一個契機。1992 年成立的 GMS 通過 ADB 的幫助，每

一年固定舉行部長級會議，主要針對基礎建設、旅遊、環境以及貿易投資等建立了

經濟聯繫。 

 

2002 年開始，為了近一步推動次區域合作，GMS 成員國同意每三年召開一次大

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峰會，並於柬埔寨舉行了首次領導人峰會，這代表了該區域的

合作提升更高的層級，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前進（ADB,2002a,1）。透過部長會

議組成的工作小組，GMS 領導人峰會有了明確的議題討論清單以及峰會宣言草案。

由於首次舉辦會議在柬埔寨，故由柬埔寨發展委員會與 GMS 一同負責會議安排。然

而，如同在 MRC 的狀況，柬埔寨在處理籌備時也出現資源有限的狀況，因而需要 ADB

介入並幫忙。從這可以看到，無論從成立或是運作期間，ADB 對於 GMS 的發展至關

重要。GMS 峰會不只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的理解，包含合作的好處，透過將相關訊息

翻譯成當地語言，也讓國家間無論是記者、投資者或發展機構能在訊息交流上更加

便利（ADB,2002a,3）。 

 

隨著 1997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GMS 成員國之間也意識到經濟體互賴會導致所有

經濟體同時崩盤的可能，只有透過妥善的政策協調與管理才能有效因應。不只是對

於危機的警惕，自由貿易與外國投資興起下，成員國也意識到只有加強資源、基礎

設施以及有效技術，才能夠在外國投資的趨勢下競爭。GMS 在第一次的領導人峰會

批准《2002─2012 GMS 戰略計劃框架》（GMS Strategy Plan Framework 2002-2012）

以因應大環境的轉變（ADB,2002b,3-6）。根據該計劃框架，可歸納五個目標：多部

門加強基礎建設連結、促進跨境貿易投資、加強私營部門的參與、發展人力資源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1
  54 

及保護環境。為了加強該框架，MRC 也認為擴大 GMS 資深官員會議、設立秘書處以

及技術援助，都有助於解決跨部門聯繫和成員國更好的參與 GMS 管理

（ADB,2002b,35）。雖說很多人批評 GMS 在制度建立上較為薄弱，但綜觀該區域之

歷史與各國狀況，若是 GMS 在起始階段就以建立強而有力的規範，對於合作只會是

阻礙。 

 

以該十年計畫為大框架，GMS 的相關成果可以分為三類：能源、基礎建設以及

旅遊。首先在能源部分，根據 ADB（2016）從 1990 年開始直到 2035 年的調查發現，

GMS 成員國對於能源需求只會不停上漲。為了因應該趨勢，區域電力合作成了核心

議題之一。從表 6 可以發現 GMS 成員國中，因為缺乏電力能源，泰國跟越南對於該

能源的需求更為強烈，而資源相對多的寮國與緬甸在電力的需求上較少。這種需求

上的差別，使其能透過不同需求做互相連結。水電的需求為寮國與緬甸帶來投資，

同時將讓進口水電的國家從中受益（Barrio-Alvarez & Horii,2017,4）。 

 
表 6：GMS 國家能源需求預測 

國家 電力需求量 

 1990 2009 2015 2020 2035 

柬埔寨 - 5 6 7 11 

寮國 1.2 3 5 5 9 

緬甸 10.7 15 17 21 35 

泰國 41.9 103 121 140 215 

越南 24.3 64 83 99 185 

中國 863 2,257 2,798 3,156 4,034 

總額 941 2,447 3,030 3,429 4,489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nergy Sector Assessment, Strategy, and  

Road Map. 2016, 5.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document/188878/gms- 

energy-asr.pdf. 

 

有關於能源的相關成就可以回朔至 2002 年 GMS 領導人峰會上，該峰會成立了

《GMS 區域電力貿易政府間協定》（The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on 

Regional Power Trade in the GMS, IGA），包含三個大原則：（1）合作;（2）漸

進主義;以及（3）環境可持續發展。該協定由區域電力貿易協調委員會（The Regional 

Power Trad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RPTCC）負責，主要根據區域內能源的使用

與規劃做準備。在 IGA 簽署後，電力能源項目有了正式框架。為了更有效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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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CC 在之後也批准了 2005-2008 年 RPTCC 工作計畫，除了匯集技術援助的優先任

務，更被認為是促成《區域電力貿易運營協議》（Regional Power Trade Operating 

Agreement, RPTOA）不可或缺的一環（ADB, 2005a, 2）。 

 

RPTOA 規劃為幾個階段，從原先雙邊貿易延伸到第二階段的多邊國家電力進出

口，在進入第三階段的區域系統運作以及最後一階段的各方接受法律監管。雖然初

期尚未如願景一般有巨大成效，但以該協議實現自由競爭的電力市場仍規劃出了全

面的藍圖（Barrio-Alvarez & Horii, 2017, 6）。不過，以經濟為導向的 GMS 並非

無所不能，Barrio-Alvarez 和 Horii（2017）認為 GMS 的能源發展仍需要 ADB 作為

中立夥伴，才能在面對充滿政治挑戰的背景下確立項目順利進行。另外，由於強調

政府間方法，導致 GMS 在合作上仍面臨挑戰，在其後 GMS 也必須嘗試透過國有企業

作為接觸的對象，一方面是不希望政治阻礙了議程的進行，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技術

層面的交流對於合作更有助力。值得注意的是，GMS 在區域電力貿易上存在一項缺

失，就是沒有任何一項文書提到能源或電力貿易會重視環境與社會經濟可持續性的

發展，唯一相關的就是IGA稍微提到尊重環境的原則（Anitilainen et al,2011,12）。

從這個面向看來，可以發現此時期的 GMS 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比起 MRC 較弱。不過，

也因為存在兩種不同性質，才可讓湄公河區域進行更全面合作。 

 

再來，在基礎建設上大湄公河次區域以南北走廊、東西走廊和南部經濟走廊作

為連結區域道路的重要支柱。從圖 9 可以看到南北經濟走廊從中國昆明開始到越

南，為海港提供重要通道;東西走廊則是連結緬甸、泰國、寮國與越南的重要商業區;

而南部走廊則是主要連結下游湄公河國家（GMS, 2017）。這三條經濟走廊乘載著各

種經濟與社會活動，不只涉及多國，也涉及基礎建設的發展。2008 年在寮國與行的

萬象會議上，GMS 國家同意成立 GMS 經濟走廊論壇（Economic Corridors Forum, 

ECF），目的是以三大經濟走廊為主形成合作上的網絡。在 ECF 批准後，原本以運輸

為主體的走廊開始轉變為真正的經濟走廊，各國也簽署了諒解備忘錄，由各國部長

及領導人授權這些經濟走廊的發展（ADB, 2008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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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GMS 經濟走廊 

資料來源：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rridor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ugust, 

2017. https://greatermekong.org/content/economic-corridors-in-the-greater-mekong- 

subregion. 

  

隨該論壇的成立，GMS 成員國也通過了《2008─2012 年 GMS 發展萬象行動計畫》

（The Vientiane Plan of Action for GMS Development 2008–2012），希望透

過基礎建設的互通，加強區域間的聯繫。該行動計畫匡列出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合作

戰略，其中包括加強私營部門的參與、建立該區域的訊息與電信網絡。由於該計畫

允許跨國的貿易與經濟來往，使得整體市場更有連通性（ADB, 2008b, 5-6）。無論

是從電力能源、基礎建設都可以從圖 10 發現，自 2002 年 IGA 簽訂，貿易量在 2008

年萬象行動計畫通過前，就從三百三十億美元漲到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 

 

在萬象計畫通過後，GMS 區域內的貿易更是在短短五年內就漲了一倍之多。這些

數據可以告訴我們 GMS 成員在經濟合作上確實是有顯著成果。另外，在交通上 GMS

也通過了《2006─2015 交通部門戰略》（簡稱 TTS 2015），其目標除了希望有效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1
  57 

用 GMS 成員國間的運輸系統降低成本外，也希望透過這種合作走向更開放的市場。

然而，由於此時期次區域交通網絡仍是很新的概念，在工具運用以及技術仍未純熟，

導致真正落實的項目也不多。TSS 2015 的出現拓寬了原先 GMS 在交通上關注的建立

聯繫與實現跨境交通願景，轉向側重次區域內交通系統的效率以及應付日漸增長的

往來需求（GMS,2018c,5） 。 

 

 
圖 10：GMS 區域內貿易（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GMS Statistic Database, 2018. https://www.greatermekong.org/stats/index-static.php 

 

最後，有關旅遊的部分則是在 2008 年才召開第一次會議，該會議由會員國的資

深官員、湄公河旅遊協調辦公室以及其他重要夥伴包含 ADB、日本、法國等等參與，

並在首次規劃出有關旅遊戰略的方針。其主要戰略旨在開發並推廣湄公河旅遊業、

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以及最大限度減少對社會與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GMS, 2008, 2）。

根據這個會議，GMS 劃下了三個時期的計畫：短期（2008-2010）、中期（2008-2012）

以及長期（2010-2015），同時強調這些計畫中各方積極參與與支持、計畫定期評估

以利有效運用資金等重要性（GMS, 2008, 4）。在這些計畫與目標中，旅遊工作組

（The Tourism Working Group, TWG）扮演重要角色，其由 GMS 成員國的高級官員

組織，負責旅遊計畫相關的諮詢、規劃、監測與技術指導，並在每年召開至少兩次

會議。到 GMS 旅遊的國際旅客從原先 1995 年的一千多萬人到 2009 年超過兩千七百

萬人，雖然中間面臨金融危機受到影響，但可以從發現從 2009 年後遊客人數就暴增

至六千五百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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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GMS 入境旅遊人數 

資料來源：GMS Statistic Database, 2018. https://www.greatermekong.org/stats/index-static.php. 

 

從上可發現，MRC 和 GMS 都為湄公河區域發展注入心力，兩者在目標上也重疊，

包括多部門合作、跨境貿易的促成、增加運輸通聯方式、開發人力資源以及促進自

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 GMS 的部長會議中，MRC 也被邀請作為發展夥伴之一，對

議程進行討論。雙方合作具體來說可以歸納成幾點，包括水災管理、生態系統維護、

洞薩里湖的保護、推進可持續的水電、管理之流以及氣候變遷。舉例來說，在水災

問題上，如何管理與減輕是兩個組織共同的目標，MRC 也在 GMS 的洪水與乾旱管理

技術資源上擔任顧問，主要透過其水災管理與減輕計畫提供工具。又或者以保衛洞

薩里湖上，MRC 和 GMS 之間的合作不只對生態有益，也提供給沿岸國最有效的方式

去發展其資源與經濟。 

 

本節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無論是在 MRC 或是 GMS，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個

項目與協議不斷強調協商。協商之重要性在於可以讓各種利益相關者提出偏好，並

根據這些要求進行討論（Chambers, 2003, 309）。當了解彼此需求與界限後，有助

於擴大對決策的接受度，進而提升治理的合法性（Dore & Lebel, 2010b, 127-128）。

協商參與有許多種形式，包含國家、多邊、私人或是區域組織的推動，根據 Dore 和

Lebel（2010a）則是可以透過週期性的戰略計劃去驅動，而這也確實反映在 MRC 在

2010 年後的規劃，該機構的計劃大多都以五年為一週期作為推動發展與管理的方式。 

再者，在制度設計上，MRC 和 GMS 並沒有硬性的規定。這也因此招致許多學者

批評。Belay（2010）等人就認為在目前的體制框架下，多個部門或機構只是根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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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需求來處理水資源開發，在全流域的規劃和管理方面沒有太多的綜合努力。以

GMS 來看，儘管在國內和國際利益相關者的遊說下，大湄公河次區域的環境政策比

以往增加，但是通常都在各國政府低層級運作，很少有國家能夠有效地針對環境作

出太大讓步。不過，這並不代表沿岸國不關注這項問題，舉例來說 2005 年在上海召

開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環境部長特別會議上，啟動了 CEP 計畫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

能夠完整實踐。 

 

最後，域外大國資金捐助是推動 MRC 和 GMS 成長，以促進流域合作發展的重要

因素。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發現大國之所以願意參與並建立機構與合作制

度等，是因為能看到長期下來的收益（Martin, 2009, 477）。不可否認，機構往往

以大國利益為核心去運作，大國參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以缺少中國的 MRC 來看，

該問題確實阻礙著流域發展與管理。葉貴（2009）也提到，GMS 不只是源於經濟誘

因，更反應了大國戰略。面對上述各種情況，Martin（2009）就提到仰賴如聯合國

這種更大的組織，以及透過議題聯繫的方式才是推動合作最好的方式。以湄公河來

看，世界銀行（World Bank）以及 ADB 就是這種角色。 

 

湄公河流域由於涉及太多國家，單純以沿岸國作為推動流域發展的行為者進行

探討太過狹隘，因此必須納入大國觀察流域發展的影響。故下一節筆者將針對湄公

河發展挹注龐大資金域外大國美國與日本，以及作為最大國之一卻未參與 MRC 的中

國做探討。目的是希望觀察三個大國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這十年中如何參與湄公河

發展的意涵以及如何在競爭環境下仍促進了整體流域的合作。 

 

 

第二節 大國參與和沿岸國互動 

外來資金一直是湄公河發展的重要來源，特別是 ADB 的角色。基於拓展自身影

響力的考量，日本與美國支持並幫助 ADB 成立，透過參與但不危害自身政治與安全

利益的手段，將其利益反映在該機構上（Dutt, 1997, 71）。東南亞長期以來都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1
  60 

大國經濟的興趣區域之一，隨時間的推移以及國際局勢的改變，這些經濟利益更加

重要。面對大國互相對抗時，小國容易必須選邊站，但當大國之間存在適度競爭而

非衝突，沿岸國就可能從中受益（Leng, 2020, 107）。故本節一方面針對中日美

參與的方式與意義做分析，另一方面說明即使存在競爭關係，湄公河沿岸國仍舊可

以在該環境下發展與合作。 

 

首先，中國與其他湄公河沿岸國的關係。對於下游湄公河國家而言，中國遲遲

未加入 MRC 一直是阻礙其流域發展的障礙，大多數報導認為中國不願加入的最大原

因是因為必須提供水流數據以及大壩建設的攔水量等等。然而，中國並非完全不與

下游沿岸國進行合作，而是主要透過經濟的方式與下游國連結，特別是在參與 GMS

議題上。Lu（2016）認為中國之所以積極參與 GMS 計畫，目的是希望提升次區域的

合作水平並建立良好的關係。該願景是基於幾項情況所催生，包含降低關稅的邊際

效益下降、非傳統安全的問題突出以及中國希望在區域合作上發揮更全面的作用，

包含主動權以及規則制定等權力（Lu, 2016, 4-5）。 

 

以降低關稅來看，由於 2015 年中國就和越南、寮國、緬甸及柬埔寨簽訂零關

稅，雖然存在通關便利的措施，但為了更有效融入全球供應鏈日益增長的需求，他

們必須在經濟領域建立更深的合作，特別是在投資上。作為湄公河重要投資國之一，

中國投資也被質疑缺乏透明度等問題。為了避免雙邊貿易受到衝擊，因此必須要有

新的計畫來加強區域的經濟合作。GMS 主要以經濟為首並避免涉及政治等問題，但

這也導致彼此互信並未隨著經濟合作而增長，使得在社會領域如毒品、走私及販賣

人口等議題難以解決，也進一步侵蝕區域合作一體化的理想。面對這些疑慮，非傳

統安全等問題也成為中國想加入 GMS 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原因。最後，雖然在區域中

湄公河下游各國確實倚賴中國的資源，但面對其他區域大國前來介入流域發展可能

進而影響中國在東南亞區域的地位，中國仍不能忽視。當然不只國家，其他非政府

組織的譴責或是抗議，都可能進一步破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Lu,2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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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2010）從歷史發現，中國之所以參與 GMS 是因為希望打通東南亞市場，加

強交流與經濟聯繫，同時推動多層次、形式與面向的技術合作。除了深化次區域合

作並建構良好投資環境外，也是為了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有好合作關係。在參與湄

公河區域合作成為重要目標後，中國就採取了一系列作為。例如為在寮國路段的昆

明-曼谷高速公路提供 3000 萬美元、為湄公河上游航道改善工程提供資助，也為人

民提供相關培訓等等。在 2004 到 2005 年間，中國除透過 ADB 設立了人力資源開發

基金外，也擴大與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的關稅優惠產品範圍（Zhu, 2010, 8）。 

 

對於中國在湄公河的角色，Tim（2008）則是從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系統切入，他

認為中國初期並非將整個國家都納入湄公河發展的體系當中，而是以雲南和廣西作

為地域性參與的代表。不過，在參與會議上仍是由中央政府代表出席。雲南的地理

位置和寮國、緬甸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接壤，也因為有該條件，使得其被視為中國

進入東南亞的橋樑。雖然有該項優勢，但在改革開放前雲南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為

了有效發展經濟，湄公河流域成了重要角色。 

 

地理位置優勢、經濟發展以及和周邊國家建立良好友誼的目標等，都是雲南省

積極參與 GMS 並推動合作的重要原因。同時，雲南也確實為 GMS 的基礎建設發展貢

獻了心力，包含公路運輸、道路改善項目、鐵路工程、航運以及發電建設等等。為

了有效管理各項項目，雲南省政府也成立了研究協調小組。資金贊助一直也是中國

參與湄公河流域發展最直接的方式，如 2005 年捐贈 20 萬美元給 ADB，以對 GMS 區

域技術援助（Reg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RETA）作出努力（ADB,2005b,4），

又或者提供 CBTA 約莫一半的計畫金，以幫助跨境運輸的有效運作（ADB,2006b,4）。 

 

Hensengerth (2009)認為中國與湄公河下游國家的雙邊關係十分複雜，混合了

敵意與友好，而這源自於各國不同的想法，進而可以將下游國家分成幾個團體：獲

得大量捐助的柬埔寨和寮國、與中國密切接觸的緬甸以及相對較常和中國有衝突的

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無論在資金或是投資上都受到中國很大的幫助，以 2006 年來

看，柬埔寨在基礎建設貸款上從 OECD 獲得的總額為 6.01 億，而另外從中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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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獲得了 6億的貸款。另外，對於寮國而言，中國在其國內投資領域眾多，但

最重要的就是在水電資源的資金挹注（Hensengerth, 2009, 7）。緬甸長期就和中

國互動密切，例如允許中國軍隊進入印度洋等行為。此外，雙方也在歷史發展上有

相似經歷，如 1989 年中國在天安門事件遭譴責時，緬甸也在 1990 年因為在大選期

間逮捕與監禁無數民主運動家而遭到國際批評（Yung, 2020），而這些事件也讓緬

中的關係更加緊密。 

 

中國也長期是泰國重要的投資國，針對湄公河議題泰國也和越南與柬埔寨的擔

憂不同，其更傾向討論水資源自由使用以及水電能源使用不受太多限制等議題，因

此除了希望 MRC 建立更靈活框架外，也和中國及緬甸針對相關問題合作。最後，越

南雖然跟中國擁有相似政治體制與文化，但是因為存在領土的爭議問題，包含南海

等議題，都讓雙方長期處於競合關係。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越南是湄公河國家中

較希望域外大國的參與，特別是美國。湄公河下游各國與中國的互動幾乎遵循這些

路線，在發展的同時也會分析利弊，即使在做決定上無法真正操控大國的想法，也

會嘗試透過其他國家的介入以保障沿岸利益。 

 

再來，轉向觀察一直在 ADB 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冷戰期間的日本的多著重於

建立泛太平洋地區盟友如美國、澳洲及紐西蘭等等的關係。然而，隨著冷戰後國際

體系的變化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日本的戰略開始轉向東南亞，尤其是跟大湄公河

次區域國家的關係。日本長期透過對 ADB 的援助也隱含了其自身國家利益。不只有

助於幫助推動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建設，這種官方援助也降低了運輸成本，為

其投資創造有利環境。例如日本對越南的援助主要原因是希望透過透過該國的低廉

生產成本與地理位置，去打通往東南亞市場與中國的門戶（Cochrane,2012,52）。 

不僅如此，日本積極參與湄公河發展也是回應面對中國在該區域影響力增長的

方式，希望透過平衡去避免自身權益受侵害（Yoshimatsu & Trinidad, 2010, 216）。

日本在捐助上主要是透過雙邊的方式作為基礎，延伸到整個區域。在參與湄公河發

展上，其戰略意圖就是希望促進東協一體化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非常重視

將規範納入發展中，其湄公河政策也反映出了他的政治影響力。雖然存在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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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目標的差異，但日本並不否認中國在 GMS 的重要角色，畢竟在經濟上中國確

實發揮很大的影響力。無庸置疑，當兩國目標相同時，在推動區域發展上將帶來優

勢，但是隨著中國在 ADB 中的影響力擴大，日本也不能單純在雙邊以及私人領域上

捐助，而是必須思考整個區域的未來。 

 

日本對外援助主要是透過日本特別基金（The Japan Special Fund, JSF），以

ADB 對湄公河區域進行援助。JSF 成立於 1998 年，以不附帶條件的方式提供資金支

持，希望透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投資機會以及協助貸款項目的制定。以湄公河來

看就是區域技術援助，主要針對該區域共同興趣的主題進行研究與召開會議，如基

礎建設及環境政策等等（ADB,1998b,1）。針對 GMS 的技術援助重點放在協調沿岸國

的流域管理政策、制定計劃，並為流域準備投資建議等等。這項援助以兩階段方式

執行，首先分析流域管理中各國的戰略，以起草可持續流域管理的政策框架。再來，

就針對投資相關事項準備建議書（ADB,1998b,4）。雖然曾一度中斷，但在 2008 年

後日本與湄公河的合作就迅速發展，主要是透過《綠色湄公河倡議》以及湄公河─

日本經濟和工業合作倡議，這些計畫也讓日本成為湄公河發展上最大的官方捐助國

之一。 

 

除了在 ADB 的捐助外，日本也在 2007 年宣佈了《日本─湄公河地區夥伴關係計

畫》（Japan-Mekong Region Partnership Program）。宗旨在於加強日本與該區的

夥伴關係、經濟可持續成長以及地區人民的權利並針對三項主要目標做努力，包含

整合區域經濟、拓展貿易與投資改善商業環境以及推廣區域共同價值與目標，如共

享民主價值以及制訂相關法律。此外，該計劃也定期召開日本-湄公河地區部長級會

議進行對話（MOFA of Japan, 2009）。直至 2010 年前，部長級會議分別在 2008 年、

2009 年及 2010 年進行 3 次。這幾次會議中除了多次重申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重

要性，也強調區域組織如 MRC 和 GMS 對於流域合作發展的重要。 

 

這三次部長會議也提出了許多計畫，如《東京宣言》（Tokyo Declaration）、

《湄公河─日本行動計劃 63》（Mekong-Japan Action Plan 63）以及《綠色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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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倡議》（Green Mekong Initiative）。其中，《綠色湄公河倡議》對於環境與氣

候做出了短程與長程規劃，短程包含災害預防及水資源管理等等，長程則是針對決

策制定能力、保護生物多樣性等議題（MOFA of Japan, 2010a）。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與湄公河各國的合作不只限於政府間，對於私部門的參與也十分重視。在 2010

年日本就舉辦了公私合作論壇，針對基礎建設、物流、中小企業等領域作討論。該

項論壇是在第一次日本-湄公河峰會上提出，與會代表也認為促進公私合作將對地

區經濟繁榮有幫助（MOFA of Japan, 2010b）。 

 

從 Keokam（2017）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相比對柬埔寨及緬甸的投資，越南是日

本官方援助最多的國家，以 2007 年來看就比柬埔寨多了四倍。雖然中國一樣對越南

注入投資，但日越關係似乎並不像中越之間存在零星的衝突。根據 Keokam 的觀察，

日本之所以願意做為越南最大國外直接投資來源，使因為該國的政治與經濟相對穩

定。在此之下，越南成為了日本企業的製造地以及潛在的出口市場。此外，不同於

中國較偏向經濟的目標，日本則是以推動民主和法治的普世價值作為戰略，試圖與

中國的政策作區分（Yoshimatsu, 2010b, 100）。中日合作常常被視為促進東南亞

區域發展的良機，然而因為雙方存在差異，導致競爭依然不停在持續。雖然如此，

這種競爭也並未引起湄公河區域的混亂，反而是在大國欲鞏固自身利益與影響力下，

進階推動著區域的發展。 

 

最後，就是長期關注亞洲事務，特別是中國動態的美國。前述歷史有提及美國

早在 1950 年左右就介入湄公河事務，建立各種機構和推動相關計劃。湄公河地區在

以前鮮少被提及，大家較常注意到美中的意識形態競爭或者在南海等議題的衝突。

但不管是何種議題，對於亞洲大國中國的動向，無論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方面都

會引起美國的注意。和日本的狀態相似，美國在湄公河區域推動政策主要以民主和

治理作為主軸，和中國務實的外交政策有著差異。美國大多推行客觀、透明與管理

問責等方面的概念，試圖結合該地區可持續性與人類安全發展。相比之下，中國則

是透過實際利益的方式，擴大該地區與其政治和經濟的連結（Yoshimatsu,201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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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識到湄公河區域以不單純是區域發展問題，而是涉及地緣戰略的重要角色，美

國在 2009 年提出了《下游湄公河倡議》作為防範，這在下一節將詳細說明。 

 

對於美國而言，水電開發或是環境都是其關注的重點，對於中國的批評也常源

於這些因素。長期以來，美國就不斷批評中國建造水壩，然而，下游國家雖然也擔

憂，但面臨經濟的誘因下，大多數政府仍對中國採取善意提醒而非強硬抵抗之方式。

如 Clements（2017）在比較柬埔寨和越南對中國湄公河政策態度的研究中發現，柬

埔寨因為高度依賴中國經濟與投資，使其在面臨水資源爭議時大多採取綏靖政策;

相比之下，越南則是採取雙軌策略。一方面為了經濟發展而與中國保持友好，另一

方面則為了防範領土遭到侵犯，加強自身能力與透過多邊制度以應對。雖然 MRC 存

在缺陷，仍是越南解決水資源對三角洲產生負面影響的有效機構，例如 2016 年在受

到乾旱危機導致農漁業受損的情況下，越南也透過 MRC 的作用讓中國從其水庫釋放

水以緩解（Clements,2017,61）。 

 

美中日三國互動雖然存在競爭，在湄公河議題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合作。

Yoshimatsu（2015）就認為其實美中在湄公河發展上是互補的，中國以基礎建設作

為發展策略，美國則以科學知識和制度等關注環境保護和教育培訓等議題。雖然在

合作構想上存在差異，但中日在湄公河議題上仍有合作，主要是透過日本─中國湄

公河地區政策對話（Japan-China Policy Dialogue on Mekong Region, JCPDMR)。

JCPDMR 約莫只有召開五次，分別在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以及 2014

年舉行。會議內容主要針對援助、環境保護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等議題進行雙邊對話，

然而，在南海問題越演越烈下，中日關係也隨之惡化，原本要繼續舉行的 JCPDMR 也

在 2016 年嘎然而止。雖然一度停止，但只要對話確實存在過，在未來就有可能展

開。 

 

此時期湄公河國家面對大國介入區域事務提升的情況下，由於在經濟發展仍處

於起步階段，對於政策往往是屬於被動的狀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的泰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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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ACMECS。ACMECS由柬、寮、緬、泰及越在2003年組成，主要希望彌補成員國間

的經濟差距，一方面希望在域外大國資金輔助下，發展自力更生的能力。ACMECS主

要透過成員國各自協調一個領域，以泰國負責貿易投資、越南指導勞動力發展、柬

埔寨指導旅遊業以及寮國和緬甸分別對運輸和農業貢獻，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將區域

事務連結，建立更有效的合作（Prabir, Durairaj & Sreya,2020,7）。 

 

截至2010年，該合作戰略已經召開4次會議，其主要參照ASEAN的結構運作，包

含大使和高級官員分別每兩個月和六個月會面一次，更高層級的會議如部長級首領

會議，則是分別一年和兩年安排一次。這四次會議中除了各國承諾在優先領域上的

合作外，也成功通過幾項計畫，包含《2003─2005年經濟合作戰略計畫》(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ic Plan 2003-2005)、《2006─2008有關公共健康的戰略》

(Strategy on Public Health 2006-2008)以及《2010─2012年ACMECS行動計畫》

(ACMECS Action Plan 2010-2012)，旨在促進國家與私部門的合作（Prabir, 

Durairaj & Sreya,2020,10）。因為泰國的政變問題ACMECS一度終止，可以發現在

湄公河國家在政策地推動上仍易受到國內環境影響，導致相關計畫並不能穩定發展。

不過，從該合作戰略也可以注意到湄公河國家在推動自身政策上，經濟相對穩定的

泰國正試圖作為領頭羊，透過結合區域各國的力量推動發展。 

 

 域外大國介入區域事務依據金新和張夢珠（2019）等人的見解有正負面影響，

正面的部分可以分成幾點。第一是可以有效促進水治理的發展，透過多邊規則預防

範過度開發的狀況;第二是透過資金與技術投入可以提升治理能力。負面的部分，第

一就是大國的介入導致了合作的複雜性增加。由於大國各自帶有戰略目標，導致湄

公河成為大國間的博弈，進而增加治理的難度;再來則是因為無論是機制內部或是

機制間發起人均不同，導致衝突與矛盾無可避免，這種情況下會使制度呈現碎片化，

也提高了合作的成本。 

 

大國合作對於區域的整合很重要，以歐盟例子來看就可以發現，當大國都投入

在區域發展時整合進程就會明顯加快。然而，這並非意味存在大國競爭就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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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i（2017），只要競爭不涉及暴力的，對其他小國的發展仍有助益。對於域外

大國的介入，下游湄公河國家基於兩項原因普遍採行配合。一是下游湄公河國家大

多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域外資金與技術，二則是中國國力增強下，要主導水資源管

理需要其他大國幫助（金新、張夢珠，2019，92）。從上述分析確實可以看到，雖

然美中日三國在流域政策上存在競爭關係，但由於不涉及武力，這種良性的競爭也

帶給下游湄公河國家發展的契機。同樣，下游湄公河國家這種競爭份維中透過自身

力量去應對並找出一條適合發展的路。如同在本節所提到的，美國在考量地緣戰略

下在 2009 年成立了《下游湄公河倡議》，故在下一節筆者將對該倡議做介紹，解釋

其倡議的成立與意義，並且說明該倡議對湄公河發展的影響。 

 

 

 

第三節 美國的主張：《下游湄公河倡議》 

湄公河發展並不單純來自 MRC 和 GMS 兩組織的努力，2009 年，為了促進湄公河

下游的水資源管理，以河流水電作為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美國開啟了《下游湄公河

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美國在湄公河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

從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其很早就介入湄公河的事務，跟日本也透過ADB資助MRC及 GMS

的計。然而，在充分參與，美國卻又在 2009 年又提出 LMI。筆者希望從大背景看美

國提出該倡議的背景以及意涵，不只是了解美國戰略意涵，也從該倡議說明這些舉

措在促進湄公河沿岸國合作上的貢獻。 

 

由美國發起的 LMI，除了中國，所有湄公河沿岸國家都參與其中。Chang（2013）

認為有三個原因促成了 LMI 的成立，包含中國影響力上升、對湄公河沿岸國處理水

資源效率的質疑以及對於多邊關係的接受度上升。其中，中國影響力最常被討論。

Bower（2012）在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導指出，LMI 的建立很大原因在於其再平

衡的戰略，特別是該倡議已不在限於軍事或安全議題，而是拓展至經濟領域。

Strangio（2020）也提到 LMI 設定的目標可以被解讀成為了對抗迅速崛起的中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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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做佈局。當然，LMI 的發展不只單純是美國單方的舉措，東南亞國家認知到自

身力量在面對上游中國的計畫並不足以緩解水資源上的困難，進而也開始積極尋求

與外部大國連結，以更鞏固的關係去維持自身利益（Chang, 2013, 295）。 

 

根據金新與張夢珠（2019）的觀察，利益確實是各國介入湄公河治理的關鍵因

素，主要表現在應對水資源帶來的潛在挑戰以及通過相關行動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

與權利。以 LMI 相關成員來看，澳洲及紐西蘭等主要偏向後者，而美國還有日本則

是有透過該倡議展開競爭的意圖。自由主義如 Keohane 和 Nye（1989）以複合互賴

和軟實力概念來看國際政治，從他們的角度來分析，LMI 並非項傳統的脅迫性或武

力政策，而是以意識形態、價值、文化及制度等等的方式去吸引其他國家。 

 

LMI 主要著重在幾個領域，包含提供技術支援與專家意見、培訓夥伴國家的人

員、規劃農業與糧食的發展計劃、電力互聯網的評估、疾病檢測以及女權的計劃等

等（LMI, 2013）。其中，有兩個協議值得關注：（1）2009 年的《湄公河預報》(Mekong 

Forecast)以及（2）2010 年的《湄公河委員會與密西西比河委員會姐妹河流夥伴關

係》(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nd Mississippi River Commission Sister River 

Partnership)。首先，《湄公河預報》主要是由美國地質調查局跟國務院推動，目

的在幫助下游湄公河國家管理與規劃盆地，同時透過領域合作去加強與這些國家的

夥伴關係。該項計畫的原型始於 2008 年美國與越南大學的合作，通過分享知識以及

提供技術支持作為主軸，為了有效執行，美國地質調查局開發了名為預測湄公河的

多媒體工具（Le, 2016, 49）。此外，2010 年美國也與越南自然資源環境部簽署備

忘錄，規劃各種形式的交流，包含培訓課程、科學家研討會以及各項國家發展援助

計劃。 

 

再來，姐妹河流夥伴關係是 MRC 與密西西比河委員會為了加強下游沿岸國的技

術與機構能力建設，基於彼此都認同湄公河環境網路的重要性以及在確保飲水與糧

食安全上有一致共識，於是雙方在 2010 年簽署了意向書（Le, 2016, 50）。從 2009

年到 2010 年，除了上述兩項重要協議外，美國也積極推動下游湄公河四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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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針對流行病制定計劃，透過現有的區域能力為流域做出貢獻。這些計畫也獲得

各夥伴國的認同，由於意識到教育、環境、健康至基礎設施計畫必須透過計畫與對

話推動，對於 LMI 加強美國-湄公河合作也給予一定肯定。 

 

 以 LMI 為主體，湄公河下游之友（Friends of the Lower Mekong, FLM）是一

個召集捐助者的重要平台。該平台主要是協助夥伴國家，包含澳洲、日本、韓國、

紐西蘭、歐盟部長及代表、亞洲開發銀行及世界銀行高級代表，以及多邊機構進行

對話，擴大訊息共享。其年度政策對話由各國外交部參與，連結水、能源及糧食安

全等挑戰。FLM 以雙軌結構運作，一是夥伴國家、捐助國、非政府組織及多邊機構

對話，二是高級官員與部長級別對話，目的希望公開透明針對流域發展的運作。無

論是 LMI 或是 FLM 都強調 MRC 以及 GMS 角色在流域發展的重要性（U.S Department 

of State,2012a）。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說明了 MRC 和 GMS 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相關成果。在 MRC 的部份除

了延續《湄公河協議》的架構，也根據該協議建立了如 WUP、BDP 等流域水資源相關

管理政策，也透過一系列的程序和技術指南如 PWUM、PDIES、PMFM 等作為合作工具。

為了有效推動訊息交換和協商，MRC 推動 MRC-IS 和 PNPCA，希望讓各方數據公開與

透明，並針對各種議題進行討論。針對湄公河流域最常被提及的水電問題和水壩建

設，MRC 也以 ISH 希望促進相關管理與開發。ISH 的重要性乃在於它維持了非 MRC 成

員的中國和下游湄公河國家的交流，並成功促進合作計畫。 

 

雖然 MRC 一直被視為能加強水資源管理的機構，但是由於缺乏強致力，導致在

許多議題上仍存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問題，主要源自於各國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考

量。在這種情況下，GMS 的出現成為了打開合作的另一扇門。不同於 MRC，GMS 包含

了整個湄公河流域的成員，其中最關鍵的角色中國也參與其中。雖然也強調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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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重要性，但 GMS 主要仍著重在經濟面如能源、基礎建設與觀光等議題。透過

這些經濟議題的連結，各國為了有效發展國家經濟，透過 GMS 合作的意願也相對高，

並成功促成了電力協定、經濟走廊與旅遊戰略等。 

 

MRC 和 GMS 的合作被視為流域發展的重要機構，然而，這兩個機構擁有的共通

點就是都需要大國的資金援助。因此我們從第二節的分析可以看到，參與其中的美

中日三大國對於流域長期關注，一方面希望加強區域發展的同時，各國也有自身的

戰略考量。以 GMS 為主要參與機構的中國來看，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是關

鍵考量。雖然和東南亞各國因為歷史或是領土問題存在衝突，但基本上各國仍是在

經濟基礎上和中國保持一定關係。在保持關係的同時，為了能讓自己鞏固國家利益，

東南亞各國，特別是越南就希望引入其他域外大國如日本與美國的介入。日本與美

國參與湄公河發展常被視為對抗中國崛起的一個象徵，這兩個國家在挹注資金上都

著重在民主與規範的建立。日本長期透過 ADB 資助外，也透過和湄公河夥伴的關係

計畫加強合作，美國也類似如此，更近一步在 2009 年建立《下游湄公河倡議》推進

亞洲再平衡目標，試圖以 LMI 以及 FLM 促進和下游湄公河國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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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0-2020 年：合作的推進 

上一章節我們可以看到從 2000 到 2010 年相關成果透過流域機構被建立，但也

可以看到相關程序仍存在某些缺陷。域外大國美日中本就針對許多議題，特別是東

南亞事務上存在競爭，然這種競爭並未給湄公河沿岸國帶來衝突，而是透過競爭促

進了流域的相關發展。這個十年中，美國通過《下游湄公河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為湄公河加入助力的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正透過大湄公河次區

域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發揮影響力，並且為其

一帶一路鋪陳。本章除了在說明 2010 年至今的成果外，更加入中國在 2015 年建立

的瀾滄江—湄公河合作（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試圖分析其戰略目標與

對流域合作存在的意義。 

 

 

第一節 建立規範與相關成果 

ㄧ、MRC 相關規範與成果 

在 2000 到 2010 這十年，MRC 的戰略計劃是希望能夠實踐流域管理和運作，在

水資源訊息上有相當透明度，並將沿岸國利益納入湄公河發展計劃中，使 MRC 可以

成為成功減輕貧困與可持續發展上的國際河流組織（MRC, 2005, 46）。2010 年開

始，MRC 每五年也提出《流域發展戰略》（The Basin Development Strategy, BDS）。

首先，2011-2015 年的 BDS。該計畫除了繼續執行《1995 年湄公河協議》和優先行

動領域的承諾，也以 IWRM 為核心在區域和國家內全面實施發展的目標。此時期的

MRC 主要強調決策與運作的一致性，除了在水資源管理上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希

望能夠將組織有效的發揮功能，走過一段度過期，讓秘書處的職能能在各沿岸國產

生協調作用（MRC, 2011a, 11）。根據其目標可以發現這個時期的 MRC 認知到自身

仍必須不斷改進其效能，除了讓組織有績效外，也要證明它是可以有貢獻的。這種

貢獻度對於建立成員國之間的互信與理解十分重要，而兩者也是互相影響，意即當

有信任時才會有進展，當有進展時成員才會更放心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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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 年 BDS 將合作分成三個層面：流域、國家與項目。在流域層面提倡

下游湄公河國家跟利益相關者在資源開發與保護間取得平衡，同時強調與中國的合

作來解決瀾滄江—湄公河水電開發的問題;國家層面則是希望對各國的國家委員會

加強 IWRM 原則的落實，希望透過這個方式強化國家和 MRC 的共同管理;最後，在項

目層面希望從原本只關注大型基礎設施，擴大到法案的執行（MRC,2010b,15）。為

了有效促進流域發展，該計畫也重申和 GMS 協作的重要性。由於 MRC 及 GMS 在許多

議題上擁有互補性，如投資項目與流域管理議題，兩者可以透過結合洪水管理與減

災計畫，讓建立大型基礎建設的同時保護環境（MRC,2010b,21）。 

 

MRC 這個五年計劃中又包含其他小的計畫，如表 7 所示。在這期間針對各個項

目做更細的分類，包含和人民生計相關的農漁業、環境與氣候變遷議題、管理程序

與訊息交流等等。這些計劃的共通點，在於 MRC 對這些項目的目的、方法、戰略、

架構以及如何運作都有明確的規定。舉例來說，針對農業與灌溉上希望增強沿岸國

的相關知識、將各國戰略與 MRC 戰略結合、支持農業管理與發展以及透過和其他機

構的密切合作以增加其能力建設。在運作上，該項程序也透過與其他大國的資助如

日本，在開發稻田多功能性與灌溉上亦獲得了貢獻（MRC, 2011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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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MRC 2011-2015 計畫架構 

MRC 2011-2015 年計劃 

項目名稱 運作期間 

農業和灌溉程序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Programme ( AIP ) 

2011 至 2015 年 

流域開發計畫 

Basin Development Plan ( BDP) 

2011 至 2015 年 

乾旱管理計畫 

Drought Management Programme (DMP) 

2011-2013 年 

環境計畫 

Environment Programme (EP) 

2011 至 2015 年 

漁業計畫 

Fisheries Programme (FP) 

2011 至 2015 年 

洪水管理和減災計畫 

Flood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Programme (FMMP) 

2011 至 2015 年 

綜合能力建設計畫 

Integrated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me (ICBP) 

2011 至 2013 年 

訊息和知識管理計畫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gramme (IKMP) 

2011 至 2015 年 

導航計畫 

Navigation Programme (NAP) 

2009 至 2012 年 

氣候變遷和適應計畫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itiative (CCAI) 

2011 至 2015 年 

可持續水電倡議 

Initiative on Sustainable Hydropower (ISH) 

2011 至 2015 年 

湄公河 IWRM 計畫 

Mekong IWRM Project (M-IWRM P) 

2009-2016 年 

流域管理項目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ject(WSMP) 

2009-2015 年 

績效管理系統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PMS) 

2011 至 2015 年 

水管理信託基金 

Water Management Trust Fund (WMTF) 

2011-2013 年 

資料來源：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 Work Programme 2011. 2011a,  

15.https://www.mrcmekong.org/assets/Publications/strategies-workprog/work-program-11.pdf. 

. 

 觀察 2010 年開始的五年計畫可以發現，此時的 MRC 更著重在權力去中心化的

目標上。MRC 在大方針仍然沒有改變，一樣重視發展和環境的平衡，另外加入了《東

協一體化倡議》（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的概念，希望縮小成

員國間發展水平以建立一體化的議程，MRC 成員國也同意為優先需要資源、金錢與

能力建設上的國家提供幫助。不同的是，此時期的 MRC 更著重在秘書處與成員國機

構的聯繫，有效地促進秘書處與成員國間在各計畫的協調性，以實現共同目標。作

為溝通與協調者，MRC 須確保發展項目在治理上的一致性，同時將資金有效管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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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相關效益（MRC, 2010b, 59）。在此目標下，NMCs 成為了關鍵角色。作為各沿

岸國處理湄公河事務的國家機構，除了提供政策討論平台，他也提供幫助了 MRC 更

順利推動政策。其功能在過去幾年被認為是有效的，主要是他可以協調各沿岸國國

內各機構分配工作，扮演區域與國家間的橋樑以促進談判與溝通，同時監督整體計

畫的實施。 

 

NMCs 除了領導國內制定機制來實施相關計畫，他同時可以將 MRC 規劃的政策整

合進國家行政與流程中，並為 MRC 權力下放的目標提供了基礎，如水資源利用項目

（The Water Utilization Project, WUP）的區域工作組及《流域發展政策》（Basin 

Development Strategy, BDP）中的協調角色等。然而，權力下放並不意味著 MRC 將

成為空殼，該機構仍然負責總體的監督，只是希望成員國發展的同時能自我監控，

以降低該機構的總體營運成本（MRC, 2010b, 61）。降低機構營運成本不只是透過

NMCs 的幫助，MRC 也在 2009 年決定將不同部門固定設在兩個秘書處辦公室，分別將

技術支持與運作司設立在金邊辦公室，將環境與規劃司設在萬象辦公室，最主要的

目的就是減少每五年會議就必須不停輪替的成本問題（MRC, 2010b, 61）。 

 

繼 2011 年的五年計畫後，MRC 又再提出了 2016-2020 年 BDS。此時的 MRC 朝向

更努力整合的方向邁進，並提出了《年度工作計畫》（Annual Working Report, AWP）

作為 MRC 的統一方針。此外，響應 BDP 也是 MRC 的重要目標。根據 BDP 的核心概念，

MRC 將工作重點放在四個領域：從整個流域的角度加強國家計畫、強化區域合作、

促進良好的監控與交流環境以及精簡組織運作（MRC, 2016b, 14）。其中值得注意

的是在加強區域合作的部分，除了提到了要強化與中國和緬甸的合作外，MRC 也認

知到包容廣泛流域參與這如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和研究組織，將有利於利益與觀點

的共享。制定 AWP 時也可以發現多方參與與制度面的趨勢，在規劃過程中不只考量

MRC 規劃團隊的建議，也納入成員國和合作夥伴的意見，並將預算提交給委員會審

議（MRC, 2016b,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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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以既有的知識促進共同理解和多方參與的有效性，MRC 將建立一個區域利

益相關者平台讓更多利益相關者評估和共同制定流域戰略（MRC, 2016b, 22）。從

該戰略計劃可以發現，MRC 自知在促進政治決策者參與上面臨重重挑戰，並積極尋

求解決方式。例如透過秘書處來招聘有戰略和政治性的專業人員來擴大內部能力，

這不只有助於發展水外交，長此以往更可以促進合作，提供流域更好的發展。雖不

排除其他國家的發展援助，MRC 仍希望在 2030 年前朝向資金來源完全來自成員國的

目標前進，如圖 12 可以看到，MRC 預計逐年下降其預算以達到成員國能夠負擔的程

度。 

 

從 2016-2020 年的 BDS 運作也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著重在傳統的流域政

策已經不夠有效，主要原因在於水量異常以及水相關的緊急狀況，如大壩潰堤，都

使 MRC 開始意識到必須更重視管理的運作。再者，雖然嘗試提供相關區域規劃，但

當前這些計劃並未有真正的被接受，使得 MRC 必須思考使否能產生更具吸引力且成

本低的區域計畫以吸引成員國推動。另外，在數據蒐集上，該機構也需要嘗試透過

現代科技去解決國家間在交流上的低效率。所有上述的問題，都對湄公河流域國家

的合作造成挑戰，也因為意識到這些問題，MRC 又提出了 2021-2030 的 BDS 希望能

解決目前的情況。 

 
圖 12：戰略計劃預算分配 

資料來源：Mekong River Commission. Strategic Plan 2016-2020. 2016b, 48.  

https://www.mrcmekong.org/assets/Publications/strategies-workprog/MRC-Stratigic-Plan- 

2016-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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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30 年的 BDS 意識到過於積極的規劃容易超出各國的解決能力，故開始

透過主動規劃將經濟上缺乏吸引力的項目重新設計。雖然認知到經濟的重要性，新

增的開發項目並未全然放棄權衡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經濟面來看，這階段的

BDS 計畫強調聯合投資項目，希望透過多國合作來解決洪水管理、開發水電項目等

等的問題。另外，MRC 也將聯合環境監測（Joi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JEM）

整合至現有的基礎上，蒐集新訊息的同時也針對水壩上下游蒐集新的目標地點，目

的是希望透過機構減少監測成本，讓各國在合作上有動力（MRC,2020b,2）。 

 

在監測與訊息交流上，MRC 和 LMC 也進行了合作並共同成立中央監測協調職能，

目的在於儲存與蒐集河流數據，將所有訊息連結起來，大幅度減少重複的項目並運

用數據。從 2021 年開始的這份五年計畫可以看出 MRC 在資訊與數據蒐集上嘗試做

出更多努力。除了上述的 JEM，MRC 也透過《湄公河流域指標框架》（Mekong River 

Basin Indicator Framework, MRB-IF）為整個流域提供了數據蒐集上的方法，除了

平衡流域規劃和管理的數據需求外，也平衡實用性與成本（MRC, 2021d, 61）。透

過成員國討論，MRB-IF 訂定了其工作範圍、戰略指標、評估指標以及監測參數等。

從 2018 年流域狀況報告可以發現，雖然 MRB-IF 在數據使用上仍存在限制，但也是

一次成功的嘗試。 

 

 從上述可以觀察到 MRC 在制定流域上政策的新舊融合，下面筆者將舉幾個跨界

水合作案例，說明成員國如何透過 MRC 作為平台促進具體合作。首先是 2013 年寮國

與泰國的謝邦香（Xe Bang Hieng）和南錦（Nam Kam）流域濕地管理項目。從第二

章可以知道濕地對於流域與生態發展的重要性，也提供旱季儲水與大雨緩衝洪水的

功能，為了有效保護濕地與因應相關挑戰， 2013 年寮泰成功運用了 MRC 的 IWRM 在

濕地的合作上。兩個濕地對於沿岸國存在重要性，也因為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及

洪水等問題影響，隨著水資源競爭的上升，未來也不免可能出現衝突。為了提出有

效解決方案，寮泰成立了由國家委員會、當地代表與顧問的工作小組進行研究。兩

國得出的共同意見就是必須蒐集更多有關濕地的消息，根據這些資訊來劃定濕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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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以及一系列禁止之規範，同時也制定了區域水資源開發計畫來針對潛在的威

脅，如洪水及污染等。不只兩國做出努力，泰國也匯集了利益相關者進行排水系統、

堤壩與水閘運行的協調，希望讓各國有抵抗洪水的能力（MRC, 2019, 16-19）。 

 

再來，進入 2014 年時柬埔寨與越南也啟動的塞山河（Sesan River）與斯雷博

克河（Srepok River）的水資源管理項目。作為湄公河最大的兩條支流，其提供了

生物生長的環境以及人民倚賴的資源。然而隨著上游大量開發這兩條河流來發展水

電與灌溉基礎設施，下游的柬埔寨與湄公河面臨了天災、土壤侵蝕以及水質惡化等

挑戰。也因為存在共同挑戰，柬越兩國開始致力於兩國之間的合作框架，而 MRC 在

這之中的角色，是讓各會員國進入談判平台。隨著各方的討論也發現缺乏跨界合作

機制是最大缺陷，相較於其他成員國，柬越兩國對於管理更加關注，也更強調訊息

公開透明的重要性。為了因應洪水的威脅，兩國透過各種 MRC 的程序以及相關部會

的合作，建立跨界應急計劃小組來加強國家之間的溝通（MRC,2019,47-49）。由 MRC

作為中介角色，針對三角洲的水、糧食安全以及環境等議題作出努力（MRC,2019,59）。

柬埔寨與越南不只針對支流做合作，雙方也在同年五月推動了湄公河三角洲水資源

管理項目。 

 

除了上述的合作案例，由於氣候變遷問題涉及的政治性較低，也成為沿岸各國

較容易合作的議題。其中，2011 年提出的《湄公河氣候變化適應戰略和行動計劃》

（The Meko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MASAP）

就是代表成果。MASAP 的制定有三個階段：2012-2013 年的準備階段、2014-2015 年

的制定階段以及 2016-2017 年的定稿和批准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包含研究以及了解

成員國的需求。第二階段則是確定戰略與行動，包含全流域氣候變化和水資源相關

部門影響，在這個階段 MASAP 產出了大量的技術報告，包含下游湄公河流域範圍氣

候變化影響評估摘要、關於氣候變化和適應的流域狀況報告以及關於氣候和適應的

區域報告。最後階段則是透過多輪磋商以及邀請各國參與論壇來確定 MASAP 成員國

的意見（MRC,2018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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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P 在第二屆湄公河氣候變化論壇就討論到如何連結現有國家戰略來因應氣

候變化，而這種連結目標也體現在幾個組織上（MRC,2015,14）。以湄公河相關組織

來看，MASAP 和區域其他組織如 GMS 和 LMC 都有密切合作，如 GMS 在氣候議題上和

MRC 高度重合，更使區域連結緊密。LMC 的作用則是展現在和東協的密切互動上，作

為一個能夠執行相關政策的組織。各種組織的聯繫與交流，除了對於需要綜合方式

與區域共同努力的氣候變遷問題有助益外，也有利於加強區域合作和夥伴關係的戰

略。MASAP 的目標也和東協議程相符，如在 2016 年東協成員就通過了《東協氣候變

化聯合聲明》（ASEAN Joint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以及《領導人氣候變

化聯合聲明》（Leaders' Joint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這些都進一步

確定 MASAP 提及的氣候議題是各成員國能夠接受並合作的。 

 

然而，MASAP 的發展過程也體現出各國合作上一直存在的問題。首先，透過制

定的相關戰略與目標可能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政策衝突，導致如何調動各國部門與政

策來因應區域成了首要任務。再者，訊息與數據蒐集能力也阻礙著下游湄公河國家

合作上的效率，外加上存在兩個戰略對話夥伴而非成員國的中國與緬甸，如何改進

仍是難以解決的問題。此外，雖然區域試圖促進氣候變遷的合作，在議程上仍體現

出歧異。以 GMS 來看，氣候變遷儘管重要，但也未被納入 GMS 的 2012-2022 年戰略

框架中（Sebesvari, Rodrigues & Renaud, 2017, 1917）。雖然存在上述問題與挑

戰，但是 MASAP 確實是 MRC 成員合作的重要指標。 

 

從寮泰合作、柬越合作可以發現，在流域發展與合作上，MRC 擔任的比較像是

平台和中介者的角色，計劃的落實則是大多透過雙邊方式達成，尤其是以各國的國

家湄公河委員會為主要推動者。另外，相較於其他成員國，柬埔寨與越南在合作過

程中不斷強調數據共享與透明的重要性，可以看出上下游國家著重的項目差別，而

這項差異也是影響著各成員國在流域機構推動項目的原因。而 MASAP 的成立也體現

各國在找到共識下確實可以合作，並對環境與發展作出努力。不過，此時期還有一

個值得注意的案例，就是沙耶武里大壩案（Xayaburi Dam），本案不僅是 MRC 首次

實施《通知、事前協商與協議程序》，也體現出湄公河沿岸國透過機構制度運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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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合作問題。筆者將在下一小節探討此案的經過並觀察 MRC 程序在其中如何運

作？又體現出成員國合作上的哪些挑戰？ 

 

二、案例探討：沙耶武里大壩（Xayaburi Dam）  

沙耶武里大壩案（簡稱本案）在 2010 年由寮國國家湄公河委員會向 MRC 提交的

案子，目的在於針對該大壩做事前磋商。PNPCA 聯合委員會工作小組（PNPCA Joint 

Committee Working Group, JCWG）批准了關於該案的相關文件，確認事先協商將只

有六個月的期限，即 2011 年 4 月結束。針對該案成員國與委員會召開了三次 JCWG

會議，第一次會議上 MRC 通過了事前諮詢項目審查報告，並為第二次會議評估該大

壩奠定基礎，最後一次會議則是針對相關報告作出草稿以供各國參考（MRC,2011c,3）。

本案涉及 MRC 強調的 PNPCA 程序，針對各項問題如訊息、漁業計畫、環境以及水電

項目等作評估與討論，也融合了 MRC 不停強調的 IWRM 原則。 

 

另外，本案也加入了漁業河沈積物專家組的報告作為補充資料，試圖彌補 MRC

缺少的專業知識以確保相關調查不被遺漏，包含潛在的負面影響、緩解措施以及相

關反思。事先諮詢報告不只發現該大壩的問題，也針對這些問題做出建議。首先，

針對季節性的水量與大壩建造可能存在負面影響，需要透過監測河流流量以及水壩

運行時的水位變化問題做監測。再者，大壩的建造可能對魚類回流造成障礙，特別

是沙耶武里大壩在位置上被認為對於生物遷移十分重要。第三，相比湄公河上游其

他大型水壩，沙耶武里大壩雖然對沈積物和養分的影響較小，但是如何管理與最大

限度減少沿岸遭到侵蝕仍必須考量進去。最後，針對大壩安全上，MRC 認為必須建

立獨立的大壩安全審查小組，針對安全管理系統和應急準備計畫進審查，並提供透

明的報告給下游國家（MRC,2011c,92-95）。 

 

 值得注意的是，在磋商的過程中明顯存在兩方不同的意見，一為急欲建立大壩

的寮國，二為處於下游深受水流與沈積物問題的越南，而他們的意見也體現在對

PNPCA 程序的答覆上。寮國之所以建造大壩並不難理解，由於佔了湄公河約 25%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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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加上山地地形。特別是在各國對於水電的關注提升以需求日益增加下，開發湄公

河流域成為寮國實現經濟發展與減貧的必要途徑，這將有助於提升其最不發達國家

的地位。水力發電的效用帶給寮國的是巨額外國投資，另外對於其出口也有幫助，

但因為技術問題與對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寮國建設大壩的行為引起下游國家如柬

埔寨與越南的擔憂。 

 

身為主流大壩，寮國必須將沙耶武里大壩提交 PNPCA 程序，而這也讓越南對此

有了發表意見的機會。在事前磋商結束前，越南國家湄公河委員會提交了意見，其

中聲明其擔憂大壩建造將對其三角洲的糧食與水安全上造成衝擊，並強調這攸關越

南人民的生計，尤其是水壩建設不只涉及農漁業，更會造成鹽分過高和生物多樣性

退化等嚴重後果（MRC,2011b,2）。面對這些問題，下游國家特別是越南要求暫停該

項目並對其進行全面評估至少十年。然而，寮國在磋商期六個月的期限結束後，卻

自行宣布 PNPCA 程序已完成。從該國的想法來看，其一方面認為已經落實將沙耶武

里大壩的發展提交 MRC，另一方面對於反對的下游國，寮國也同意進行更多評估大

壩造成的環境影響評估（Suhardiman, Giordano, & Molle, 2015, 212）。 

 

環境問題一直是 MRC 強調的，至於如何評估與管理，國際捐購者認為 2009 年啟

動的戰略環境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 Assessment, SEA）是重要的工具並有

利下游湄公河國家做出更全面的決策。Bina（2007）認為 SEA 可以透過計畫與項目

來加強環境問題在決策中的作用。SEA 是 MRC 在領導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也一

定程度的將政治議題從最高層下放到其他如非政府組織、社會民間團體與國際機構。

SEA 與 PNPCA 呈現一種互補的作用，首先 SEA 反映了國際捐助者的立場，使得相關

問題正式化，這有效彌補 PNPCA 缺乏的強制力。再來，SEA 發起了大壩相關的公開

討論，讓 PNPCA 有更多關於本案的調查內容，同時讓各地居民意識到大壩建設對環

境的負面影響（Connelly & Richardson, 2005）。至於 SEA 的有效性，Runhaar 和 

Driessen（2007）從荷蘭案例中發現有三個重要變量，包含利益重合程度、資訊的

確定性與決策過程中的特點。雖然 MRC 設想透過 SEA 來凸顯大壩開發與環境之間的

互相影響，但其中的運作，仍確實極大程度受到了政治與國家利益的干預，包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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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當局的反對與相關利益者有限參與（Suhardiman, Giordano, & Molle,2015,208）。

在本案也的確如此，MRC 並未透過 SEA 成功舉行全國協商會議，主要原因在於寮國

認為本國擁有的法規已經為協商建立基礎。 

 強調水電經濟與環境的寮國與越南在本案的態度形成強烈對比，雖然 PNPCA 確

實舉行了事先協商會議，寮國也曾在 2011 年 4 月同意延遲該大壩的建設以因應外

界對其大壩建設對環境的質疑，但在短短五個月內又宣布了重啟該大壩相關活動。

對於此舉 Cronin 和 Hamlin（2012）認為將會使得寮越關係惡化，確實越南也在多

個場合批評寮國的單方行動，然而這並未改變寮國的決心，仍在 2012 在 11 月舉辦

了大壩奠基儀式。雖然本案確實對寮越關係造成影響，但 Giovannini（2018）認為

越南並未真正切斷與寮國其他項目的合作，只是利用 MRC 發表其對該大壩的不滿。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有兩個原因，包含動工已成事實以及越南政府之間存在不同

派別，導致對該議題存在不同聲音，雖然越南認為大壩的建造將破壞湄公河三角洲，

但持續堅持環境議題將最終使國家面臨推進基礎建設野心的矛盾，長期下來並不能

堅持立場（Giovannini, 2018, 77-78）。除了越南國內政治，區域其他國家也成了

推動本案的力量。首先是泰國，作為購買水電能源的大國，泰國從大壩項目獲益良

多，尤其水電發展是該國重要國家優先事項。基於這些利益，泰國並未反對該項大

壩的建造與動工。再者是中國，對於越南而言，若是太過於激進並阻止寮國啟動大

壩，等同於近一步將其推向中國的懷抱，這並不利於其區域戰略。 

以本案來看，PNPCA 與 SEA 並未對阻止沙耶武里大壩的啟動，但 Suhardiman 等

人（2015）認為透過 MRC 使得其他鄰國得以對寮國施加壓力，對於往後的其他大壩

建設討論發揮了相當作用。作為首次使用 PNPCA 的案子，本案一方面體現 MRC 試圖

在區域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也顯現出該組織必須改進的地方。沿岸各國在做出相

關協商時仍會考量經濟因素而妥協，該項妥協不只是基於水電發展，也體現區域國

家間的地緣政治。本案不單純是湄公河流域國家間的互動，也反映出大國競爭的影

子，例如越南的反對也獲得美國支持，尤其是兩國都強調保護湄公河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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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更在動工當日嚴厲批評寮國（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b)，而此舉被外

界認為是支持重要夥伴以對抗中國活動的體現。 

 

三、GMS 相關成果與規範 

 GMS 在 2010 年開始的全球趨勢下朝向幾個方向發展。首先，經濟大衰退雖然讓

亞洲經濟受到衝擊，但相較於其他地區東南亞受到的跌幅較小，也比其他發達或發

展中的經濟體更快從衰退中恢復。這項全球經濟趨勢也使得 GMS 從中受益，成為具

備活力與彈性的經濟體。再來，面對經濟體之間的不平等差距，GMS 透過農業、基

礎建設以及人力資源等面向，使內部國家在成長上更加平等，並透過連結地方計畫

促進區域發展的連貫性。伴隨著氣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未來日益增長的糧食

需求，這些挑戰使 GMS 也開始思考，如何將生產多樣化及促進氣候友好型態，當作

產品來應對。 

 

面對上述全球趨勢，GMS 提出了《2012—2022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劃戰略

框架》（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 Strategic 

Framework 2012-2022）。2002 年開始的十年戰略計劃主要強調減少國家之間的非

物質障礙，而從 2012 年開始的戰略計劃，則開始拓展到促進經濟走廊的多部門投

資，並與 MRC 一樣對於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以及區域一體化十分重視。除了前述

的戰略框架，GMS 還有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2018—2022 河內計畫》（The Ha Noi 

Action Plan 2018-2022）。該計畫有四大要素，包含以經濟走廊為重點發展、細分

化運輸部門的戰略與重點，包含著重在城市發展、結合能源、農業及環境等多個領

域、規劃與監控相關計畫以及加強機構安排與夥伴關係（ADB,2018c,24-27）。 

 

行動導向一直是 GMS 在發展上的重心，然而此時期成員國更意味到原則的重要

性，包含互利共贏、平等協商以及承認各國存在不同發展水準等。為了改善 GMS 計

畫，成員國願意在軟件方面如運輸和貿易便利化等作出努力，以及更廣泛的連結區

域一體化相關計畫（ADB,2012,11）。在更新區域總體規劃上，由於意識到全面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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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2011 年 GMS 成員國在越南舉行的第十二次 RPTCC 會議上，開始了有關永

久性區域電力協議中心（Regional Power Coordination Center, RPCC）的討論。

雖然截至 2015 年各方仍然未達共識，但可以發現各國在能源上的討論已經比上個

十年更深入，已不僅侷限於推動永久電力的共識，而是將其目標轉為實質成果。根

據該十年計畫可以發現，它很強調私營部門作為 GMS 發展驅動核心的關鍵。例如透

過商業論壇確保私營部門的意見被採納，讓政府官員更深入制定相關部門需要得計

畫。除了促進公私部門的互動，GMS 也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 

 

除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戰略框架，從 2010 年開始到 2021 年舉辦的

GMS 領導人會議和部長會議也可以看出其發展方向。特別是在 2013 年獲得批准的

《區域投資框架》（Regional Investment Framework, RIF）出現後，更帶動了 GMS

的區域經濟與成果。GMS 在 2011 年的峰會中提出了 RIF 並在第 19 屆部長會議上獲

得通過。該框架體現的是 GMS 國家合作的動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存在潛在投資吸引

著各國。該項投資框架列出未來五年的優先項目，不只有助於特定產項目的有效產

出，另外其提供的經濟誘因更讓各國願意調動資源來實施。本節將以 GMS 發展的重

點項目作說明，包含能源和基礎建設的發展與成果，同時結合 RIF 出現後區域發展

的變化做分析。 

 

首先，在能源的部分，由於考慮到實施框架的巨大資源需求，此時期的 GMS 朝

向更積極和創新的資源調動。水電能源一直是湄公河國家重要的一環，然而隨著 MRC

的評估發現水電相關設施建造將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對此 GMS 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如何在確保充足的能源供應下，減少對環境與社會的負面影響（GMS, 2016, 12）。

GMS 認為發展有效的電力系統，透過整合來減少成本將有幫助。只要電力能夠在流

域各國順利流通，則可以減少各國自行發展大壩的現象。為了促進區域電力貿易，

實施區域電力互聯項目，各國簽署了關於建立區域電力協調中心（Regional Power 

Coordination Center, RPCC）的諒解備忘錄，希望讓該中心成為所有成員國的常設

機構。然而，要建立有效的電力系統必須要有一致或是最低標準的監管規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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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8 可以發現即使 GMS 成員國都有電力整體發展計畫，由於存在細節程度與質量

的差異，導致相關決策無法得到同一結果。 

 
表 8：能源政策現狀總結 

 現狀與進程 跨境互聯（電力貿易） 私人參與 

柬埔寨 2006 年制定相關計畫，透過需求預

測與能源系統分析來更新總體計

畫 

從越南與泰國進口 有助大小規模發電發

展 

寮國 提供規劃清單但未明確說明相關

計畫 

向泰國與越南出口 愈吸引進口電力之投

資者 

緬甸 完成總體規劃研究並提供項目預

期完成時間表 

存在與中國的連結，但

目前尚未有太多進展 

不穩定 

中國 未公開電力總體發展計畫 和緬、泰、越有相關連

結但不明顯 

投資者來自國有企業

子公司 

泰國 具有詳細且定期更新的計畫 和寮國有強大連結，與

中國連結已失效，正考

慮加強與柬緬之連結 

當地投資者 

越南 相關計畫以定期更新並以法令形

式發佈摘要 

有通往中國的電線，預

期與柬埔寨有更好的

互動 

進行改革中 

資料來源：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nergy Sector Assessment, Strategy, and Road Map. 2016, 15.  

https://www.adb.org/documents/gms-energy-sector-assessment-strategy-and-road-map. 

 

再者， GMS 在此時期更重視運輸系統。2015 年六國批准了《大湄公河次區域跨

境運輸便利化協定》（Cross-Border Transport Facilitation Agreement, CBTA）

及其附件和議定書，並允許次區域運輸商用車輛和集裝箱的使用。根據該協定，允

許 GMS 各成員國可以頒發最多 500 張有關運輸的許可證與文件，根據這些文件過境

的車輛無需繳納相關費用，包含關稅與保證金等。該項協定不只促成貿易更加便捷，

也體現個成員國在該議題上的合作（ADB,2011）。運輸的重要性體現在 GMS 相關會

議上與 RIF 中。 

 

圖 13 可見交通投資就佔了 RIF 的 86%，而鐵道更是重點項目。GMS 所有國家在

第四次領導人峰會上簽署了關於建立大湄公河鐵路協會（Greater Mekong Railway 

Association, GMRA）的諒解備忘錄，旨在希望發展各國的鐵路能力，以利區域發展

連貫。GMRA 的工作範圍明確並舉辦多次工作組會議和大會，除了確保各國針對鐵路

連結的問題作出對話，也提供技術支援（ADB,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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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運作 GMRA 相關協議，其成立了三個工作小組，分別是負責網路連接的

柬埔寨與越南、網絡整合及操作的寮國與泰國以及負責夥伴關係與營運的中國和緬

甸。這些工作小組不只評估區域鐵路網絡發展，更制定了有關營運和開發的協議，

並且在這項基礎上各國同意 GMRA 作為 GMS 鐵路的重要機構，並負責和個國際組織

與私營部門進行對話（ADB,2017,4）。在 CBTA 的基礎上， GMS 成員於第五次峰會

上啟動了大湄公河次區域《運輸和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rogram, TTF-AP)。作為綜合發展計畫，TTF-AP 負責諮詢與

能力建構，目的在於加強次區域的跨境運輸與貿易，以支持一個更加一體化的市場。

除了側重原有的經濟走廊，針對湄公河區域的過境系統、物流和衛生檢疫等都做出

努力，詳細內容見表 9。  

 

 
 

圖 13：RIF 投資項目的行業分佈和 RIF 運輸投資 

資料來源：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Overview of the GMS Regional Investment Framework (2013– 

2022). 2013, 3-5.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42581/overview-gms- 

regional-investment-framework-2013-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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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TFF-AP 核心內容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rogram (TTF-AP). 2015b. https://www.adb.org/documents/gms-transport-trade- 

facilitation-action-program. 

 

前一章節有提到在交通運輸上 GMS 提出了 TSS 2015，然而該計畫只有完成了 2

個交通投資項目，而邊境地區的交通項目正在產生效益等。然不可否認的是TSS 2015

提供了有用的框架協調大湄公河次區域交通運輸部門的次區域合作，同時確定該次

區域交通運輸部門發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使 GMS 國家能夠從最重要的環節開

始，以普遍有序和同步的方式確定、推動和實施高度優先的次區域交通互聯互通項

目（ADB,2018b,2）。藉由 TTS 2015 的發展經驗，GMS 意識到擴大私營部門參與將

有效推動次區域交通項目的規劃，以及過於雄心勃勃的目標不一定適合所有國家，

因為制定相關框架必須要考量到能力與資源。另外，GMS 也意識到跨境運輸和貿易

政策和監管比起基礎設施更難執行，而 ADB 的角色至觀眾要（GMS,2018c,7）。在考

量到以上這些因素下，2018 年第六次峰會上，GMS 針對交通網絡制定了《GMS 交通

部門戰略 2018─2030》（GMS Transportation Sector Strategy 2018-2030），簡

稱 TTS 2030。 

 

TTS 2030 保留了 TSS 2015 的概念，新增並強調高效、無縫、可靠與可持續願

景，不只希望 GMS 運輸發展中硬軟件的結合，同時針對運輸的相關法規與標準做出

核心 相關活動 

 

擴大運輸和通行權 

 

 以 TTF-AP 作為統一框架，使各國政策保持一致 

 促進交通全談判，希望增開過境點，同時支持 GMS 國家達成

運輸相關協議 

 優先發展內陸國家寮國，以維護其區域位置與國際道路 

簡化和現代化運輸程序 

 

 電子化海關過境系統 

 使各海關系統保持一致，減少重複程序的現象 

 加強 GMS 與各國海關的合作，以支持貿易便利化 

 

支持強化運輸和後勤 

 

 加強私營部門運數與物流服務，提升次區域貿易效率 

 加強邊境貿易協定 

 

加強衛生與植物檢疫能

力 

 

 加強 GMS 國家在檢疫上的能力 

 促進國家海關部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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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除了推動原有經濟走廊轉型，在 TSS 2030 中另外增加了 9條運輸走廊，該戰

略重點乃在於希望透過這些作為誘因來吸引沿線投資。由於此時期經濟與運輸走廊

大多已完備，GMS 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將這些網絡升級或修復，特別是新出現在緬甸

的走廊。評估重點將集中在每條走廊的基礎設施，以減少出現問題的機率。如同前

期的 TSS，新版的 TSS 繼續為開放邊境與市場做出努力，目的是希望建構如同歐盟

一樣的單一市場、商品、投資都能自由流動的願景。 

 

為了達到該項目標，TSS 2030 的重點也放在加速 CBTA 的實施，確保各國存在

的法規差異等能夠獲得協調與改善。在發展上，TSS 2030 更著重在多式聯運的模式，

包含改善港口—公路—鐵路的連接，透過這些方式創造運輸更好的利用，同時增加

GMS 的競爭力（GMS, 2018c, 14-15）。在這些發展中，TSS 2030 也體現出 GMS 對環

境保護的考量。由於意識到便捷的交通網絡帶來的環境問題將導致基礎建設、可持

續性發展等影響，增加設施使用安全的風險，GMS 開始促進環境友好型交通基礎建

設，以及建立相關災害風險等（GMS, 2018c, 17）。 

 

從上述分析發現，經濟走廊佔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發展的重要角色。此時期 GMS

考慮到跨部門的相互聯繫將拓寬現有的經濟走廊外，也透過開發邊境、建立支線道

路等確保沿岸國獲取相關利益。除了加快原有的貿易便利化措施以促進走廊沿線的

物流和投資，更加強中小企業的作用，同時關注社會和人力資源問題並確保人員跨

境流動受到監管，促進糧食和能源安全，並適當解決氣候變化問題（GMS, 2011）。

除了制定經濟走廊戰略外，GMS 也意識到讓當地政府參與的重要性，並加強了經濟

走廊發展中的私營部門角色（GMS, 2014）。在跨部門以及私營部門的參與，RIF 2022

也有相同趨勢。雖然交通運輸仍是主要部門，但 RIF 2022 也有新增其他如環境、衛

生和人力資源等部門，希望促進跨部門的合作。之所以有這項改變是因為其意識到

各種議題的相關性，例如跨境動物不只對於生態，更對於農業和畜牧造成影響，又

或者旅遊部門和交通連通性存在強大的連結等（GMS, 201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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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0 開始，GMS 在推動跨境運輸相關等議程發展迅速，此現象的形成可以從

大環境來理解。首先，緬甸的開放。作為聯通東南亞與南亞、中國與南亞的橋樑，

緬甸開放了陸路意味著更多的貿易機會，也因為他的開放使得交通等政策更可以順

利進行。再來，東協通過了東協 2025 全面一體化進程，由於 GMS 成員均為東協成

員，和東協相關戰略抱持一致性與互補性對區域發展不可或缺（ADB, 2013）。另外，

中國也在此時期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BRI

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了多個 GMS 國家，他的出現也擴大了 GMS 在交通項目的融

資來源，這些資金對於推動區域交通包含公路、鐵路以及港口等都十分重要。最後，

在 2010 初期開始湄公河區域出現越來越多合作與一體化舉措，包含上個章節提到

的 ACMECS、LMI 等等，運輸議題大多是這些區域合作的共通點，也使得相關發展能

夠更順利。 

 

無論是上個十年或 2010 至今，Hirsch（2016）認為 GMS 在制度上的安排都類似

馬歇爾計畫的戰略，主要通過加速公共建設與資源利用使得參與國獲得經濟收益。

從官方網站上也確實可以看到 GMS 以河流資源展開大規模開發計畫，也確實得到成

員國的贊成。然而，學者如 Middleton 和 Allouche（2016）也注意到過度強調經濟

與基礎建設的 GMS 無形中和 MRC 開始產生合作的裂痕，因為對於 GMS 成員國來說

MRC 強調的環境與社會導向是一種經濟發展上的阻礙。經濟發展與環境常面臨如何

平衡的挑戰，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成為了優於環境保護的目標。 

 

然而，不可否認的每個區域組織與合作框架都有他的目標，對於 GMS 來說經濟

就是最重要的一環。以上個十年來看，GMS 經歷了初期 ADB 和成員國的磋商階段，

並在確定優先區域項目後進行更詳細的研究，中間雖然面臨到經濟危機導致發展節

奏降低，但在 2001 年開始 GMS 又恢復並擴大了次區域的經濟活動進程，這對於正在

發展起步的 GMS 並不意外，而是一種凝聚成員國的方式。以筆者來看，強調經濟的

GMS 並非完全忽視環境問題，成員國確實在在 2010 年開始通過了《生物多樣性保護

走廊倡議》（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rridors Initiative, BCI），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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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進化的 CEP 開始為區域環境進行合作。但仍不可否認，針對環境議題的部長

會議直至現今只召開了三次，可見雖然環境議題有被討論，仍不是 GMS 努力的重點。 

 

本節可以明顯看出在政策導向上，MRC 比起 GMS 更側重環境議題，而 GMS 毫無

疑問以經濟作為主要目標。雖然著重不同領域，兩個機構都有促成沿岸國合作。MRC

促成了寮泰流域濕地管理以及柬越的水資源管理，讓各國意識到水資源必須要共同

合作才能永續。另外，沙耶武里大壩案也是一個經典的例子，雖然本案結果仍受到

寮國堅持而啟動，導致下游國家如越南和柬埔寨不滿，但本案值得稱讚的一點乃是

成員國同意採用 MRC 的 PNPCA 程序來處理大壩問題。GMS 方面則是能源的規劃、各

種經濟走廊以及基礎建設的發展都不停的在更新，因應投資需求的上升也在本時期

通過 RIF。面對不斷被批評忽視環境問題，即使成果仍有限，GMS 依舊透過倡議與會

議持續關注發展與環境的平衡。 

 

 

第二節 大國參與與沿岸國互動 

除了第一節的 MRC 與 GMS 對於流域發展有貢獻，域外大國在此時期也不斷對湄

公河流域做出努力，希望促成沿岸各國的合作與流域永續發展。首先，LMI 在 2011

年起算五年內達成了許多成就。例如 2013 年通過了《湄公河公平與加強網路計畫》

（Grassroots Equity and Enhanced Networking in the Mekong program），簡

稱《綠色湄公河計畫》（Green Mekong Program）。該項計畫與多個利益相關者合

作，透過森林治理作為主體，希望擴展合作範圍，結合政府與當地社區的合作促進

社會公平（U.S,2013）。不只是綠色湄公河計畫，2014 年在 USAID 幫助下，新的《湄

公河下游公共政策倡議》（Lower Mekong Public Policy Initiative, LMPPI）啟

動，主要也是集結當地機構，匯集環境相關研究以制訂發展計畫（LMI, 2014）。 

 

回顧 LMI 自成立以來的成果，可以發現 LMI 在這五年中成立了湄公河智能基礎

建設（Smart Infrastructure for the Mekong, SIM），以合作夥伴共同提交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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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說明水資源使用的狀況; 通過教育和培訓連結湄公河（Connecting the Mekong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MET）加強職訓; 透過領導者專業溝通技巧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Leaders, PCSL）培養政府官員的語

言能力以為 LMI 和其他區域組織做出貢獻，以及透過《流行病威脅計畫》（The 

Emerging Pandemic Threats Program, EPT）讓各國提早發現以應對動物和健康疾

病（U.S, 2014）。在 2015 年後，LMI 也對其倡議進行修改並提出了《2016─2020

年實施湄公河下游倡議行動總計劃》（The Master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2016-2020），不只重申第一版本的規劃，也多了縮小下

游湄公河成員國的內部發展範圍（LMI, 2018）。 

 

2011 年至 2021 年 LMI 也舉行了多次 FLM 部長會議。首次 FLM 部長會議在 2011

年舉行，除了下游湄公河四國外還包含日本、韓國、澳洲、歐盟及亞洲開發銀行等

參與。這次會議中， LMI 的成員國簽署了一份概念文件，目標在確定未來五年的合

作領域與計畫，同時也建立了虛擬秘書處以加強協調與規劃（Le, 2016, 51）。第

二次部長會議則是於 2012 年舉辦，主要希望加強捐助國與被捐助國之間的政策對

話以及加強 MRC 的科技能力以利水資源能以透明方式管理。此外，該會議也強調 LMI

的外溢效果，可以擴及到各種方傳統安全的問題如基礎建設、人口販運、移民以及

人類安全等問題（MOFA of Japan, 2012a）。 

 

第三次 FLM 會議於 2013 年開始，該次會議則是強調訊息共享的重要，以避免重

複措舉導致合作進度緩慢。此次合作政策也關注湄公河─日本第四次峰會的三大支

柱，包含湄公河互聯互通、確保發展以及環境可持續性等議題（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2013）。第四次 FLM 會議在 2014 年舉行，此次會議除關注前三

次的進展外，下游湄公河國家也都展示了自身在湄公河流域的行動。此外，為了有

效推動發展，該會議也強調互補性與協同對於協議的重要性以及女權在流域的地位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2014）。不只是舉辦例行會議，LMI 也

舉行研討會希望促進各國對話與訊息交流。例如 2011 年越南與美國共同舉辦的 L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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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管理研討會，會期針對各國針對洪水管理、水資源短缺等問題分享實踐知識與

經驗，同時確定國家優先項目與強化現有法規等願景（Việt Nam News, 2011）。 

 

長期關注湄公河氣候變遷問題的美國，此時期也透過 SERVIR-Mekong 這個項目

來幫助湄公河下游國家利用衛星和空間技術來管理氣候風險，相關項目包含建立政

府與民間社會團體的能力並使其制度化，以有效將資訊整合至決策中，以及改善數

據、開發新質量數據以及共享等事宜。該項計畫的具體成果包含幫助 2015 年遭受嚴

重乾旱的越南，透過 SERVIR-Mekong 與越南農業發展部和越南水資源學院的合作，

他們共同開發了區域乾旱作物產量訊息系統，目的在於增加預測乾旱的能力以便農

業部做出更好的決策（USAID, 2018a）。 

 

對於長期遭受洪水問題的緬甸，SERVIR-Mekong 也和緬甸災害管理部合作，透

過更新歷年洪水歷史讓緬甸可以準確進行風險評估並制定防災計畫（USAID, 2018b）。

除了氣候變遷與環境發展，美國也十分關注湄公河區域的基礎建設。首先，前述的

SIM 致力於加強水電環保、促進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並評估與制定相關環境政策，

都是希望幫助湄公河沿岸國免受大壩太大的影響。具體成果包含在寮國的大壩安全

與沈積物管理、在柬埔寨的航道管理指南、於泰國的可持續水電評估以及在越南的

湄公河三角洲研究等等（USAID, 2021）。 

 

再來，由於意識到在沒有完善的資訊以及保障下，基礎設施的開發將會犧牲環

境，美國 USAID 提出了湄公河保障指南（Mekong Safeguards），目的在提供決策者

與開發商有關下游湄公河基礎設施開發中所需要的環境、社會與治理標準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的訊息，一方面幫助提高決策透明

度，同時確保開發與環境的共存。具體作法除了將 ESG 標準納入開發與融資過程、

促進利益相關者對 ESG 的理解外，也透過強致執行相關法令和監管政策來確保該項

標準得以落實（USAID,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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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美國對在湄公河的行動與計畫進行了升級。首先美國啟動了湄公河─美

國夥伴關係並舉行了第一次部長級會議，這個新夥伴關係除了深化合作領域，為新

出現的挑戰提供靈活性外，資金的挹注也是一大助力。另外，此時的日本─美國─

湄公河電力夥伴關係（Japan-U.S.-Mekong Power Partnership, JUMPP）也滿一週

年，在週年演說上，美日雙方表示他們強調透明與公平競爭的能源政策、推動優質

基礎建設標準以及認知到湄公河夥伴國家在電力上的需求，希望可以幫助改善相關

系統等（US, 2020）。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共同聲明中，雙方強調 JUMPP 的戰略

將和原有的相關戰略保持一致，然而裡面並未提到中國在 2015 年成立的 LMC。日本

與湄公河的關係確實深厚，在 2010 這個時期也一樣有許多戰略和計劃，下述筆者將

做說明。 

 

這個時期日本仍每年照常舉行和湄公河國家的峰會，不只有助確認雙方合作的

方向，也提出新的戰略以因應不同局勢與考量。透過這些會議不只體現出日本參與

湄公河流域事務的積極性，同時反映該國利益。2009 年湄公河─日本首腦會議召開

並啟動了《綠色湄公河十年倡議》（A Decade toward the Green Mekong Initiative），

而該倡議也正式在此時期開始落實並反映在日本與湄公河多次舉行綠色湄公河論壇

中。雙方舉辦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會議，除了針對各項案例做出交換意見，探討

如何以環境為導向促進經濟外，日本也介紹了環境技術以及公私合作的方式。 

 

另外，日本與湄公河國家針對城市環境、減災、質量基礎建設與水資源管理等

問題交換了意見。高峰會議與部長會議在日本對湄公河政策上相輔相成，從 

 表 10 可以看到在湄公河─日本高峰會議和部長會議在 2010 後的相關政策與

討論結果。在這兩個會議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首先，高峰會議在 2012 年開始出

現一個新的現象，就是日本和湄公河各國都有召開雙邊會議。再者是 2011 的日本湄

公河合作新支柱以及接下來幾次的東京戰略，相關規定與政策都反映出日本與湄公

河國家合作的方向。在雙邊會議上，日本針對湄公河各國所需，如高速公路、陸橋

及能力建設等不同領域的需求做出貢獻，這也讓我們了解相較於其他國家，湄公河

國家似乎對於日本有較多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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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日本─湄公河高峰會議 V.S. 部長會議政策 

 日本─湄公河首腦會議 日本─湄公河部長會議 

2011 年 (a) 湄公河地區綜合開發與災害管理 

(b) 公私領域合作 

(c) 湄公河-日本合作新支柱 

(a) 環境與氣候變化 

(b) 公私領域投資 

(c) 糧食安全 

2012 年 (a) 2012 東京戰略 

 

(a) 互聯互通與企業投資 

(b) 災害管理 

2013 年 (a) 官方援助推進 

(b) 改善投資環境 

(a) 互聯互通與縮小經濟差距 

(b) 旅遊簽證放寬 

2014 年 (a) 推動基礎建設 

(b) 穩定經濟走廊 

(c) 起草湄公河工業發展綱要 

(a) 推動以人民為中心的投資 

(b) 推進美日湄公河合作 

(c) 加強公私部門對話 

2015 年 (a) 2015 新東京戰略 (a) 追求高質量 

(b) 跟進 2015 東京戰略 

2016 年 (a) 日本─湄公河互聯互通倡議 

(b) 優質基礎設施推動 

(a) 人力資源合作 

(b) 成立高級別工作組 

(c) 航空服務協定 

2017 年 (a) 鐵路合作 

(b) 加強制度建設 

(c) 東南亞災害風險保險基金 

(a) 加強互聯互通、國道工程 

(b) 學生交流 

(c) 日本-東協一體化基金 

2018 年 (a) 2018 新東京戰略 (a) 互聯互通重點項目評估 

2019 年 (a) 湄公河-日本 2030 年可持續發展倡

議 

(a) 城市與可持續自然資源管理 

(b) 包容性增長 

(c) 升格綠色湄公河論壇 

(d) 疫情防範 

2020 年 (a) 湄公河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夥伴關

係 

(b) 湄公河工業願景 2.0 

疫情停辦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再來就是會議中幾個重要的宣言與計畫。首先，2011 年的新支柱取代了第一次

高峰會議的《東京宣言》，並確立了湄公河國家和日本發展的新夥伴關係，主要分

成兩類，包含湄公河地區的共同願景以及實現願景的路徑，新支柱強調三點內涵如

下。第一，加強湄公河連通性，主要是希望透過內外部互聯互通為東協共同體做出

努力。具體作為是透過對基礎建設的支持，特別是東西經濟走廊與南部經濟走廊。

加強這些經濟走廊的聯繫以及透過倡議來實施，尤其是《湄公河─日本經濟和產業

合作倡議》（Mekong-Japa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以及《亞洲貨運高速公路倡議》（Asian Freight Highway Initiative）。第二，

雖然意識到區域國家間存在發展差距，但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縮小湄公河發展差距，

尤其是在柬埔寨、寮國與越南（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CLV）邊境的發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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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區。為了達成該項目標，雙方希望建立相關工業化戰略、加強區內中小企業的合

作、公司領域合作並加強對 CLV 發展三角區的相關措施。 

 

最後，確保人類安全與環境可持續性，除了結合綠色經濟來協調發展與環境外，

也分享日本隊災害管理的經驗。為了讓該新支柱發揮作用，除了專業知識，日本也

承諾在未來三年為該地區提供約 6000 億日元官方援助（MOFA of Japan, 2012b）。

這項新支柱不只是接下來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 2012 年東京戰略的重要核心。雖然

2012 年的東京戰略使得日本官方援助有成效，但過程中日本與湄公河國家也意識到

縮小範圍將有利雙方做出更有質量的合作，基於此提出了《湄公河─日本 2015 新東

京戰略》（New Tokyo Strategy 2015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MJC 2015）。 

 

MJC2015 有四項核心，包含加強基礎建設設施的硬聯通、加強人力資源開發的

軟連結、綠色湄公河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協調各利益相關者。基礎建設一直是日本對

於湄公河地區關注的焦點，隨著安倍首相在 2015 年宣布了優質基礎設施夥伴關係

後，日本更積極推動湄公河地區的優質基礎設施。當然除了硬體外，高質量的要求

也反映在雙方合作的軟體上。軟體合作著重要優化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源開發，除了

透過舉辦公私合作會議以及湄公河─日本產業政府對話，雙方也支持日本公司在該

流域擴大投資。另外，雙方也希望透過創造經濟特區的形式來增加各國的互補性，

推動產業發展與提升專業化。無論是在硬體或軟體，日本也希望可以在經濟與商法

上推動相關努力，讓法律與制度在該區域發揮作用。 

 

此時期日本與湄公河國家在文化與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更加流暢，包含派遣日語

夥伴作為教育援助的一部分外，也透過各項人文交流項目提升雙方合作。在協調相

關利益者上，除了原有的美日合作外，日本方面也強調與中國的對話，這也反映在

六次的中日湄公河政策對話上（MOFA of Japan, 2015）。透過 MJC 2015，日本完

成了推動高質量基礎建設的目標，各國領導人也希望在此基礎上更新該戰略，並在

第十次湄公河─日本外長會議中提出了《2018 年東京戰略》（Tokyo Strategy 2018）。

2018 版本的東京戰略一樣重視軟硬體朝向高質量的目標前進、私部門的參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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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水資源管理等等。不過，由於這個時期國際局勢產生了一些變化，包含北韓

核彈試射、南海問題等，使穩定區域和平與自由開放的印太也成了 2018 戰略的關鍵

字。 

 

這個時期的中國在湄公河最值得關注的動態就是 LMC 的成立，這將在下一節做

詳細說明。除了 LMC 外，此時期中國與湄公河沿岸國家也在執法合作上有了新進展。

首先，GMS 合作的升級。該合作升級被視為中國建立一帶一路的初期成果，2013 年

的一帶一路倡議及李克強總理提出的「2+7 合作框架」，可以發現此時期的中國與

東南亞各國關係也隨著各項合作提升（人民網，2013）。中方從資金、技術，到透

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資助

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的基礎建設與產業合作，在湄公河區域產生相當影響力的同時，

也符合他的發展戰略。無論是雲南省的相關計畫或者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以經濟和東南亞睦鄰關係的考量，都間接為日後於 2015 年建立的瀾滄江─湄公河

合作奠定基礎，讓湄公河合作更上一層樓。除了經濟，在 2011 年 12 月，中老緬泰

四國舉行了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直至 2021 年已經展開 111 次該行動，各方針對區

域毒品問題、網絡賭博、電信詐騙等新型網絡犯罪進行訊息交流，同時討論建設更

高層次的安全合作關係（人民網，2021）。 

 

除了中國與湄公河國家間的互動，此時期中國與美日的互動也是值得關注的重

點。首先，在與美國關係上，相較於日本雙方在湄公河的合作並不明顯，反而是在

大壩爭議上雙方出現了爭執與衝突。美國多次透史汀生研究中心的監測批評中國對

於水文不透明以及建造大壩造成的生態問題，而對此中國認為美國侵犯其主權，同

時一再聲明其訊息的透明化，筆者認為這也是後來中國成立 LMC 的重要因素，目的

希望澄清其在水文以及湄公河流域上作為的透明性。相較於和美國的緊張關係，中

日則是在湄公河問題上有對話，如前述的中日湄公河政策對話。然而，在 2010 年開

始至今也只舉辦了三次對話，而內容也大多環繞在雙方對於湄公河發展存在共識，

但具體成果並未明顯看到。然而，隨著南海問題以及相關領土問題的爭議，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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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日本積極投入湄公河區域的建設與相關政策，都有著抵抗中國在該區域影響力

擴增的意涵。 

 

 面對大國介入更加頻繁與國際局勢的複雜，此時期的 MRC 成員國也不只再被動

接受，而是在推動流域政策上有較具體的成效。以柬埔寨來看，其國家水法側重水

資源的利用以及成立相關團體。寮國則是通過了新的水法，不只在環境上制定新標

準，也提升了有關水電開發項目的監測與規劃等功能。泰國也是推出了新的水資源

法並成立相關辦公室，希望能透過相關建樹支持水資源管理以及因應氣候問題。越

南則是透過相關決議試圖協調本國各部行動，以對抗海平面上升、洪水等天災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都主張水管理的重要性，卻只有越南批准了《聯合國水道非航

行使用公約》（Convention on Law of Non-Navigational）（MRC,2021d,23-24）。

從該跡象可以看出，越南相比其他國家，更希望湄公河相關使用能有更明確的規範。 

 

由於地理位置處於最下游，越南在湄公河議題上一直都是處於較為主動的國家，

對於流域問題可能造成的挑戰的關注從未停止，也一直試圖提出各種議程希望促進

水的管理，相比其他國家越南更加強調透過制度與機制管理流域。至於為何越南如

此著重水的議題並不難理解，面對季風降雨加上季節性颱風的問題，越南長期受到

水的困擾，然而其生活又脫離不了該項資源。受到洪水衝擊的湄公河三角洲，面臨

的問題小是對作物造成危害，大則可能威脅到居民的生命。 

 

除了天然的災害，越南也受到上游其他國家建造水壩造成的流量異常挑戰。上

述種種因素驅使下，湄公河的有效管理理所當然變成了越南的重要國家利益之一。

越南不只在水議題直言不諱，也嘗試透過 ASEAN 將湄公河相關議題放入議程（Binh 

et al,2020,2）。在 2020 年擔任主席時，原先越南預想可以將流域議題納入，但因

為正逢疫情嚴重導致各國無暇顧及而暫時停滯。雖然如此，也正由於疫情使各界關

注到非傳統安全的重要與解決的迫切性，選擇東協作為討論湄公河議題確實是有效

的，而在這之中，越南的推動角色顯得重要（Bing & Thu,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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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因應流域管理問題，越南除了透過區域機構來產生制約，也在國內推

動流域政策，例如 2011 年提出的《湄公河三角洲計畫》（Mekong Delta Plan, MDP）。

該計畫源於越南意識到：長期關注糧食安全與產量已不是唯一促進經濟成長的方式，

故將目標轉向可持續水產養殖，讓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更加快速。MDP 不同於以往流

域政策，越南將原先的危機化為轉機，舉例來說原先侵害農業的鹹水，現今已變成

一種環境資源。該項政策特別之處在於其被納入國家重要議程中，不只透過國家力

量去連結與流域相關的問題，同時也引入世界銀行作為輔助角色推動流域永續發展

等目標。 

 

環境議題上有越南在推動，而當討論到經濟發展時，湄公河下游中的泰國成了

可以帶動區域發展的關鍵角色，尤其是透過上一章提到的 ACMECS。Krongkaew（2004）

認為泰國在推動經濟區上必須將此舉是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一部分，特別是在美歐

市場開始對東協和次區域市場依存度的上升下，更顯示 GMS 的前景。再者，泰國必

須意識到泰銖在次區域的使用量已經成為普遍，透過這種方式更能強化自身的影響

力。使用泰銖不只可以降低本國金出口商換匯的成本以提供競爭優勢，更可以幫助

泰國減緩國際儲備的壓力。更重要的一點，GMS 的合作將可以外溢到更多領域，促

進更多區域合作。 

 

 

第三節 中國的主張：瀾滄江-湄公河合作 

在第三章我們有提及到中國參與湄公河合作存在幾項目的，包含發展雲南的經

濟以及希望建立和東南亞國家良好的關係，2014 年末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的提出更

是證明了這種目標。本節將首先針對LMC的發起以及中國成立該組織的動機做說明，

再來從該組織的運作分析對區域合作的作用。 

 

LMC 是由李克強總理在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上提出，2015 年通過合作概念文

件並在 2016 年舉行第一次的領導人會議。在 2015 年的《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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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這份文件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提及希望加速與東

協鄰國的合作，發揮雲南地理優勢以推進和周邊國家的交流，打造 GMS 合作的亮點

（新華社，2017）。LMC 以 3+5 合作框架作為合作機制，強調政治安全、經濟和可

持續發展、社會人文三大重點支柱，以及五個目標包含農業、水資源、產生、跨境

經濟、互聯互通作為優先合作方向。從 2015 年到 2021 年為止，LMC 總共舉行三次

領導人會議與六次外長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中，成員國除了承諾定期召開會議，也

通過《三亞宣言》（Sanya Declaration）和《瀾湄國家產能合作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mong Lancang-Mekong 

Countries）為合作奠定基礎，以前者宣言作為 LMC 的戰略規劃主體，後者聲明則是

在負責協調各國在政策上的意見。此外，在 2016 年各方也通過了《瀾湄水資源合作

2018-2022 五年行動計劃》（Five-Year Action Plan on Lancang-Mekong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2018-2022) 以落實大壩安全、洪水預警等項目，也提升流

域水資源相關管理。 

 

從幾次會議中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以原則和規範角度來看《三亞宣言》，

其主要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及項目為本的運作模式，不過和其他組織如 MRC 及

GMS 一樣並未有硬性規定。雖然如此，LMC 強調的多層次協商機制仍讓各方合作有了

明確的框架，除了前述的領導人和外長會議，LMC 也設立了五個聯合工作組，針對

不同領域進行規劃。再者，不論是從領導人或外長會議，我們都可以發現中方在強

調發展目標時，一方面會讚賞其他組織和國家在資金上的挹注外，另一方面也強調

中方的獨特性，並透過另設立的相關基金，更加有效的為湄公河國家落實目標。舉

例來說，在可持續發展議題上，中方就另設瀾滄江─湄公河合作專項基金在未來五

年提供三億美元支持沿岸六國的中小型合作項目等。另外，他們也透過獎學金和來

華培訓名額，作為加強人力資源培訓的方式。 

 

 和其他現有湄公河水資源合作機制相比，Ren（2021）等人認為 LMC 具有高層合

作、合作範圍廣以及合作數量多的優勢。依照這些學者的見解，LMC 在高層合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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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透過國家元首推動，以多層會議和一系列對話，將合作推向更務實的模式。再

來，他們也認為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不只著重在特定領域，而是以「3+5 框架」更

全面地融入推動合作。最後，因為所有沿岸國都有參與 LMC，使得其基礎更加堅固，

也能夠確保各國正邁向共同的目標和願景前進。Middleton 和 Allouche（2016）則

認為LMC超越了MRC和 GMS的影響範圍，最主要原因來自於它擁有中國直接的參與。 

 

有學者認為經濟是 LMC 促進區域合作的核心方式。Tian（2018）就認為 LMC 倡

導的政治與安全、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和人文交流和東協共同體的三大領域十分契合，

雖然因為各自利益導致合作仍有困難，但是透過 LMC 提升貿易投資便利化可以改善

這種狀況。其中，中國在這之中應發揮積極作用。經濟貿易不只是東南亞單方面獲

益，促進邊境貿易一直以來都是經濟發展來源之一，但由於犯罪活動伴隨著貿易量

增長，如何透過 LMC 抑制犯罪率對於中國而言也十分重要，這需要多方聯合，才能

有效監測湄公河沿岸的潛在犯罪行為。 

 

雖然 LMC 的成立確實讓區域合作更全面，但也因為透過經濟作為誘因而遭到一

些學者批評。Biba（2018）認為可持續水資源管理在 LMC 中發展順序仍是次要的，

若是一昧強調經濟可能對於流域長久發展不會有助益。同時，中國主導的 LMC 和原

先存在於湄公河區域的機制能否真正合作仍存在疑慮。此外，無論是 MRC 或是 GMS

都強調非國家行為者的參與，然而從中國過往的外交政策看來，這並不是個優先選

項（Biba, 2018, 638）。當然，隨著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提升，水的價值可能因此被

淡化，導致環境與生態等問題仍然存在，如同所有合作機制，LMC 也擁有其必須面

對的挑戰。雖然容納了所有沿岸國，但是對於現存的流域合作機制有可能有項目重

疊上，LMC 還是必須想辦法解決。再者，無論是何種合作，互信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如何透過相關制度安排來克服將會是 LMC 的一項挑戰。最後，資金一直是該地區在

合作上的必要資源，在 LMC 中雖然有中國提供大量金錢，但是長久下來如何讓成員

國有能力承擔，也將是組織發展面臨的考驗（Ren, Peng & Pan,202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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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發展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目的，中國學者如盧光盛及張勵（2016）

認為除了是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方式外，對於跨境安全將有所貢獻。由於其他

區域組織在這方面並未有明顯成就， LMC 的建立有助於彌補此缺口。兩人認為 LMC

在資金上，因為有中國穩定的資助，為解決跨境安全上提供必要的框架，同時，因

為 LMC 包含了下游湄公河國家與中國，是相對 MRC 更為全面與平等的。確實，於 2015

年召開的第一次外長會議中，李克強就提到 LMC 在加強互聯互通上必須透過一帶一

路作為輔助，這不只有利推進大型項目如鐵路、水運等的進行，也對發展基礎建設

與投資有所助益。另外，LMC 的建立被認為是一種區域發展樞紐，除在經濟上與 GMS

和 ASEAN 合作，在河流開發上也可與 MRC 共同努力（盧光盛、張勵，2016，20）。 

 

這些組織值得注意的是 GMS，對於中國與下游湄公河國家合作該組織一直佔居

重要地位，這不僅涉及區域經濟有幫助，同時也是湄公河上下游國家避免衝突的重

要因素（Biba, 2012, 621）。隨著一帶一路的提出，GMS 更成了中國推動該項政策

的平台之一。在上個十年，中國就多次出席 GMS 峰會並提出促進區域合作的倡議，

尤其是針對基礎建設以及南北走廊。南北走廊連接的是中國雲南省、寮國北部、緬

甸西部以及泰國北部，同時也包括河內區域（Lim, 2009, 40）。透過鐵路網絡中國

可以連結所有 GMS 國家來支持貿易發展，同時也促進南方省份的運輸系統，一方面

幫助下游湄公河國家發展高速鐵路與公路、電力網絡和能源管道，另一方面也為他

們創造了利益。不過，Wade（2011）也擔憂中國此舉會導致大湄公河次區域不平衡，

尤其是在東南亞內陸與海上國家之間，進而使得 ASEAN 分裂。無論如何，作為一帶

一路的重要成分，LMC 和 GMS 都促進了中國和湄公河國家的具體合作。 

 

除了跨境安全考量，有學者也認為中國發展 LMC 隱含與域外大國權力競逐之意

涵。以盧光盛及張勵（2016）兩位的見解來看，中國建立 LMC 是因為域外大國參與

湄公河愈發積極以及想要推動區域組織間的合作。域外大國除了日本與美國，其他

如韓國與澳洲等都透過不同機制與湄公河國家合作，面對此情勢，中國認為其也必

須要動用自身資源位整合區域的目標做出貢獻。Po 和 Primiano（2021）認為 LMC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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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制度平衡戰略，目的是希望應對其他由外部勢力主導的現有機制。從上述學者

的角度切入，因為受到區域內大國的制衡，中國必須創建 LMC 來保護並提升自己的

影響力，主要以包容與排他性兩種方式運作。 

 

首先，在包容性上，中國尋求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加強。在上一章節筆者有分

析到 LMC 成員中，泰國與越南並沒有太親近中國，相比越南，泰國能否融入 LMC 對

於中國而言更重要，特別是在泰國提出了 ACMECS 後（Po & Primiano,2021,329）。

ACMECS 雖然一度因為泰國政變陷入停滯，但在政治穩定後又成功於 2014 年重啟。

以資金挹注來看，泰國是其中最多的，例如以 2019 年來該資金總額為五億左右，泰

國與域外大國就各佔了兩億，剩餘一億美元尤其於成員國出資（The Nation, 2018）。 

Chambers 和 Bunyavejchewin （2019）認為 ACMECS 重起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成為東南

亞國家的經濟靠山，取代中國作為主要資金來源。 

 

在新版的 ACMECS 建立後，2018 年美國也正式受泰國之邀請成為發展夥伴。面

對域外大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正向連結，LMC 以不單純是為了區域發展而形成的架構，

而是中國因對外部勢力的方式（Po＆ Primiano, 2021, 331）。再者，因應域外大

國的方式也展現在中國排他性的運作方式，中國自從建立 LMC 開始至今尚未邀請域

外大國參與。這點不難以理解，因為美日等國家一直對湄公河發展給予大量關注，

若他們再介入該合作框架，無疑將複雜化議程。這對中國並不是好事，中國與東南

亞國家互動往往以經濟為優先，但是長期以來水共享的議題一直都是美日的優先考

量，若是他們加入必定會強調該議題的重要性，進而削弱中國的制度力量。 

 

為了加強與東南亞國家連結並且預防域外大國過度介入區域內事務，LMC 與其

他組織建立起了合作。在水資源管理上，LMC 的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JWG）授與了 MRC 觀察員的地位外，也與其達成水合作的備忘錄（MRC, 2021d, 26）。

另外，從 MRC 在 2021─2030 的 BDS 也有提到加強本身與 LMC 之間的合作是接續計

畫的重點，這些跡象都這顯現出湄公河區域機構間合作的意願。中國透過 LMC 建立

起的合作大致可以分成幾個大項，包含經濟、農業、互聯互通的基礎建設以及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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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等等。在經濟部分，LMC 在 2017 年組成了跨境經濟合作工作組，該工作組主要在

於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促進跨境經濟合作如貿易、電子商務以及區域貿易便

捷化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7）。 

 

除此之外，各方也編制《瀾滄江─湄公河國家跨境經濟合作五年發展規劃》

（Five-Year Development Plan for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Lancang-Mekong Countries）以及針對《瀾滄江─湄公河區域合作智能貿易網絡倡

議》(Lancang-Mekong Regional Cooperation Smart Trade Network Initiative) 

交換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8）。根據 LMC 的統計，湄公河五國和中國

的貿易量不只透過跨境經濟合作有明顯增加，同時也成功舉辦了論壇、博覽會以及

培訓等等推動六國產業對接與合作（瀾滄江─湄公河合作，2020）。 

 

在經濟發展上農業也是重點項目之一，2017 年瀾湄合作農業聯合工作組成立，

並在 2020 年通過 《瀾滄江─湄公河農業合作三年行動計劃 2020─2022》（Lancang-

Mekong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Three-Year Action Plan 2020-2022），為湄

公河區域農業的合作提供行動指南。LMC 透過科技結合農業的方式推出各項合作，

包含區域農作物綠色聯合防控平台、農業科研機構合作以及智慧農業監控平台等等，

試圖使農業上的合作更加有效。透過上述技術援助與發展，不只讓湄公河國家在種

植上有效率，同時也成為吸引中國擴大對湄公河五國農業投資的誘因。依照中國的

統計2019年對沿岸國的農業投資量比前年多了12.5%（瀾滄江─湄公河合作，2020），

技術加上資金的挹注更帶動了湄公河五國的經濟。 

 

有效整合區域經濟與發展的關鍵之一，也是湄公河跨界流域機構最常談及的項

目：互聯互通。作為重要區域組織之一，LMC 也在 2017 年成立了瀾滄江─湄公河國

家互聯互通聯合工作組希望促進相關成果。互聯互通最大的成果與成就，展現在各

項鐵路與運輸公路的建設，其中包含中泰鐵路、中寮鐵路以及中緬鐵路等等。以中

寮鐵路來看，從 2017 年開始雙方就針對該項合作進行動工，雖然建造過程受到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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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導致困難重重，但中寮鐵路在 2021 年開始進行營運並象徵著寮國進入鐵路運

輸時代（李文輝，2021）。作為內陸國，該條鐵路的開通不只讓寮國能更容易的對

外貿易與往來，更對湄公河區域的合作產生積極影響。 

 

然而，鐵路合作並不是一直都順利，以中泰鐵路來看，該項提議早在 2013 年開

始計劃，但泰國在 2014 政變、民間反對以及日本高鐵公司介入下一度面臨停擺。這

些跡象都凸顯了中國與湄公河國家在鐵路建設合作的問題，一方面鐵路建設附帶條

件，另一方面基礎建設將危及湄公河生態。雖然如此，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泰

國最終仍通過了中泰鐵路合作項目的環評報告並開始開工。除了鐵路等基礎建設，

中國也透過基金項目幫助湄公河國家。以柬埔寨來看，作為首批接受該基金援助的

國家，該國獲得批准的項目最多（瀾滄江─湄公河合作，2018 年）。其他國家如寮

國與泰國也從中受益，該項基金為寮國帶來的是水產農業加工的進步，如與寮國民

生相關的魚醬，即透過中國的設備提升其質量與產量，另外如蔬果等也開始進行優

化，同時透過上述的鐵道等運輸，並有助開發更廣闊的國際市場（瀾滄江─湄公河

合作，2020 年 8 月）。 

 

 談到中國與湄公河五國的互動，水資源議題一直是敏感問題，在中國並未成為

MRC 的正式成員國下，該流域之使用與規範無法擴及全部沿岸國。然而，在 LMC 成

立後，他建立了自己的湄公河水資源工作組，分別在 2017、2018 及 2019 年召開相

關會議。幾次會議的結果除了重申水資源管理與合作的重要性，中國與湄公河五國

也通過《瀾湄水資源合作聯合工作組概念文件》，為《瀾湄水資源合作五年行動計

劃》做起草。同時，中國也組織了湄公河五國代表考察景宏水電站、允景宏水文站

等。另外，雙方也成立了瀾湄水資源合作中心，除了幫助各國技術援助外，也提供

人員的培訓。水資源議題不只出現在湄公河沿岸國間，域外大國美國對此表達關切，

尤其是大壩問題。 

 

2020 年根據史汀生研究中心的調查，Eyler（2020）等人認為 2019 年湄公河上

游降水高於平均降水量，但是因為大壩的建造導致下游國家遭受前所未有的雨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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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等問題，尤其是泰國、柬埔寨與越南。透過 MRC 的物理河流測量等工具，該中

心指出持續的乾旱與中國水資源政策有關，唯一能改善的方式就是改變中國上游大

壩營運的方式，並透過 MRC 等跨界流域組織來實現該項目標。此外，在 2020 年 12

月 14 日，美國國務院也宣布出資湄公河大壩監視項目的啟動，該計畫將透過衛星來

監控湄公河流域中國大壩的水位並公開有關訊息（Khmer Times, 2020）。 

 

對於美國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江文斌（2020）在記者會中表示，中國歡

迎域外國家對水資源開發提出建設性意見，但對於美國之舉他們認為是挑撥中國與

地區國家的關係而堅決反對。他表示中國建造水壩是經過評估的，並不會對沿岸國

造成不利影響，反而是將促進沿岸國的社會與經濟。同時，針對美國提出中國蓄水

之舉將影響下游國家，他表示中國的水電站只佔了整個流域的 13.5%，就算有蓄水

之舉也是秉持著「雨季蓄洪，旱期放水」的原則，這有助於湄公河的流量調節。 

 

針對美中在湄公河上的競爭，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羅金義在自由亞

洲電台的訪問中表示，東南亞國家曾受益於排水行為，例如中國在 2015─2016 年旱

季時曾透過大雲南景洪水庫向湄公河緊急補水，同時中國水利部也與 MRC 共同組成

了有關時間與空間的監測與評估，主要由 MRC 提供 21 個水文站的水位資料以及 7個

水文站的流量資料，而中國則是提供 1個水文站的水文資料（瀾湄水資源合作訊息

共享平台，2016）。但引起東南亞國家不滿的最大原因不在於蓄水行為，而是水壩

操作的透明度低。東南亞國家極度倚賴湄公河的水源，在與國家發展和經濟息息相

關下，如何處理該項議題也將影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無論是

美國或中國，在該議題上堅持自身的立場，這不僅是攸關其他國家的生計，同時也

是兩大國在戰略上重要的一環。面對美國的批評與下游國家的抗議，中國在此期間

也採取了一些行動，希望消除相關疑慮。 

 

首先，中國和 MRC 續簽了水文信息協議，在優化河流監測與洪旱災預防的考量

上提供全年水文數據。新協議依舊是著重在中國西南雲南省雲景洪上游湄公河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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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瑪南支流上的兩個水文站，從原先分享 6─10 月的水位與降雨數據延長至全年。

此外，中國也同意分享有關水位和流量異常的緊急訊息，讓下游國家能夠因對。不

過，史汀生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Weatherby Courtney 認為此舉依舊無法真正有效解

決透明度的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中國提供的兩座水電站只有一座位於湄公河

上游，而該水電站不只是最南邊，蓄水量也不是最大的，這將意味下游國仍然無法

得到真正公開透明的數據（美國之音，2020）。 

 

雖然仍存在質疑，但中國此舉很明顯是希望釋出合作的善意，希望下游湄公河

國家能夠接受。當然，從 MRC 秘書處的執行官的發言我們可以看到他認為這項協議

是中國與 MRC 合作的里程碑（MRC, 2020c），在各國也表示接受下，似乎也意味著

這些國家似乎並不想公開質疑該項協議以招致注目。除了續簽水文協議，中國也建

立了瀾湄水資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該平台除了更新兩個水文站的水位及降雨外，

也對重大調度進行通報，成為中國水利部提估瀾滄江旱季水文訊息給湄公河國家的

網站（瀾滄江─湄公河合作，2020 年 12 月）。上述的兩項行動主要環繞在訊息公

開的部分，對於大壩與水電建設造成的環境問題中國也提出《水電綠色發展技術共

享與能力建設項目》，目的希望推動湄公河國家管理水平並提升相關人員訓練以促

進國家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對於大壩建設或是水文訊息等，作為主要被影響國的

湄公河下游國家相較於美國的批評明顯低調許多。Biba（2012）認為，雖然存在經

濟差異，但是下游國家擁有迫使中國合作的力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有將湄公

河變成連結東南亞市場和原料的夢想，從經驗看來，中國的計劃也確實因為沿岸國

居民抗議而停止，在此之下中國仍必須要和湄公河五國合作，才能真正實現其將西

南內陸與海洋連接起來的目標（Freeman, 2009, 467）。 

 

然而，下游國家卻並未真正將這些作為籌碼，Biba（2012）認為存在幾項原因，

包含承受的成本過高、湄公河五國自己本身就存在的雙邊問題，例如邊境問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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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於水資源議題各國優先目標不同，導致各自的政策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舉例

來說越南的洪水或乾旱可能是源自寮國的森林砍伐或水壩，而非全盤來自中國。最

後，也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挑戰中國，相比抗衡，選擇接觸

的意願在湄公河五國之間是比較高的。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可以看到為何下游湄公

河國家在大壩議題上較為沈默。然而，下游湄公河國家的行為並不難理解，在發展

與經濟的巨大差異下，要考量國家利益，並作出相對性的策略其實合乎常理。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說明了 2010 至 2020 年湄公河流域組織與域外大國的相關作為。從 MRC 在

這十年的發展，除了提出流域發展計劃促進流域水資源管理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MRC

針對其運作模式也做出了提升，希望秘書處的職能，能落實在各沿岸國。此外，雖

然MRC依然依賴外來的資金援助，此時期的MRC希望成員國能夠做出更實質的貢獻，

例如泰國主導的 ACMECS 就是一個例子。雖然嘗試落實相關原則，但是此時期的沙耶

武里大壩案暴露了 MRC 在制度運作上的弱點。作為首個啟動 PNPCA 程序的案子，面

對沿岸國各自不同的意見，仍然無法抵擋寮國大壩的建造。 

 

存在各方利益下，本案更體現出了湄公河國家在合作時面臨的困境以及環境和

經濟發展的矛盾。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出沿岸各國的水外交，以越南來看雖然因為環

境問題反對寮國建壩，但在考量與中國的競爭下也未做出過於激進的舉動。相比成

員國在 MRC 的矛盾，此時期的 GMS 則是在各國積極發展基礎建設與水電能源下快速

前進。該組織也針對區域發展提出了戰略框架，包含減少各國非物質障礙到促進多

部門投資等等，同時發展出許多投資計畫，如河內計畫以及區域投資框架。具體成

果包含在能源部分 GMS 建立了區域電力協調中心，在基礎建設上快速發展運輸系統

並簽訂多項計劃等等。不過，雖然嘗試透過會議和倡議來彌補基礎建設發展帶來的

環境衝擊，GMS 在發展上仍更必須更重視環境才能讓所有成員國更順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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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外大國的部分，美國與日本在上個十年建立的基礎下又發展了更多湄公河

的計畫。LMI 除了透過和下游湄公河合作以促進智能基礎建設、水資源使用管理以

及培育計畫外，他也透過 FLM 希望增強援助國與被援助國的對話，同時加強各方訊

息的共享。另外，透過史汀生研究中心和 USAID，美國也發展了許多監測系統，主

要透過衛星來監測湄公河的水量。而日本則是積極發展綠色湄公河並透過首腦會議

制定了《東京戰略》，希望增加湄公河區域高質量的基礎建設。在美日的積極參與

下，中國此時期也不遑多讓，特別是在一帶一路的提出和 LMC 的成立下，面對美國

批評其水資訊不透明下，中國更透過多項行動以消除下游國家的疑慮，包含和 MRC

續簽水文協議與建立水資源訊息共享平台。美日中在湄公河的動態與政策並不單純

只是為了流域發展，該現象也體現出大國的競爭，然而這些競爭對於湄公河小國來

說並不是壞事，而是在各國競爭下，一方面發展流域經濟，另一方面也能夠吸收有

關水資源管理的相關技術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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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跨界水資源由於涉及多國，導致管理與合作在多方意見下較難取得共識。以湄

公河來看，從上游中國一路到下游越南他總共經過了六國，該流域也確實存在複雜

性。隨著水資源對各國發展越來越重要，如何管理與合作也成了他們的國家目標，

在這種共識下，沿岸國成立了區域機構以解決相關問題，本研究有以下發現。 

 

ㄧ、湄公河流域三個主要機構MRC、GMS以及LMC都對區域合作做出了貢獻 

從第三四章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機構著重的項目並不相同，MRC著重環境問題，而

GMS和LMC則較強調經濟發展，也因為存在這些差異，導致各國在取得共識的過程中

出現阻礙。除了環境問題，MRC不同於其他機構的地方在於它擁有明確的條約以及決

策程序，以沙耶武里大壩案就可以看到PNPCA的實施。然而，相比GMS和LMC各國在討

論政策上的積極度，MRC中對於環境議題則是以越南和柬埔寨為主要發聲者。不過，

這些差異也是促成合作的原因。 

 

如同 Tayia（2019）說的這些機構存在的是互補性而非相似性，也因為該項特

性讓這幾個機構的研究人員能夠以更全面的方式討論合作方式，以解決水資源的發

展與產生的問題。確實，以湄公河區域來看除了中國經濟較穩定以外，其他東南亞

國家仍是處於要積極發展經濟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透過GMS與LMC制定各

國在經濟上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透過MRC來確保環境問題不被忽略。如果單純只以環

境問題作為各方合作的基礎，那在考量國家利益下合作可能難以達成，然而在輔以

經濟的因素下，各國才開始認真討論如何進行與運作，筆者認為這種互補式的合作

是湄公河區域合作的特點也是誘因。 

 

二、第三方參與對於湄公河發展與合作存在重要性 

以美國為首的LMI以及日本和湄公河國家建立的合作關係，這兩個國家對於流域

的資金挹注十分龐大，同時也為環境與高質量基礎建設做出努力，讓區域發展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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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同時兼顧。無論是建設或是相關人員培訓都需要金錢才能推動，於此之下，資金

挹注對於湄公河國家的重要性不可言喻。以資金捐助來看，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和LMC

也為東南亞國家建立許多鐵路與公路的基礎建設，並以基金給予這些國家進行人員

訓練。 

 

從美日中三方的互動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無論是美國提出的LMI

或是中國提出的LMC，都看不到他們參與對方組織的身影。美中兩國在許多議題上都

存在分歧與競爭意味，湄公河問題上也不遑多讓。美國透過史汀生研究中心的研究

不停批評中國建造大壩之舉，同時也透過衛星監測來看中國在該流域的水流控制問

題。而中國對於此舉也表示憤怒，同時也透過其他政策加強自身的立場，希望消除

各方質疑。相較於美中激烈的互動，作為夾在兩國之間的日本，他與美國擁有湄公

河之友的身份，而他和中國有進行例行會議並且透過GMS為湄公河基礎建設合作，但

一樣未參與LMC。 

 

三、區域機構運作與合作限制 

從本研究除了可以看出區域機構對湄公河流域合作的作用外，也可以從他們的

運作與政策，發現阻礙合作的可能。首先從三個主要區域組織可以發現幾個阻礙的

要點。從 MRC 相關計畫如 WUP 來看，其發展合作存在幾項問題。首先，其建立在薄

弱的財政基礎上。MRC 的資金來源有沿岸國的捐款、域外捐助國以及它本身的預付

款項和國庫資金。從 GEF 的報告來看，1990 年代的 MRC 主要營運預算為 240 萬/年，

然而湄公河下游沿岸國自己貢獻的前僅有 74 萬，剩下都是來自捐助國的幫忙。這種

情況下，MRC 在確保資金能夠維持它本身的管理上就已經必須投注大量心力，而導

致在水資源管理上的發展緩慢。再者，對於捐助國而言，明確的戰略目標和計劃，

是投資的重要參考。 

 

然而，因為缺發優先事項和戰略，僅管 MRC 嘗試針對監測與基本規則做規劃，

也會使得捐助國開始對其有效性與能否帶來利益產生懷疑。此外，雖然嘗試建立資

料庫與蒐集訊息，但由於沿岸國各自的考量與阻撓，這些數據即使蒐集了也並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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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使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並未在組織內共享（GEF, 1999, 78）。綜上所述這些原

因都成為下游沿岸國在合作上的限制。除了組織內的問題，作為對話夥伴的緬甸與

中國也成為一大漏洞，畢竟合作若是無法加入所有沿岸國必定會有所缺陷。雖然成

功推動非國家行為者在談判中的角色，但是作為 BDP 召集者的 MRC 一直都在小心迴

避有爭議的問題，例如在水資源開發重大的提議或是以國家為主的決策上，他經常

保持沈默（Dore & Lazarus, 2009, 361）。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最為爭議的 3S 盆地，

其由塞山河（Sesan River）、斯雷博克河（Srepok）以及西公河（Sekong）組成，

但由於其開發涉及敏感議題，最後甚至直接從 MRC 的 IWRM 會議中刪除。 

 

再來是 GMS，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區域合作中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這導致公共

產品不足如物流基礎設施如港口或倉庫等分配不均和不足的狀況，以及檢疫和法規

上的協調問題等（盧光盛，2015）。除了公共產品問題，GMS 促進市場流通的情況

下，相同產品，尤其是農產品的銷售不免會讓湄公河國家之間產生競爭，形成另一

個阻礙合作的因素。另外，筆者認為 GMS 在促成各國積極發展基礎建設下，另一個

值得注意的是地區人民的生活。大量開發的運輸系統勢必要犧牲沿線居民的居住地，

甚至是其賴以為生的農地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若 GMS 成員國不謹慎處理後續相關

事宜，長久下來必會造成反彈，並進一步對國內政局造成影響且形成動盪。 

 

和GMS一樣著重開發與建設的LMC也有相同問題，龐大成效也連帶著負面影響，

作為一個以項目為導向的倡議，LMC 許多計畫仍由政府監督，多層次利益相關者的

參與有限。LMC 對於合作發展上存在些許問題，首先，以一帶一路作為資金借貸的

結果就是沿岸國可能掉入債務陷阱。中國對湄公河的資助包含南南合作、瀾湄合作

專項基金以及多個擴展項目包含鐵路、港口、高速公路以及工業園區等等，透過低

息的方式讓沿岸各國在推動這些項目上有足夠資金，然而，這種方式的風險在於可

能讓雙方關係惡劣，導致合作難以再進一步或是惡化。再來，LMC 與其他區域機構

合作的可能性相對小，尤其涉及水資訊的透明度與大壩問題。作為國際法原則之一，

共享水源卻因為各國存在的考量與意願無法真正落實在湄公河，這些可能導致下游

國家如越南對於合作的信心下降，進而影響區域合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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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沿岸國為主體的區域組織外，筆者認為域外組織 LMI 和日本主導的湄公

河合作也存在阻礙合作的可能。第一，因為這幾個域外大國都是資金的重要來源，

一但他們抽離將會對湄公河區域造成衝擊。第二，現今狀況看來這些大國發生第一

種情況的機率並不大，主要原因在於地緣政治的競爭。然而就如同前面章節所提到

的，競爭如同一個雙面刃，可以促成區域發展也可能導致區域的混亂。面對域外大

國在湄公河流域的競爭，如果演變成必須要沿岸國選邊站的情況，則可能會造成區

域分裂和非整合。雖然湄公河流域不像其他議題如貿易等直接對大國關係造成影響，

但是隨著東南亞地位在大國，尤其是美日中之間越顯重要，發展該流域的管理與戰

略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核心目標之一。 

 

 從上述合作限制可以看出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在討論上的缺失。首先，新自由

制度主義主張制度建立有利於合作的論述，在湄公河流域的實踐並未有明顯成效。

尤其筆者從研究中發現，目前討論的流域組織中，只有 MRC 建立了明確的制度規範。

這源於各國仍存在主權考量，不希望太多外部勢力與政策干預國內事務以及國家外

交政策，在此之下，制度的建立更加困難。再者，根據現實主義的批評，其認為自

由主義所說的絕對獲利在國際政治中並非常態，反而國際政治最終會朝向零和方向

前進。確實，若是從沿岸國地理位置上討論，似乎只有上游國家的流域政策會影響

下游國家，在此之下，上游國家的獲利可能就是下游國家的損失。同樣，這個問題

也體現在公共產品的分配上。由於存在經濟發展不平均的問題，長期下來若是無法

改善，國家獲利的情況只會因為差距擴大而惡化，最終國家會選擇反抗而非繼續合

作下去。 

 

 

第二節 未來展望 

無論從區域內組織或是域外組織，筆者認為有幾點可以更有效整合與促進湄公

河區域各國的合作。第一，環境考量。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湄公河國家之所以在

合作上仍受到阻礙，是因為這些國家都十分強調主權，而這種過於強調主權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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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合作受限。有鑑於此，短期內如果想促進區域合作，應該以非國家行為者作為一

個橋樑，以較不敏感的方式推動湄公河合作，特別是在環境議題上。傳統的一軌外

交目前大多只落實在經濟層面，沿岸國對於環境議題仍然受限於國家發展的考量上，

有鑑於此，短期內可能只能利用非國家組織或是團體來促進相關規範。舉例來說，

如果各國仍選擇推進大壩項目，非國家組織的力量就是在推動政府補償這些受損的

居民，同時提倡培訓這些人轉向新的產業等等。 

 

不過，長期下來筆者依然認為制定正式條約與制度還是對湄公河合作不可或缺

的。現今應該只有 MRC 的湄公河協議可以視為正式的湄公河流域條約，雖然該項協

議的執行仍並未有完整成果，但如果各國可以更完善該項協議並執行，對於流域環

境保護與合作將是一大助力。如同 Lubner（2015）所說，條約的實施不會導致沿岸

國家之間的衝突消失，而條約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其具體細節與衝突有關。在湄

公河流域也是如此，各國在協商與交涉的過程中一定會存在爭執與衝突，如何從這

些衝突點找出彼此共識與解決方式，將對於區域整合和流域合作有貢獻。另外，李

宜強（2015）認為要完善組織機構及合作機制，就應考慮改革和創新 MRC 與 GMS 機

制。通過構建「MRC + GMS」的合作機制，超越兩個機制單獨作用時的局限性，即通

過兩者之間的互補，以實現次區域合作機制。 

 

第二，經濟發展。從研究過程中，筆者也發現經濟是現今促成各國合作最重要

的一個因素，然而，湄公河區域在發展經濟也面臨不均的問題，長期下來將會對區

域經濟一體化造成影響。在此之下各組織與國家需要確保無論是過去的、正在進行

的和計劃中的項目需具有包容性，以便它們的發展受益且惠及窮人，同時，還需要

透過提供足夠的社會安全需求，來滿足社會最弱勢成員的需求，包含食品安全、住

所、健康和教育方面等等。國家發展與合作必須要考量全盤狀況才可以避免在發展

的當下引起國內的動盪，若是可以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才有利各國推進更近

一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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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經濟差距，各國也需要一起制定長遠規劃，避免在相同產品上的互相競

爭。為了有效實施該方法，湄公河各國應該考慮自身優勢以及專業化來吸引外資，

以免形成零和遊戲的結果，方法包括透過投資種類的區別來展現各國投資的條件，

或者是勞動型密集產業與資源型密集產業的國家互相交流讓彼此得利。除了促進外

國投資外，湄公河次區域還需要加強外國直接投資與國內公司之間的聯繫，以提高

經濟競爭力並為勞動力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外國直接投資可以在發展新產業方面發

揮關鍵作用，並且通常可以成為國家和私營部門無法進行長期投資時的資金來源。 

 

第三，訊息的生產與使用。在本研究可以發現無論是區域組織或是各別國家都

有在討論有關該流域訊息透明度的問題，這也是合作的重大阻礙之一。因此，為了

更有效促進該區域之發展，湄公河沿岸國應該將流域訊息管理系統作為共同目標之

一。最重要的是，該系統應該要是非競爭性與非政治性的，讓各界能夠擁有使用該

系統數據的權利。為了達到這種效果，應該賦予數據庫的法律地位，讓其擁有一定

制度來鞏固其合法性與正當性。現今湄公河合作最大的問題也就是有關該流域水量

與使用的相關訊息，各國在各自考量下願意釋出的訊息少之又少，或是無關緊要的，

如何找到各國共識並成立這種訊息系統，將是讓合作更提升的一個方式。 

 

第四，多邊參與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域外大國透過密切合作，加強多方利益相

關者對話，將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官員和教育者更好地了解未來的勞動力市

場趨勢。例如通過建立聯合國家戰略、進行勞動力市場評估和對勞動力項目進行聯

合評估來進行數據和分析的一個領域。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可以從捐助者和多邊機構

的經驗中受益，更好地規劃未來勞動力市場所需的技能。域外大國參與的另一種方

式是幫助各國採用優質基礎設施或可持續基礎設施標準，以更強大的國際質量基礎

設施框架和標準，來改善湄公河流域基礎設施的規劃。這些框架側重於治理方面，

例如加強制度可持續性以及環境和社會影響。當然，多邊參與不限於大國或是政府

組織，如何納入私人參與以及地方參與，對於區域合作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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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上述之行為與政策建議對於湄公河區域而言仍有段路要走，雖然可以發

現這些區域機構在運作上存在缺失，以及容易受到成員國內部或是國際政經的考量

影響，但不可否認的，以跨境流域而言，湄公河流域各國正在嘗試透過相關作為與

機構合作，讓該區域發展並促進各方交流，以達共同經營管理湄公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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